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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季刊》新年致辞

尊敬的 《管理学季刊》作者、读者、评审人，各位同仁和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辞旧迎新，我们谨代表第三届 《管理学季刊》主编和编辑团队，向各位致以最诚挚

的新年问候。祝大家２０２４年健康快乐、事业顺利！２０２３年 《管理学季刊》取得了丰硕成果，感恩大

家的关心和支持！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①。

虽然中国经济有着奇迹般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企业快速地茁壮成长，但是聚焦于相对宏观管理

（如战略、创业、创新等）的学刊并不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管理学季刊》于２０１６年应运而生。

《管理学季刊》定位于战略、创业创新、组织研究领域，打造一流的中文学术期刊，成为推动中国

管理研究创新的重要平台。《管理学季刊》建立了专注性战略、专业化国际化的编委团队、严谨的

评审流程、以改进和完善为导向的评审文化，同时建立了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战略发展委员会

“三会”治理结构，三年换届，以联席主编和编委会换届的程序化作为重要的治理机制，由管理学

者共同推进传承与发展。

这是一次学术创业。在发刊词中，《管理学季刊》主编宣告了 《管理学季刊》的宗旨：在全球知

识体系中做出中国管理学知识的创造性贡献，不仅为了提升人类的经济福利，同时，更为重要的是，

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环境和未来的人类福祉，培育创造新的管理哲学和知识体系。一言以蔽之，为人

类福祉贡献中国管理学知识。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②。

《管理学季刊》是一个学术平台，帮助平台上的各位创造新知。“名家专栏”是 《管理学季刊》的

一大特色。过去七年，《管理学季刊》有幸邀请到大量学术名家撰稿。２０２３年第１期，《管理学季刊》

邀请了ＲｏｓａｌｉｅＴｕｎｇ教授撰写题为 《全球系统性风险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机遇和挑战：一项研究议

程》的文章，对人口整体老龄化、复杂国际局势、人才竞争和中国软实力所建立起的世界联系四个话

题进行了讨论；２０２３年第２期和第３期，《管理学季刊》就 “制度逻辑的中国实践”和 “突发公共事

件下的管理话题”邀请陈晋教授、郝斌教授、周小宇教授以及胡佳教授、贺伟教授和魏玖长教授撰写

了专题文章。２０２３年第４期ＳｈａｋｅｒＡＺａｈｒａ教授的 《创新驱动创业：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催化剂》，直

接与蔡莉、张玉利等教授提出的 “创新驱动创业”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学术构念进行

①② 选自唐代杜甫 《春夜喜雨》。



对话。期待随着对这一研究的不断深入能够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产生较为重

要的影响。这些文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是 《管理学季刊》注重学术服务的精神所在。

《管理学季刊》坚持严谨的评审流程，弘扬发展导向的评审文化。２０２３年，《管理学季刊》总共收

稿１３９篇，审稿时长平均２３天，每份审稿意见平均１５６５字，录用率约为９％。领域编辑对文章的推荐

语反映出评审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如胡佳教授推荐道：“工匠精神是中国制造稳步前行的源泉。本文基

于角色理论视角，通过对一家钢琴制造业的国有企业的定性研究，详细展示了工匠精神 ‘匠心—匠

艺—匠魂’的内涵升华，加深了我们对于制造业从业者的职业精神的理解。”再如赵雁飞教授推荐道：

“卡尔·维克的意义建构视角对管理学多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系统回顾了意义建构视角的发展

脉络，剖析了其认识论、方法论立场，对后续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管理学季刊》的公众号、中外名刊主编论坛、评审人论坛，以及各类学术会议，也是大家交流

分享的重要平台。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９日至２１日，“２０２３年 《管理学季刊》青年学者博士生论坛”在南京

大学召开，论坛主题是 “推动管理原创研究，促进青年学者成长”。论坛报名参会２３６人，其中５８％

是博士生，１７％是硕士生，１８％是助理教授，３％是教授或研究员，分别来自京都大学 （日本）、昆士

兰大学 （澳大利亚）、香港城市大学、巴斯大学 （英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大连

理工大学、东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浙

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等８９所高校。论坛邀请６位嘉宾，针对原创研究和方法论进行

主旨演讲，邀请４位嘉宾分享自己做大学教授的体验，邀请８位 《管理学季刊》最佳评审人交流讨论，

邀请３０位嘉宾主持各分论坛。论坛收到投稿１３９篇，经盲审后录用１０３篇，分成３４场分论坛，每场

分论坛３篇，时长１００分钟，报告人和评论人得以充分讨论交流。该论坛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参会学

者的一致好评。

值得期待的是，２０２４年 《管理学季刊》国际学术论坛会议将于６月２２～２３日在南开大学举行，会

议主题是 “前沿、研究贡献与科研范式变革”，征文截止时间为 ２０２４年 ５月底 （ｈｔｔｐｓ：／／ｂｕｓｓｙｓｕ

ｅｄｕｃｎ／ｑｊｍ／ｎｏｄｅ／６１４）。另外，《管理学季刊》“企业碳中和与可持续增长”特刊工作坊将于２０２４年５

月在西安举行，特刊投稿截止日期为 ２０２４年 ３月 １５日 （ｈｔｔｐｓ：／／ｂｕｓ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ｑｊｍ／ｎｏｄｅ／６０２）。

欢迎大家积极投稿，期待在天津和西安相见。更多的特刊和工作坊活动也会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会当凌绝顶①，共与群峰峻。

《管理学季刊》第三届编委会由来自２０所全球一流商学院的４位联席主编和２２位领域编辑 （其中

８位来自海外和中国香港）组成；审稿委员会得以扩充，由来自中国大陆３０所、海外和中国香港２１

所商学院的８４位学者组成。《管理学季刊》不断前进，时代给予我们机会，时代赋予我们责任。我们

① 选自唐代杜甫 《望岳》。



相信，在编委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在作者、评审人和学界同仁的支持关怀下，《管理学季刊》将与众

多学刊一道，成长为顶尖的管理学刊物。衷心感谢大家！

让我们一起推动学术共同体朝着有崇高理想和社会价值观的方向发展，迎接中国管理学知识创新

时代的到来。

季刊联席主编

蔡莉　贾良定　李涌　李海洋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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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驱动型管理研究

□ 夏　军

　这篇文章由我在不同讲座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感谢贾良定老师和博士生张熠婕同学提供整理资料并

对文章进行润色，以及博士生柳志娣同学对文章进行排版校对。

　　摘　要：管理学理论建构是从通过观察和理解具体的实在现象中抽象出具有普

适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可以对表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理论源自猜想，并启发后续实

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然而，从哲学层面上看，真理是不可知的，科学研究只是在

无限接近真理并尝试用 “理论近似物”的形式对理论进行表达。好的理论应兼具普

适性、启发性和叙事性，那些能够挑战既有认知并对前提假设进行挑战的理论被视

作 “有趣”的理论。理论构建一方面需要关于理论基础的训练，另一方面要求学者

发挥想象力，通过 “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可以对科学问题和现象进行深刻把握。构

建好的理论要求我们区分构念和变量，并懂得运用修辞学技巧。理论构建从更宏观

的层次上看是社会构建的过程，那些既富有新意又符合社会期待的理论将具有更大

的影响力。

关键词：理论构建；理论驱动型研究；组织理论

理论是什么？理论不是什么？什么是好理论？什么叫理论化或理论建构？我们

所做的管理研究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管理研究？我们如何开展理论驱动

型管理研究？……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我，我也对此着迷。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

践中，我一直思考这些问题。不揣浅陋，今写作成文，记下点滴思考和学习心得，

以飨读者，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理论探讨是科学探讨

组织理论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的探讨是一种科学探讨 （Ｓｈａｐｉｒａ，２０１１）。 “科

学”源自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是第一个用观察和逻辑来解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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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世界的本

源是什么？他认为是水。这个答案受到广泛挑

战。气和火也曾经被认为是万物之源。泰勒斯

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生成万物的本源是

“无定”。这个本源看不见、摸不着，人们无法

感知，这是人类第一次用逻辑创造出来的一个

新概念。人们对无法感知的事物进行探讨可以

称之为 “眼见为虚”，它和 “眼见为实”正好

相反。ＭＢＡ的教育强调要 “眼见为实”，通过

案例对企业状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便于实际

应用。“眼见为虚”的探讨是通过现象来理解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进行纯逻辑的推导，这就

是理论探讨。最经典的例子有古希腊哲学家毕

达哥拉斯对数的探讨，他认为 “数即万物”。然

而，这个数是抽象的，我们看不见一个抽象的

“一”，只可以看到一辆车、一张桌子、一台电

脑、一间房，这些都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即

“眼见为实”，但它们都不等于抽象的 “一”，

抽象的事物只存在于理念之中。例如柏拉图的

“理想国”，以及后来的 “乌托邦”，都是有关

国家的一种理念，但不是现实的可见的国度。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有规律，可以通过数之间

的逻辑关系来揭示。欧几里得研究抽象的点、

线、面，从公设 （前提假设）开始推导它们之

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几何原

理》的研究方式对牛顿和爱因斯坦产生过重大

影响，他们所创立的经典力学和相对论改变了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在管理学领域，理论建构包括四个部分：

①理论是对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②理论发展基于前提假设 （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并在前提假设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

导 （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从而进行理论预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或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③理论的表述方式

必须可证伪。因为无论是通过演绎还是归纳，

我们都不可能知道所知道的是正确的，理论只

能证伪。④通过比较预测与现实作 “假或真”

测试 （Ｓｈａｐｉｒａ，２０１１）。逻辑推导的一个经典是

相对论中的一个公式：Ｅ＝ＭＣ２。这个抽象的数

学推导却可以广泛地解释物质与能量的转换。

由此可见，“眼见为虚”的探讨方式对组织理论

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中国古代名家公孙龙曾

经提出 “白马非马”的命题。 “白马”是具象

的，可以感知的，但 “马”是抽象的，不可感

知。类似的例子还有老子的 “道可道，非常

道”。说出来的 “道”不可等同于不可感知的

“常道”。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学会从具象到抽

象，知道什么是抽象的企业、抽象的管理者、

抽象的关系，不为具象所累，这样推导出来的

结论才具有普适性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我们通过

感官所感知到的万事万物 （例如组织及组织之

间的关系）都是表象，只有通过对它们背后的

因果关系进行逻辑推导，才能够找到它们的运

行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这就是理论探讨，也是

管理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与追求。

组织学的主要理论，包括资源依赖理论、

制度理论、组织生态学、交易成本理论等，都

经历了这样的理论过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观

察组织与环境的因果关系。理论建构是建立在

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前提假设之上，它不能被

省略或删除，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性

原理。例如资源依赖理论 （Ｐｆｅｆｆｅｒ＆Ｓａｌａｎｃｉｋ，

２００３），通过对交换环境的观察提出一个基本的

前提假设：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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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依赖外部环境通过交换获取资源，由此推

导出任何组织都会受到外部环境的控制。资源

依赖理论预测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和合资等战略

来管理外部环境，这一理论虽然引用不少，但

缺少实证研究支持，因此早期曾被视为一种隐

喻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Ｐｆｅｆｆｅｒ＆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２００３）。不

过，这个情况得到了改善 （Ｗｒ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出现了一个理论——— “复

兴”（Ｈｉｌｌ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反过来讲，理论不

是实证的堆积，我们可以做大量的数据分析并

得出结果。正确的方法是先理论后实证，先猜

想后证伪，因为理论源自猜想 （Ｗｅｉｃｋ，１９９５）。

比方说，光线会发生弯曲，这是广义相对论的

一个预测，事后才得以验证。我们有什么样的

理论就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在 “地心说”

统治了一千多年以后，“日心说”才改变了人们

对宇宙的看法。宇宙还是那个宇宙，但人们的

看法变了。了不起的是哥白尼并没有看见或实

证，而是从逻辑上推导出了 “日心说”。组织理

论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创立，开辟了我们今天

对企业及其战略认识的全新视野。管理学者看

到的、交流的不仅是纷繁复杂的组织现象，而

且是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在假设、推理和预测里

的理论机制。

二、理论不可知但好理论

可以描述

１９９５年，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举办

了一个论坛，讨论 “理论不是什么”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ｎｏｔ）。Ｓｕｔｔｏｎ和 Ｓｔａｗ（１９９５）讨论了为

什么在一篇文章中，参考文献、数据、变量

（或构念）、示意图以及假设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或

预测）等文章的组成部分都不是理论。推而广

之，一篇文章中的任何组成部分，包括标题、

摘要、引言、文献综述、数据分析与结果、结

论、表格，以及图表等，都不是理论。显然，

这里所说的 “理论”是抽象的，而可以具体表

述的都不在这个范畴。那么，为什么不讨论

“理论是什么”？因为我们做不到。古希腊有个

悖论可以说明这一点：

问：你在寻找什么？

答：寻找真理。

问：你认识真理吗？

答：不认识。

问：如果不认识，你找到了真理，怎么知

道是真理？

前面提到，真理是关于万物的本源，是不

可感知的。在组织学里探讨的理论也是一样，

任何可以具体表述的理论都不等同于一个抽象

的理论。也就是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这里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问

题。管理学研究不是在寻找理论吗？在管理学

的主要期刊中，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７）查阅了 ２００５

年发表在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上的 １２０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提到理论，

可见理论在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那么究竟

管理学的理论指的是什么呢？

Ｗｅｉｃｋ（１９９５）认为，管理学的探索不是在

寻找理论，而是理论化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的过程或

者是 “意义建构” （ｓｅｎｓｅｍａｋｉｎｇ）的过程，寻

找的是理论的 “近似物”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而

不是理论本身。比方说，物理学里的很多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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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宇宙运行的规律，但

是它们不一定就是规律本身，而是一种替代表

达。学者们通常把这个近似物称为 “好理论”

（ｇｏｏ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１９９５）或者 “强理

论” （ｓｔｒｏ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ｕｔｔｏｎ＆Ｓｔａｗ，１９９５），

抑或是 “了不起的理论”（ｇｒｅａ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Ｄａ

ｖｉｓ，１９７１）。在组织学领域，我们认为制度理论

是一个好理论，因为它很好地解释了许多企业

与制度环境的关系。但是，无论是好理论还是

强理论，都不是理论，因为它们作为可描述的

理论都只是 “理论的近似物”。在 Ｗｅｉｃｋ

（１９９５）看来，虽然文章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理

论，但每一个部分都为理论探讨提供了方向或

条件，其中，假设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和预测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最为接近理论。理论化的过程实际上

是一个猜想 （ｇｕｅｓｓ）的过程。当研究者看到各

种现象 （如企业创新、国际化、并购、破产、

合资、董事会变更、高管任免、社会责任、社

会网络等等）时，如果不善于猜想这些现象背

后的理论机制，在写作上可能会陷入茫然，步

履维艰。

需要提醒的是，猜想不一定正确。纪昀在

《河中石兽》中问道：一个石狮子沉入河底十

年，怎么找？有三种不同的猜想：在原地，在

下游，在上游。第一种可以依据重力理论，第

二种可以依据冲力理论，但都没有找到，结果

在上游找到了。这个结果看似反常识，实则体

现了理论运用的边界条件。虽然石狮子重不会

被冲走，但河底的泥沙会，石狮子可以向上游

翻滚。管理学的理论探讨也有类似情形。比方

说，企业为什么合资？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

理论猜想：是减少交易成本？消除依赖？获得

合法性？还是组织学习？猜想也可能是偶然的

发现，例如，凯库勒在梦中发现了苯分子的结

构是环状结构，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浮力

定律。通过猜想，我们可以把观察到的现象与

理论结合起来做出预测，然后检验证伪，排除

错误的猜测。因为有证伪把关，理论探讨鼓励

奇思妙想。我们知道，宗教不需要证伪，但理

论探讨需要。“费马猜想”被证明以后，成为了

费马大定理。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

夜。”它的启示是，理论探讨实际上是在黑暗中

摸索，猜想犹如光，如果是自己发出来的，可

以指导探索的方向，也可以给他人以启示。

那么，什么是好理论？我们首先来看一篇

文章的基本要素，如图 １所示：①构念组成的

理论；②变量描述的现象；③数据提供的情境；

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１９９５）看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理论，但我们可以描述

什么是好理论。简单来讲，好理论往往具有普

适性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ｌａｗｓ）、启示性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和叙事性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为什么我们的文章需要

普适性？我们知道，管理学每年都有不少年会，

比如中国的管理学年会 （ＩＡＣＭＲ）、美国的管理

学年会 （ＡＯＭ）、欧洲的管理学年会 （ＥＧＯＳ）、

战略管理学年会 （ＳＭＳ）和国际商务年会

（ＡＩＢ）。大家似乎都在谈论各种企业现象，比

如各个国家形成的合资，但任何情境下产生的

现象都具有局限性，学者们真正关心的是解释

各国合资背后的理论，或者叫普适性的解释。

如果参会者更看重现象，那可能是管理者年会

而不是管理学年会。同样，一流的管理学期刊

也强调，具有普适性的文章是通过观察现象来

揭示理论机制的文章。比如一篇关于新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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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如果只讨论新企业这个现象，而没有理

论解释，恐怕难以发表。相反，如果一篇文章

提出了一个普适性的解释，比方说印记 （ｉｍ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和新到者劣势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ｎｅｓｓ）

（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１９６５），那么它不仅可以用以解

释新企业，还具有广泛的延展性。这种效果犹

如古代的成语，如缘木求鱼、坐井观天、南辕

北辙等，它们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故事的情境，

具有广泛的解释力。

图１　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启示性重要？因为理论是制造 “惊

喜的机器”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ｍａｃｈｉｎｅ）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

１９７０）。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

口讲述了一个著名的 “洞穴比喻”，大意是一群

人在一个山洞里只能看到洞壁上被照出来的木

偶的影子，他们以为这些影子就是现实。当某

个人转身看到了阳光，才知道曾经看到的只是

影子而不是现实。他可以告诉其他人这个惊喜，

这是对其他人的启示。启示不仅对他人，更重

要的是对自己。对于管理学学者而言，我们更

需要自己转过身来，自己发现惊喜，这样写出

来的文章才对其他人有所启示。

最后，好理论需要有叙事性。理论的表达

常常非常简约。理论研究的是因果关系，回答

为什么Ａ会导致 Ｂ。比方说，资源依赖导致并

购是因为企业追求权力，这是资源依赖理论的

一个基本的一因一果的预测。因此，理论往往

需要在解读现象中展开。但是现象中充满了悖

论，或者矛盾的解释，不仅有一因一果，还有

多因一果。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盈利的企业，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这个企业的效益高、成本低，

所以盈利。相反，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这个企业

权力大，垄断也可以盈利。而好理论受排中律

的支配，具有排他性，可以在叙事的过程中排

除悖论的纠缠达到同一的解释从而实现同一律。

换言之，理论建构需要符合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形式逻辑三定律 （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

同时，现象中还可能存在倒置因果，不确定是

Ａ导致Ｂ，还是Ｂ导致Ａ。因此，好理论还需要

解决内生性的问题。

另外，在Ｄａｖｉｓ（１９７１）看来，判断好理论

的标准是 “有趣”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而不是对错。

有趣就是对人们现有的某些 （不是全部的）前

提假设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提出挑战。这也是我们

常常说的反直觉。前提假设无所不在，比方说，

Ａ遇见Ｂ，问 “我们去吃饭吧”。请问：Ａ的前

提假设是什么？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有的似乎

不证自明。不过，在某种情境下不证自明的前

提假设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不证自谬。前面提

到，理论的开端是从前提假设 （公设）开始。

这是 《几何原本》开的先河。每个理论都有自

己的前提假设。表１是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对不

同理论的不同前提假设进行的对比。需要指出

的是，同一个理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有不同

的预测，因为前提假设发生了变化。研究表明，

信号理论可以预测正常企业的信号结果，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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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可以预测破产企业的信号结果 （Ｘｉ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另外，具有结构洞的职员更可能在个体

文化里得到提拔，但更不可能在群体文化中得

到提拔 （Ｘｉａｏ＆Ｔｓｕｉ，２００７）。检验大企业得出

来的结论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小企业。一般来讲，

不反对前提假设的文章和全面否定前提假设的

研究都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前者没有惊喜，

后者被视为荒谬 （Ｄａｖｉｓ，１９７１）。虽然有趣的文

章在于挑战一个前提假设，而不是攻击它的逻

辑推导，问题的难点在于许多文章没有明确地

表明自己的前提假设，更不会指出自己的前提

假设有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识别出来。比如，欧氏几何的平行公设，是平

面几何的五大前提假设之一，在千年之后才受

到质疑，于是产生了罗氏几何和黎曼几何，它

们都改变了情境，都是建立在非平面之上的探

索。因此，寻找理论突破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在

现有理论的前提假设中指出一个重要破绽，而

这个破绽往往会暴露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表１　不同理论的不同前提假设

前提假设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视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权变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组织控制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交易成本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
代理

（ａｇｅｎｃｙ）

自利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 ×

目标冲突

（ｇｏ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 ×

有限理性

（ｂｏｕｎｄｅ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 × ×

信息不对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 × ×

卓越效率

（ｐｒｅｅｍｉｎｅｎｃ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 × ×

风险规避

（ｒｉｓｋ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

信息作为商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

资料来源：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Ｋ１９８９Ａ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１４：５７－７４

　　怎样使研究变得有趣？我们知道，理论建

构的一个核心是提出问题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如果涉及悖论 （ｐａｒａｄｏｘ）或者二元性 （ｄｕａｌｉ

ｔｙ），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会变得有趣，因为不同

的逻辑推理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比方说，为

什么夜晚的天空是黑的？这个简单的问题变得

有趣是因为它涉及奥伯斯佯谬。德国天文学家

奥伯斯 （ＷｉｌｈｅｌｍＯｌｂｅｒｓ）在 １８２３年提出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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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直到２００年后有了 “宇宙大爆炸”的

发现，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不少管理学者曾

经提出，我们可以运用悖论来建构理论。例如，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和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可以看作一个悖论，因

为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会落入 “失败陷阱”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

ｔｉｏｎ会落入 “成功陷阱”。企业很难平衡这两种

趋势。这一现象触发了大量的理论争论 ［详细

内容 和 更 多 实 例 可 参 考 Ｓｍｉｔｈ和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１１）］。

三、理论建构是训练有素的

想象力和社会建构

训练有素的想象力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出自Ｗｅｉｃｋ（１９８９）。Ｗｅｉｃｋ（１９８９）认为

理论的建构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达尔文的进化

论指出在多个物种共生的情况下，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也不是智者生存。理

论建构也一样，不过不是在大自然里，而是在

人们的大脑里。Ｗｅｉｃｋ提出的理论发展模型包

括三个阶段：问题形成→思想试验→选择标准。

首先，通过文献阅读和对现象的观察，我们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其次，我们进行

思想实验。爱因斯坦有一个思想实验是随着光

旅行，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最后，通过

一定的标准来选择最好的解释。训练有素和想

象力的分离会制造不完美。和不少学生讨论研

究时可以看到，因为他们进行了实际的采访，

对研究的情境有一个很好的把握，想象丰富，

可以很好地做出情境条件下的解释，但他们难

以做出普适性的解释。一个基本原因是缺少理

论训练。相反，还有不少学生不乏严格的理论

训练，但缺乏对情境的想象。缺乏想象的弊端

是生搬硬套，理论运用如隔靴搔痒。

因此，理论建构需要训练有素和想象力两

者合一。训练有素需要 “钻到理论创始人的脑

袋里”，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情境，想到他们所想

到的原理，达到古人说的 “于我心有戚戚焉”

的状态。在时过境迁的条件下，我们还可以看

到他们没有看到的情境，想到他们没有想到的

原理，这样才可以做到理论的重新建构与发展。

前面提到，理论建构的核心是猜想与证伪，这

种猜想可以把理论训练和情境结合起来对现象

背后机制提出一种合理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

即使是受到过同一个理论的训练，不同的人可

能对同一个情境也有不同的猜想。比方说，在

下页的这张图 （见图 ２）中隐藏着两个不同的

图解，我们可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它只有一个图

解。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和阅历不同，大家

对不同的理论会有不同的偏好：有人天然地喜

欢数学，有人天然地喜欢文学，有人天然地喜

欢科学，有人天然地喜欢技术。把自己的天赋

与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可以事半功倍，而这样

的人是幸运的，比方说贝多芬从事音乐创作，

托尔斯泰从事文学创作，维特根斯坦从事哲学

的建构。反之，陷于没有理论的现象或者陷于

没有现象的理论，从事的研究则可能是事倍功

半。有些学者可能偏好源自社会学方面的理论，

如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生态理论。

也有些学者可能偏好源自经济学方面的理论，

如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

因此，我建议在广泛接触不同理论的同时，寻

找一个可以建立想象的理论深入把握，这样可

以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用起来得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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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诗经》有言：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可以成为我们理论建构的根

本，使学术生涯持久发展。

图２　你能看到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在用理论解释现象的时候

需要留意构念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和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的区别和转化。理论用构念来解释因果关系，

实证需要变量来衡量。构念不可感知，是抽象

的，有些构念是某个特定理论的标志。例如合

法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是制度理论的核心构念，权

力 （ｐｏｗｅｒ）是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构念，惰性

（ｉｎｅｒｔｉａ）是组织生态理论的核心构念。而变量

则是可观测的。构念与变量的转换可能会出现

多样性：一个构念可以对应多个变量，而一个

变量也可以对应多个构念。例如，子公司依赖

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一个构念，它可以用不同的

变量来衡量，包括边缘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和重叠

（ｏｖｅｒｌａｐ）（Ｘ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另外，以企业规

模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为例，企业规模这个变量在制度

理论里反映的是可见度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这个构念，

在资源依赖理论里反映的是权力 （ｐｏｗｅｒ）这个

构念，而在组织生态理论里反映的是惰性 （ｉｎ

ｅｒｔｉａ）这个构念。把变量转化为恰当的构念可

以直接引进理论对现象的解释，它的难点在于

“恰当”。

从解析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的角度看 （Ａｌｖｅｓｓｏｎ＆

Ｋａｒｒｅｍａｎ，２００７），有时发现了数据的结果，却

找不到合适的理论解释。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

是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具有想象力的理论来指导

数据分析，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善于把

变量转换成构念。这两者都需要反复练习和尝

试。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理论中创造一个新

构念不亚于建构一个新因果关系的贡献，因为

它可以改写和丰富现有的理论，重新发掘未知

的研究领域 （Ｃｏｌｑｕｉｔｔ＆Ｚａｐａｔａ－Ｐｈｅｌａｎ，２００７）。

在下面的三种情况下，第一种没有明显的贡献，

可以放弃。第二种可能是没有因果关系，只是

相关关系，也可以放弃。只有第三种情况，有

了令人惊喜的猜想，应该继续探讨 （见表２）。

表２　基于实证发现与可能解释的决策

情形
实证发现与可能解释情形 研究是否继续

实证发现 可能的解释

情形１ 强关系
已经被解释过或者

不需要解释
放弃

情形２ 强关系 找不到解释 放弃

情形３ 强关系
找不到解释，

但有了合理的猜想
继续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从社会接纳的角度看，理论建构也是社会

建构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１９９５）。个人的理论建构需要

服从社会的认同与选择。组织理论在２０世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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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形成以来，在过去的５０多年里，几乎没有大

的新理论出现。相反，主流管理学期刊更容易

认同现有的理论研究 （Ｃｏｌｑｕｉｔｔ＆Ｚａｐａｔａ－Ｐｈｅ

ｌａｎ，２００７）。但是，在理论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的探索方面不断有所突破。发现新机制的方法

可能是将某个理论的经典文献中的一个普通词

汇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例如对制度理论的善

意 （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这个构念进行延展，可以成为

一个新的机制来解释企业违规行为 （Ｘｉａｅｔａｌ，

２０２３）。理论的兴衰与时代的需求相关 （Ｄａｖｉｓ

＆Ｃｏｂｂ，２０１０）。Ｍｉｚｒｕｃｈｉ和 Ｆｅｉｎ（１９９９）曾经

调查过制度理论的三大机制的使用频率：包括

强制性同构 （ｃｏｅｒｃｉｖｅ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模仿性同

构 （ｍｉｍｅｔｉｃ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和 规 范 性 同 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虽然这三大机制在制

度理论中的地位同等重要，但从以后发表的文

章来看，它们被研究的频率是不一样的。Ｍｉｚｒｕ

ｃｈｉ和 Ｆｅｉｎ（１９９９）认为是社会建构导致的，不

同程度的社会认同与需要导致了理论发展的差

异。缺乏新意的文章落后于时代，不容易被接

受。过于超前的思想难以理解，也不容易被接

受。只有那些符合社会期待的研究更容易被人

们所接受。曾经盛极一时的理论可能会受到冷

落，比如权变理论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作为

组织理论的开创理论，现在鲜有人问津。没有

生命力的原因是这个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比

如概念模糊、因果关系不明确等 （Ｓｃｈｏｏｎｈｏｖｅｎ，

１９８１）。组织生态理论作为组织学中的一个显

学，其发表数量近年来也在一路下滑。相反，

曾经边缘化的理论也可能成为后来研究的热点。

比如新制度理论在１９７７年创立 （Ｍｅｙｅｒ＆Ｒｏｗ

ａｎ，１９７７），直到 １９８３年才备受关注，经久不

衰。资源依赖理论在２００５年复兴以前也曾经步

入低谷。由此可见社会选择对理论建构的影响。

最后，我们需要强调语言是理论的载体。

理论的表达形式一是数学，二是文字 （Ｓｈａｐｉｒａ，

２０１１）。数学的表达是精确，文字的表达需要清

晰 （ｃｌｅａ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ｏｓｅ，２０１２）。孔子曾经说

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是说写下来不

如说出来的清晰，而说出来的不如思考的那么

清晰。文字表达的清晰取决于思考的清晰程度。

思路不清晰，写出来的不会清晰。在 “双盲”

评审的今天，口才再好似乎也无用武之地。我

们不妨学习中国古代的韩非子。韩非子有口吃，

说不清楚，但 《韩非子》一书集法家之大成，

成语频出。还有一种情况，思路很清晰但也不

一定能清晰写作，这是由于文字表达的功力不

够。首先建议管理学的学生学习 《修辞学》。修

辞学融语言、语法和逻辑三艺为一体，可以增

强文字表达的清晰程度。一个基本的准则是，

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来表达最准确的含义。避

免以辞害意，食而不化的语言表达可能适得其

反，逻辑不清。其次，懂得 “六经注我”与

“我注六经”的关系。理论构建需要首先表达清

楚自己的观点，然后旁征博引来证明自己，这

就是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则是用自己的

观点重新审视前人的研究而有新的理解，从而

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最后，懂得节奏。过

多的推理使得表达晦涩，过多的实例令人迷失。

需要错落有致、运用得当。亚里士多德在 《修

辞的艺术》中提到，修辞用来交流真理；同样，

它也可以用来构建理论。

综上所述，我最大的体会是理论探索是一

个终身学习的过程。尤其希望年轻的学者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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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年轻是财富，极富创造性，需要有科学

的探索精神，懂得理论的探索方式，学会发挥

自己的长处。由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

理性囚笼里，思维方式受到经验的束缚，尝试

新的猜想和否定自我对理论建构而言尤为重要。

本文介绍了我在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希

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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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３８４

［２０］Ｗｅｉｃｋ，ＫＥ１９９５Ｗｈａｔ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ｏｒｉ

ｚｉｎｇｉ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４０ （３）：

３８５－３９０

［２１］Ｗｒｙ，Ｔ，Ｃｏｂｂ，ＪＡ，＆Ａｌｄｒｉｃｈ，ＨＥ

２０１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ｍｉｓｅａ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７：４３９－４８６

［２２］Ｘｉａ，Ｊ，Ｄａｗｌｅｙ，Ｄ，Ｊｉａｎｇ，Ｈ，Ｍａ，Ｒ，＆

Ｂｏａｌ，Ｋ２０１６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ａ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ｂａｎｋｒｕｐｔ－

ｆｉｒｍ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７（８）：１７５４－１７６４

［２３］Ｘｉａ，Ｊ，Ｊｉａｎｇ，Ｙ，Ｗａｎｇ，Ｈ，＆Ｌｉ，Ｙ

２０２３Ｒｕｌｅ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ｉｍｅ－ｔｏ－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ｗｅａｋ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９（８）：２５４９－２５９４

［２４］Ｘｉａ，Ｊ，Ｙｕ，Ｊ，＆Ｌｉｎ，Ｙ２０１９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ａｎｄＳｕｂｕｎｉｔＥｘｉｔｉｎＭｕｌｔｉｕｎｉｔＦｉｒｍｓ：ＡＳｕｂｕｎｉｔ

Ｐｏｗｅ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５（３）：

８８１－９０８

［２５］Ｘｉａｏ，Ｚ，＆Ｔｓｕｉ，ＡＳ２００７Ｗｈｅｎｂｒｏｋｅｒｓ

ｍａｙｎｏ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ｆｉｒｍ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５２：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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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驱动型管理研究

□ 董韫韬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７２１７２００６、７２２２２００３）的资助。

　　摘　要：现象驱动研究是管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基于对具体管理实

践中的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对实证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来揭示和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

模式和动因的研究范式。本文通过笔者所在研究团队既往针对云康集团和外卖配送

平台两个具体场景的研究实例，回顾了团队在中国特色的管理环境下开展现象驱动

的管理学研究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现象驱动研究的关键点概括为界定核心

现象、采用合适方法、提炼研究问题和理论迭代优化等几个方面。本文提出，由于

近年来中国特有的管理现象的产生以及中国管理实践的快速演变，现象驱动研究对

中国学者有着更为特别和重大的意义，也将为全球管理实践提供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现象驱动研究；中国管理实践；管理学理论

现象驱动研究是管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它通过观察具体管理实践中的现

象、收集和分析实证数据，来揭示和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模式和动因，强调对现实

世界的直接观察和实际应用的重要性 （ＶｏｎＫｒｏ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与理论驱动的研究

侧重于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探索和验证理论概念和假设来加深对理论框架的理解不

同，现象驱动的研究是由特定的现象或实践问题激发，重点在于观察、描述和解释

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件 （Ｇｋｅｒｅｄａｋｉ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ｄｅｓ，２０１９）。

在讨论现象与理论研究的关系时，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被誉为 “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库尔特·卢因 （ＫｕｒｔＬｅｗｉｎ）就曾指出，“没有什

么比好的理论更具实用性”。他强调，深思熟虑的理论不仅是开展实践的基础，而且

能对实践产生显著的影响和改变。这种观点凸显了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重要性。但

在现实中，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和发现往往没有学者预想的那样得到实践界的重视和

使用。换句话说，理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似乎没有期待的那样直观或重要。

这让很多学者开始反思：实践与研究的关系是怎样的？于是，２０１９年罗伯·普洛伊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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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Ｐｌｏｙｈａｒｔ）和琼·巴图内克 （ＪｅａｎＢａｒ

ｔｕｎｅｋ）两位学者提出 “没有什么比好的实践更

具理论性”的观点。他们认为，或许不应该假

设学者为实践者提供真知灼见，而是如果没有

优秀的实践，学者就无法完成他们的学术工作

（Ｐｌｏｙｈａｒｔ＆Ｂａｒｔｕｎｅｋ，２０１９）。这一观点认为实

际的实践活动和经验能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和发

展，显示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影响过程，突出强

调了现象对于好的学术研究的启发和指导甚至

是决定性的作用。

一、现象驱动的管理学研究历史

管理学领域中基于现象的研究与理论化有

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弗雷德里克·泰勒 （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ｋＴａｙｌｏｒ）的研究堪称典范。在 ２０世纪初，

Ｔａｙｌｏｒ基于其在米德维尔钢铁公司从普通工人

到工程师的亲身经历，对工人生产力进行了开

创性的研究。Ｔａｙｌｏｒ的直观观察和深刻体验激

发了他对工作流程的深入思考，特别是他对钢

铁切割工作的细致研究，他通过设计一系列实

验，测定切割钢铁时工具的最佳角度和形状，

以及确定切割的适宜速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些实践探索，展示

了科学原理在劳动力管理和生产力提升中的巨

大潜力。Ｔａｙｌｏｒ的研究不仅改进了工作流程，

也为后来的科学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成为管

理学领域中现象驱动研究的一个杰出例子。

霍桑实验是现象驱动管理学研究的另一个

经典例子，它展示了如何通过观察和分析特定

现象来发展全新的管理理论视角。从１９２４年到

１９３３年，在西方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进行的这

一系列研究，最初旨在探究工作条件与生产力

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通过照明实验、福利实

验等方法，试图找出物理环境变化对生产率的

影响。然而，他们意外发现，改变照明条件或

提供某些福利待遇，并未如预期那样显著影响

生产率。随着实验的深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

工作场所中的人际关系和员工心理。当乔治·

埃尔顿·梅奥 （ＧｅｏｒｇｅＥｌｔｏｎＭａｙｏ）加入研究团

队后，他们通过一系列访谈和群体实验等，揭

示了员工的心理状态、群体动力和社会关系在

工作效率和满意度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不

仅颠覆了原有的研究假设，也推动了管理学的

转型，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和员工动机方面的研

究。因此，霍桑实验同样体现了观察和理解工

作场所的实际现象的重要性。

这些经典例子表明，现象驱动的研究是由

现象的存在激发学者们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而

在对实践进行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塑造了学术与

现象之间的对话。许多组织面临的问题和现象

可能并非全新，但随着文化、社会、技术和经

济的演变，这些问题和现象也在不断变化。在

这种背景下，实践活动往往处于变化的前沿，

并与世界的发展保持一致。例如，企业的某些

创新实践或新产品的推出，不仅给企业和消费

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也可能为学者提供

了对组织行为的新的理解方式。这些实践和创

新为学术理论的构建和管理学研究的推进提供

了基础。现象驱动的管理学研究因此具有天然

的优势，它能够更紧密地关联到管理实践和公

共政策的改进，进而推动组织和社会的变革，

实现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总的来说，当我们探讨现象驱动的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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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捕捉、描述和记录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和

现象，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概念化。通过这一

过程，我们能够生成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并对

这些理论进行科学验证，从而深化对管理和组

织行为的理解。以下通过两个具体的研究实例

来详细介绍现象驱动的管理学研究的过程并总

结其要点。

二、现象驱动的研究实例一：

对云康集团创新实践的挖掘

我们的研究团队通过教学活动获得了与云

康集团的交流机会，这是一家在专业医疗检测

行业中颇具影响力的头部企业。起初，我们对

该企业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对整个行业的普遍兴

趣，并与公司创始人保持了一定的沟通和交流。

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云康集团展现出快速应

对和适应的强大韧性，这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

究企业是如何快速产生即兴行动、在压力和挑

战中展现组织韧性的能力。通过访谈和对企业

实践的信息的整理，我们提出了三项组织韧性

的重要来源和体现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第

一，面对社会重大挑战，组织需要提前进行认

知准备迎接逆境，并塑造应对策略方向；第二，

在重大紧急情况下，为迅速响应危机，组织需

要动员灵活行动；第三，组织通过从逆境中反

复学习，提升关键能力，进而增强韧性。在这

三个方面中，最为关键的是，企业及其高层对

社会重大问题进行充分的认知准备，并为此制

定清晰的战略方向。那么，关于企业所面临的

这个 “重大挑战”，具体是指什么呢？

为了更好地了解企业领导层对重大挑战的

分析和识别，以及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我

们进行了持续的调研和走访。这些调研逐渐为

我们勾画出了企业发展更为完整的图景，帮助

我们更好地明确和解答相关的重要问题。２００３

年 “非典”（ＳＡＲＳ）暴发期间，云康集团创始

人意识到，我国面临的一项公共医疗重大挑战

是，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人们对高质量

的医疗卫生服务产生巨大需求，而公共医疗机

构的医疗服务供给很难满足这些快速增长的需

求。当下，我国的公共卫生保障和提供系统存

在看病难、看病贵和城乡地区医疗资源不均等

问题。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我国共有 ３５３９４家医

院，其中２５６５２家为评级医院，剩余的均为基

层医疗机构。三级医院配备了先进的医疗检测

设施，而其余医院则为社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

务。但是，即使是常见病和慢性病，患者通常

也更愿意到三级医院就医。由于三级医院只占

医院总数的１０％，同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社

会趋势，医疗服务的供需缺口已成为一个重大

挑战。

随着访谈的深入，我们发现了许多云康集

团发展历史中的有趣故事。特别引起我们兴趣

的是，在高度管制的医疗行业中，云康采取了

与大部分第三方医学实验室不同的策略。于是，

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分析公司为了对社会所

面临的重大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是如何平衡

其社会目标与商业目标的，并对此展开了深入

的探索。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我们

进行了一系列的半结构化访谈，数次访问了公

司创始人，并对公司内外的关键人员进行了访

谈，包括多位公司高管、服务医院的管理者、

投资人和政策专家。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１５　　　—

我们了解到，２００４年，云康创始人在广州

建立了第一家诊疗服务公司，将公司愿景设立

为 “健康社区·健康家”。一旦社会对这种服务

的需求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趋势，具有提供巨

量服务能力的组织将变得至关重要———云康集

团就是基于这一逻辑而设立的。这位创始人清

晰地知道，云康将不会是一个纯粹的营利企业，

而是一个由长期愿景驱动的社会企业： “一开

始，我们就把自己定义为一家社会企业。我们

的目标是满足社区和家庭的核心健康需求”。首

先，从２０１２年起，云康着手开发一套名为 “云

康系统”的ＩＴ系统平台以支持其与基层医疗机

构的联结。利用这个平台，云康能够连接现有

的基层医疗机构，为他们提供专业指导和人员

培训。其次，云康与国际专家合作开发了适合

中国基层医疗机构的标准和软件系统，通过

“云康系统”平台在医联体内建立了检验标准化

和质量控制协议。在诊断检测全测试过程中，

云康确定了一套流程操作，即在基层医疗机构

获取病人的血样，送到上级医院进行诊断，再

将结果返回基层医疗机构。被诊断为严重疾病

的病人会立即被转到上级医院，而那些没有严

重疾病的病人则在基层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虽

然与行业内其他领先企业普遍采用的诊断外包

模式相比，云康的共建合作模式的使用量较小，

利润也较低，但通过两个主要功能，云康成功

扮演了服务提供商而非外包供应商的角色：一

方面，系统内的这些医院可以在样本收集、运

输冷链构建、检测结果阅读、检测结果分享以

及数据整合上进行合作；另一方面，通过与基

层医疗机构共建诊断检测中心并使用 “云康系

统”，医联体内不同级别的医院在提升检测能力

和培养检测人才方面获得赋能，有助于解决诊

断检测的供需矛盾。

通过这些实践，云康集团帮助更多三级医院

受益，赋能基层医疗机构，自身也成为产业领导

者，成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技术创新联盟和万亿

级生态链的链主。云康集团的案例显著体现了负

责任领导的实践，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放在企业

核心目标和愿景中，企业决策和行动超越了纯粹

的经济考量，注重广泛的商业责任，包括对整个

社会或公民的责任。云康通过其创新的 “云康系

统”平台，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建立了有效的

连接，提升了医疗服务水平，尤其是在小城市和

边缘地区。这不仅展现了企业领导的前瞻性，即

在行业内建立新标准，也反映了企业对社会重大

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使命。此外，云康通过与基层

医疗机构的合作，建立了可持续和可信赖的关

系，体现了在组织内外协调利益相关者行动的能

力，不仅实现了商业的可持续性和合法性，也为

达到共享的商业愿景提供了支持。

最终，我们根据这些对于现象的观察、理

解与整理，形成了两篇已发表的学术文章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３）和多

个相关案例。这个过程不仅展示了在对于实践

的观察和探索中所发掘的具体问题、挑战和应

对策略，也反映了现象驱动研究如何促进对复

杂组织环境的深入理解，并为管理学领域提供

了宝贵的实证材料。

三、现象驱动的研究实例二：

对某外卖配送平台实践的探讨

在第二个研究实例中，我们的研究团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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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外卖配送平台及外卖骑手工作的观察，发

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算法技术的发展，

平台公司所实施的算法控制逐渐成为新型的组

织控制形式，在日常工作中对骑手及其配送工

作实施全面管控，包括通过推送和限制机制引

导骑手的行为，记录和评估骑手绩效以及对骑

手实施奖惩 （Ｋｅｌｌｏｇ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但是，许

多骑手并非平台公司的雇员，而是隶属于某个

第三方配送服务公司 （陈龙，２０２０）。这些配送

服务公司为平台企业提供专门的配送服务，他

们对外卖站点和外卖骑手进行管理，指导和辅

助这些骑手完成平台分配的任务。

在外卖配送的生态系统中，这种现象在数

字化和传统管理体系的交汇处产生，对外卖骑

手的工作和心理状态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骑

手不仅要适应平台的技术和任务要求，还要应

对来自人际管理的变化和挑战。因此，我们的

团队决定聚焦于这一现象，并就此开展一系列

的观察和访谈。基于对大量访谈信息的分析，

我们注意到，平台公司、第三方运力服务公司，

以及外卖骑手之间，存在着诸多复杂的互动关

系，而这些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维的管理机

制。此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逐渐挖掘出

更多有趣的问题。例如，我们发现，虽然在算

法时代，员工的行动空间看似在逐渐被挤压

（谢小云等，２０２１），但他们可能通过与算法、

与科层管理者的不断互动，形成更丰富的、新

颖的关系和应对行为，争取自身权益、实现自

我价值。具体来说，我们在这些访谈中注意到，

尽管算法控制越来越严密，但骑手仍旧会以不

同方式对算法管理中的问题表达自己的反抗和

不满。比如，有些骑手试图通过算法规则来改

变或调整惩罚结果，有些骑手则摸清规则并利

用它获利。更有甚者 （虽然是极少数）会欺骗

系统，阻止算法获取工作相关的数据或给算法

提供错误数据，来改变算法决策结果。尽管这

些反抗算法的行为不一定会成功，甚至面临被

惩罚的风险，但骑手仍然会采取这些行为。这

意味着，反抗算法这一行为本身对这些骑手是

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的。

于是，我们的团队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

通过一系列的样本收集，试图来解答面临严格

的算法控制时，员工们依旧采取反抗行为背后

所带来的收益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 （魏昕等，

２０２４）。我们首先采用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厘清员工反抗算法行为的具体内容，开

发了在外卖配送场景下员工反抗行为的测量工

具。接下来，我们对 ４００位网约配送员实施三

阶段问卷调研，探讨了员工反抗算法对其个人

感受和工作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员工

反抗算法通过增加其解脱感而降低其离职倾向，

并通过增加其心理授权感而提高其工作绩效、

降低离职倾向。此外，我们还证实了之前质性

研究的发现：在算法控制存在的情况下，科层

管理者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发现，员

工感知到的直属领导的仁慈型领导对他们反抗

算法的效应发挥了调节作用：相较于感知的高

水平的仁慈型领导，在感知的仁慈型领导较低

时，反抗算法对心理授权感与解脱感的提升效

应更强，而且通过心理授权感间接影响服务绩

效与离职倾向的效应、通过解脱感而间接影响

离职倾向的效应也更强。这一研究既拓展了关

于员工对算法控制的应对，也对平台企业如何

在复杂场景中优化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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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个研究实例类似，我们通过观察和

探索特定现象，发掘出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问题，

这些问题通常在我们对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过

程中逐渐显现。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强烈好奇心

和兴趣，我们团队开展了更广泛的学术讨论，

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这种方法不仅丰富了我

们对特定领域的理解，而且产生了许多有价值

的研究成果。通过现象驱动的研究方式，使我

们更深入地探索和回答影响组织和社会的关键

问题。

四、洞见组织实践中的真实现象

现象驱动性管理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鼓

励研究者仔细观察和深刻理解组织实践中的真

实问题。这种研究方式不仅关注理论的建构，

更重视实践现象本身，确保研究成果更接近组

织和管理的实际运作。基于上述两个实例，笔

者将现象驱动的管理研究的几个要点和相关内

容进行简单总结。

第一，界定核心现象。这是现象驱动的研

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不仅决定了研究的

方向和焦点，也是连接理论与实践、指导后续

研究设计的基础。学者们可以通过系统地观察

和记录特定现象，特别是那些反复出现、具有

普遍性或新近兴起的问题，明确自己感兴趣的

研究现象或问题。在本文的第二个实例中，我

们抱着对一个近年来日益普遍并得到关注的问

题的兴趣，通过实地观察和走访，来发展出明

确的研究问题。再比如，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

球新冠疫情的影响，远程工作成为了一个普遍

现象，这使关注远程工作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

绩效和心理福祉对理解新兴的工作模式产生了

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企业制定远程工作政策

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另外，现象驱动的研究问

题也可能来源于偶然的观察或非正式的沟通，

比如我们的第一个实例，就是通过与业界人士

的交谈获得启发并从中挖掘和提炼出研究问

题的。

第二，采用恰当方法。现象驱动型研究使

研究者能够直接接触到现实问题，从而更准确

地把握组织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能够

揭示那些传统研究方法可能忽视的重要洞见和

问题，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改进。为探究

管理学现象和实践，学者们可以采用多种方法：

例如，创造性地使用大数据和实验方法能够为

研究提供丰富的量化信息，而访谈和咨询工作

有助于深入了解管理实践的细节，提供定性的

深度见解。此外，参与观察方法，即直接融入

组织日常，能够从实践者视角捕捉微妙的管理

动态。例如，Ｓｕｔｔｏｎ和Ｒａｆａｅｌｉ（１９８８）在他们颇

具影响力的研究中，为了更好地理解积极的情

绪表现与零售商店的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在

大量定量数据基础上继续开展定性和归纳性的

工作，包括４０次商店访问，并在其中一家商店

担任了一整天的店员。通过商店访问和员工体

验，深化了对情绪表现与业绩关系的理解。这

些方法使研究者能够更全面、精确地解释管理

现象，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第三，提炼研究问题。在采用恰当的方式

对现象进行有效和深刻的观察与理解之后，就

需要从现象中提炼研究问题，这要求研究者从

观察到的现象中识别和定义出具有研究价值的

核心问题和关键变量。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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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深入理解，还需要对相关理论框架的透彻

掌握。首先，研究者需要通过详细记录观察和

了解现象，包括现象发生的背景、过程、参与

者以及结果等，深入分析现象的各个方面，尝

试从中发现规律性、异常性或特殊性 （Ｖｏｎ

Ｋｒｏ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在此基础上，需要识别影

响现象的因变量 （现象的结果）、自变量 （影

响因变量的条件或特征）等，以便基于对现象

的理解，提出关键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以本文的第一个实例为例，我们通过对云康集

团的发展历程及其商业模式的选择的深入了解，

确定研究重心为该公司通过怎样的举措平衡其

社会目标与商业目标，进而为应对社会重大挑

战做好准备。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识别了

其所构建的平台系统和行业标准所体现出的领

导的前瞻性与负责任行为，及其赋能中小城市

和边缘地区的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具体过程和

结果。

第四，理论迭代优化。在对现象的抽象与

理论化过程中，需要不断、反复与现有理论进

行深入的对话，包括从广泛的理论中挑选出最

适合解释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或对现有理论

进行创造与修正 （Ｈｏｌｌｅｎｂｅｃｋ，２００８），并用这

些理论作为镜头来再审视和解读现象，或探索

理论在解释新现象时的局限性和潜力。这一过

程既是对研究发现进行构建和反思，也是对理

论框架和方法有效性的评估，并基于反馈对其

进行修正。我们通过对访谈内容不断进行分析

和修正，对研究的现象进行纵向的追踪访谈和

横向比对，并与现有研究持续对话，最终构建

出更为丰富和复杂的理论。

综上所述，现象驱动研究重在界定核心现

象，采用合适方法深入现实问题，进而提炼出

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和变量。通过实地观察、

访谈等手段深化理解，并与理论不断对话，以

揭示新见解。在理论和现象的反复迭代中，将

研究发现重新融入理论和实践，从而形成一个

持续的创造和改进过程。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深入研究中国特

有的管理现象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实践的演变

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蓬勃发展正逐渐

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其管理实践的影响力。在不

断变化且充满挑战的全球环境中，基于中国实

践的管理学理论研究不仅是一种机会，更是一

项责任。很多关于中国的重要问题，包括环境

保护、价值观的代际变化、老龄化、中国的传

统文化等问题，或者与中国的现实状况紧密相

关，或者是受到中国的独特文化、历史背景的

影响。当学者们去 “看见”这些现象和问题的

时候，就有可能发现组织场景中的新问题。这

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预测中国组织中的管

理实践，为全球管理实践提供宝贵的启示。随

着中国的组织实践和所面临的挑战对全球的影

响力日益增强，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机遇的时

代，探索和发展中国管理学理论对全球也将产

生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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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研究中的内生性

□ 郭俊聪　郑维伟　瞿　茜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项目 “空间计量经济学建模与分析”（项目编号：７２２２２００７）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家庭消费与投资的同群效应———基于非线性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项目编号：

７２３０３１５１）的共同资助。

　　摘　要：从统计推断到因果推断的关键在于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受限于数据

可获得性，管理学领域的大量研究问题仍需以非实验数据开展，因而内生性问题尤

为明显。本文在梳理内生性起源及定义的基础上，直观展示了实证研究中出现内生

性问题的原因，同时结合管理学经典研究案例探讨了内生性的不同来源及对应的处

理策略，最后进一步探讨了近年来应用广泛的动态面板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处理内

生性问题的思路，并就后续管理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处理提出了相关研究展望和可

行性建议。

关键词：管理研究；因果推断；内生性

一、引言

近年来，管理研究越来越强调因果推断 （包括统计推断与因果识别两方面），除

了验证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外，更加重视对逻辑上的因果

关系论证 （王宇和李海洋，２０１７；蔡万象和李培凯，２０２１；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２）。理

论上，论证因果关系最直接的方法是进行随机对照实验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ＲＣＴ），但由于成本、伦理等因素的制约，管理学研究者通常很难对企业、个人等研

究对象进行直接的随机干预，往往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数据 （蔡万象和李培凯，

２０２１）。受调查对象样本选择偏误、调查问题间的潜在关联性以及受访者回答不准确

等因素影响，调查数据所体现的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往往受到其他相关变量干扰，而

不能反映变量间真实的因果关系，从而造成了内生性问题。

不同于已有文献侧重于笼统强调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缺乏对动

态面板模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和空间计量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Ｍｏｄｅｌ）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２１　　　—

等前沿方法中内生性问题的探讨，本文通过回

顾内生性的起源、一般化定义及基本原理，分

门别类地梳理和总结管理研究中常见的内生性

问题主要来源，并结合管理学经典研究案例，

针对每种来源分别给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此

外，本文还重点讨论了动态面板模型和空间计

量模型中的内生性的来源，给出了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具体而言，本文总结了管理研究中遗

漏变量 （Ｏｍｉｔｔ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双向因果 （Ｓｉｍｕｌ

ｔａｎｅｉｔｙ）、测量误差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选

择偏差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等常见的内生性来

源，并针对每种内生性问题，归纳了工具变量

法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结构方程模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ＥＭ）、标记变量

（Ｍａｒｋ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选择模型

等解决方案。对于近年来广为流行的动态面板

模型，本文讨论了何种情况下该模型会出现内

生性问题及其背后的原理，提供了常见的解决

方法。对于管理研究中近年来逐渐得到广泛应

用的空间计量模型，本文也给出了处理其潜在

内生性问题的思路。最后，本文就后续管理研

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处理也提出了相关研究展望

和建议。

二、内生性问题的起源与定义

（一）内生性问题的起源

内生性问题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最早由经济学

者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２８）提出并强调，其在 《动植物

油的关税》 （ＴｈｅＴａｒｉｆｆｏｎＡｎｉｍａｌ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Ｏｉｌｓ）一书中尝试估计关税对于动植物油价格的

影响。理论上，若研究者可获取 ｎ个黄油的需

求量与均衡价格的观测样本，则可根据公式

（１）估计得到黄油的需求价格弹性：

Ｙｉ＝α＋βＸｉ＋μｉ （１）

其中，Ｙ为被解释变量，即黄油市场需求

量的对数；Ｘ为核心解释变量，即黄油市场均

衡价格的对数；α为截距项，β为所关注的需求

价格弹性，μ为误差项，ｉ为个体样本。

然而，上述模型忽略了以下基本事实：第

一，研究者无法观察到实际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见图１ａ），观察到的数据是市场均衡点，即两

条曲线的交叉点 （见图 １ｂ）；第二，黄油的均

衡价格和数量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且现实

中两者往往同时发生变化；第三，即使某条曲

线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研究者也无法提前

预知这一事实而进行合理预期。上述原因综合

导致研究者难以通过均衡价格和销售数据估计

价格弹性，且无法确定估计得到的究竟是需求

还是供给关系。

事实上，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黄油的均衡价格受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影

响，是一个典型的内生变量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Ｖａｒｉ

ａｂｌｅ）。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需要考虑仅

改变供给曲线，而不影响需求曲线变动的情

形，即需要采用仅影响供给曲线移动的因素

（ＳｕｐｐｌｙＳｈｉｆｔｅｒｓ）作为工具变量绘制需求曲线

（见图１ｃ）。这便要求导致供给曲线移动的因

素既与黄油需求的变化无关，又要确保任何给

定价格水平下能够影响供应商愿意且能够供给

的黄油量。

对此，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２８）较早提出了可利用

降雨量作为工具变量的思路。理论上，降雨量

只会通过影响黄油供给对价格产生影响，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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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对黄油的需求，符合相关性

和排他性假定；同时，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降

雨量通常也不会受到黄油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因此，降雨量是一个有效

的 “外部因素”工具变量。这便是学术界最早

涉及内生性问题讨论，并应用工具变量思维解

决内生性问题的经典案例。

图１　均衡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示意图

（二）不同领域对内生性的定义

然而，内生性这一概念在不同领域中的定

义并不完全一致。计量经济学中的内生性问题

本质上是一个统计推断问题，侧重于强调当一

个或多个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时，会导致该

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出现偏误。在进行经济变

量因果关系分析时，这一问题尤为重要。２０２１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戴维·卡德、乔舒亚·

Ｄ安格里斯特和吉多·Ｗ因本斯，以综合表

彰三人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他们在方法

上的贡献就是展示如何从自然实验中得到因果

关系。

而宏观经济学中的内生性更多的是一个经

济建模问题，侧重于强调结构方程模型中内生

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区分。例如著名的内生增长

理论，其强调在不依赖外力情况下，构建能够

内生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

以２０１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为代

表，其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提出的 “知识溢出模

型”将人力资本引入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划分

社会生产的研究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

品生产部门，系统分析了知识和技术 （Ｒ＆Ｄ）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计量经济学在管理学领域的定量研究中被

大量使用，因而理解和解决计量经济学中强调

的内生性问题至关重要。

三、内生性问题的具体来源

（一）计量模型中内生性问题的基本原理

为直观体现计量模型中内生性问题的基本

原理，以公式 （１）为例。研究者试图找到解释

变量 （Ｘ）对被解释变量 （Ｙ）的影响 β，但如

果解释变量 （Ｘ）与未观测因素 （μ）相关，那

么直接的线性回归就不能准确估计 β，最终影

响研究者进行合理的因果推断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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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内生性问题的基本原理示意图

造成解释变量与未观测因素相关的原因多种

多样。总体来看，遗漏变量、双向因果、测量误

差以及非随机化实验选择偏误等是引发内生性问

题的主要原因 （王宇和李海洋，２０１７；Ｈｉｌｌ

ｅｔａｌ，２０２１）。下面我们就每种原因分别进行

阐述。

（二）遗漏变量偏误

公式 （２）展示了当模型中遗漏了变量 （Ｏ）

的情况。作为整体误差项 （Ｏ＋ε）的一部分，若

该遗漏变量与解释变量 （Ｘ）不相关，则不会影

响对β的参数估计；但若遗漏变量 （Ｏ）与解释

变量 （Ｘ）相关，将导致误差项 （μ）与解释变

量相关，进而引发内生性问题 （见图３）。

Ｙｉ＝α＋βＸｉ＋μｉ，μｉ＝Ｏｉ＋εｉ （２）

图３　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示意图

特别地，这种遗漏变量偏误可能来自能观

测但未被纳入模型的因素，也可能来自无法观

测的因素。例如，在探讨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

工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效应时 （林亚清和蓝浦

城，２０２２），由于员工独立型自我构念既会影响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又会对员工个人

心理产生重要影响，若未对其加以控制，便会

出现遗漏变量偏误。

（三）双向因果或联立方程误差

当Ｙ与Ｘ互为因果关系时，模型便存在双

向因果误差或联立方程误差问题 （见图４），即

Ｙ与Ｘ可以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构

建模型。以公式 （３）第一个方程的估计为例，

如果Ｘ也会受到 Ｙ的影响 （第二个方程 β２≠

０），那么Ｙ中包含的 μ１通过第二个方程的 β２

进入 Ｘ，使第一个方程中的解释变量 Ｘ与误差

项μ１产生了相关性，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

Ｙｉ＝α１＋β１Ｘｉ＋μ１ｉ

Ｘｉ＝α２＋β２Ｙｉ＋μ２ｉ{ （３）

图４　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示意图

以企业政策与实践一致性对员工工作绩效

的影响为例 （戴屹等，２０２１），不仅企业领导言

行一致会对员工工作积极性产生重要影响，员

工工作绩效高低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管理者的

领导风格决策，从而引发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

（四）测量误差

在管理实证研究中，类似于企业管理者领

导能力、员工工作能力等的较多变量无法被直

接测量。此时，若采用主观判断或问卷调查等

方式得到代理变量，便会人为地引入测量误差。

理论上，即使在满足经典变量误差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假定下，变量测量值与真

实值之间的偏差仍然会造成估计偏误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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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其基本原理如下：

图５　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示意图

假定解释变量的真实值为Ｘ，即回归模型为

Ｙｉ＝α＋βＸｉ＋μｉ；但由于存在测量误差 ｕ，研究者

只能得到测量值Ｘ槇＝Ｘ＋ｕ，此时原公式等价于：

Ｙｉ＝α＋β（Ｘ槇ｉ－ｕｉ）＋μｉ＝α＋βＸ槇ｉ＋（μｉ－βｕｉ）

（４）

其中，（μｉ－βｕｉ）构成了复合误差项。由于

测量值Ｘ槇与测量误差 ｕ直接相关，故其与复合

误差项也相关，从而导致测量误差引发的内生

性问题。

（五）非随机化实验选择偏误

由于随机实验开展的困难性，研究者通常

需要借助于访谈 （潘燕萍等，２０２０）、问卷调查

（尹航和刘佳欣，２０２３）等方式收集数据，此类

非随机化实验通常会带来样本选择偏误 （Ｓａｍ

ｐ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和自选择偏误 （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Ｂｉａｓ）两类内生性问题。

１样本选择非随机情形下的选择偏误

当管理研究中的样本非随机，即来源于某

个特定范围时，误差项中就包含了这种非随机

选择带来的特定属性，一旦该特定属性与解释

变量相关，便会出现内生样本选择偏误 （Ｅｎ

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理论上，这种

选择偏误既可能由数据收集的某些筛选条件导

致，也可能受研究对象固有的特征影响。例如，

在研究女性受教育水平 （Ｘ）对工资收入 （Ｙ）

的影响时，只有已经工作的人 （Ｙ＞０）才进入

样本，而女性是否工作这件事本身可能是有选

择而非随机的，通常会基于工作的成本收益而

决定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换句话说，女性总

体中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样本与选择不工作

的样本不是随机分布的，仅基于已经工作的样

本做研究就造成样本选择偏误 （见图６）。

图６　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示意图

２变量选择非随机情形下的自选择偏误

所谓自选择偏误，即当解释变量 Ｘ是有选

择而非随机时，会与误差项相关，从而导致估

计系数出现偏误 （见图７）。“自选择”这个名

字是为了区分上述基于被解释变量 Ｙ的样本选

择，突出这是基于自变量的外生样本选择 （Ｅｘ

ｏｇｅｎｏｕ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但其带来的内生性问

题同样值得重视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２）。

图７　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示意图

四、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方法

鉴于内生性问题的来源具有多样性，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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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解决方法通常仅适用于某些特定情形，故

有必要归纳总结各内生性问题的有效应对策略。

（一）解决遗漏变量偏误的方法

１添加遗漏变量

在模型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是缓解遗

漏变量造成参数估计偏误问题最直接的方法。

例如，在研究公共数据开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

影响时 （方锦程等，２０２３），研究者可以加入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控制各地区数字信

息可获取度差异等潜在遗漏变量。

然而，这种方法在事件中并非总能实现。

首先，遗漏变量本身可能存在难以观测和度量

的问题，例如公司文化、个人能力等。另外，

当潜在遗漏变量较多时，加入部分变量数据可

能难以涵盖所有的遗漏变量。

２随机分配试验

通过将研究样本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

组，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是解决遗漏变量偏

误的理想方法。以 Ｄａｌｔｏｎ等 （２０２３）探讨电子

支付技术 （Ｘ）对企业财务 （Ｙ）的影响为例，

其基本思路在于，在按部门、地理位置和公司

规模等进行分层的基础上，通过随机分配一半

企业到实验组，以保证潜在的遗漏变量 （Ｏ），

如现金使用习惯、市场份额、企业规模等，不

依赖于企业电子支付技术的采用，即Ｘ与 （Ｏ＋

ε）不存在系统性相关，从而消除遗漏变量造成

的内生性问题。

尽管随机分配试验可以得到可靠的因果推

断，但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该方法需要分

配尽可能随机化，一旦样本分配受到某些因素

干扰，则仍然会导致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

第二，研究者通常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经济

成本，这对研究设计的可行性来说无疑是一个

挑战；第三，受法律伦理文化等影响，有些研

究主题可能不适合进行试验。

３固定效应模型

当研究数据存在面板或组别结构，而某个

遗漏变量在研究个体组内保持稳定但组间存在

潜在差异时，研究者可以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控

制此类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进而缓解遗漏变

量造成的参数估计偏误问题。对于常见的面板

数据，研究者还可以采用个体与时间双固定效

应 （Ｔｗｏ－ｗａｙ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同时控制个体和时

间层面部分遗漏变量的影响。例如，在研究

“放管服”改革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过程中

（李文钊等，２０２３），由于不同城市固有特征不

同、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也不同，

故有必要同时引入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以控

制潜在遗漏变量的影响。

４代理变量

当研究者明确了遗漏变量的来源不可忽略，

但又不能直接测量时，通过代理变量替代未观

测到的遗漏变量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案。例如，

邵挺等 （２０１７）采用高考成绩作为研究个体能

力的代理变量；牛志伟等 （２０２３）以 “中国城

市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

理论上，该方法需要代理变量既与遗漏变量存

在较高相关性，又与误差项无关，否则会引入

额外的内生性问题。

５工具变量法

在以上四种方法都不适用时，可以寻找同

时满足相关性 （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外生性

（与误差项无关）和排他性 （模型以外）三个

条件的工具变量 （Ｚ），通过工具变量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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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归分析。其中，相关性条件一般可通过相

关系数、回归分析和Ｆ统计量等方式进行检验；

排他性要求工具变量本身不应该出现在模型中，

即只能通过解释变量 Ｘ影响到 Ｙ，而不能通过

其他因素或自身直接影响 Ｙ；外生性通常需要

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行判断。因此，一般可

从如下思路寻找工具变量：第一，内生变量中

外生随机的部分 （如天气、地理环境等）；第

二，内生变量的滞后项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

具变量，又需要处理内生性问题时，这种方法

勉强可以拿来使用，但不推荐）。

选择了合适的工具变量后，可采用工具变

量法进行回归分析，它等价于如下两阶段最小

二乘估计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２ＳＬＳ）：第

一阶段，在控制其他外生变量基础上，使用工

具变量 （Ｚ）对内生解释变量 （Ｘ）进行 ＯＬＳ

回归，并得到拟合值 （Ｘ）。第二阶段，在控制

其他外生变量基础上，将原始模型中的内生解

释变量 （Ｘ）替换为第一阶段的拟合值 （Ｘ），

进行第二阶段的 ＯＬＳ回归，得到的估计值就等

同于工具变量估计值，能够纠正内生性问题带

来的偏误。

（二）克服双向因果或联立方程同时性的方法

１实验性试验设计

实验性试验设计的主要思想在于，通过实

验操纵解释变量 （Ｘ）来解决同时性问题。具

体而言，其主要处理思路如下：第一，采用随

机分配实验法，以消除潜在干扰因素对结果的

影响。第二，使用前测和后测设计，通过直接

对比实验前后变化，剔除潜在因素干扰。第三，

通过分配或其他方式操纵实验组而非对照组的

Ｘ水平，此时 Ｙ的变化可归因于操纵，而非同

时性影响。第四，采用双盲设计，确保研究者

和参与者均不知道具体试验分组情况，全部试

验仅由研究设计者负责安排和控制，以消除研

究者和参与者意识中潜在的主观期望效应和

偏见。

２工具变量法

研究者也可以采用工具变量法消除联立方

程同时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关键就是结合联

立方程的特征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

（三）缓解测量误差的方法

１使用无系统偏差的测量方法

基于 “无系统偏差的测量”原则，研究者可

以采取经验证的测量工具、减少虚假相关性的调

查设计等方式，通过有效性测量应对潜在测量误

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Ｈｉ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２解释测量误差

为合理解释测量误差，研究者可采用如下

研究策略：第一，直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通过观察拟合模型中各变量测量误差

的方差，判断测量误差的来源和影响，并通过

改进测量工具、培训调查员等策略减少误差。

然而，由于ＳＥＭ依赖于较强的假定，故需谨慎

使用该方法。第二，在设计问卷时，研究者可

采用标记变量 （Ｍａｒｋ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的方式，在量

表、效价、参照物测量中添加一个与其他变量

理论上不相关的变量，通过估计该标记变量以

有效控制和减少共同方法偏差①的影响。特别

① 共同方法偏差指由同一数据来源或评分者、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研究主体固有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间人为

的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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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标记变量与预测因子 （Ｘ）和结果 （Ｙ）

的关系均为零的假定下，任何观察到的协变量

均为 ＣＭＶ（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函数，

即其功能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类似。

（四）应对样本选择偏误的策略

１实验性试验设计

研究者可以采用随机分配实验，将参与者

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中，以确保两组间

不存在系统性偏差，以抵消样本选择中的内生

性问题。

２Ｈｅｃｋｍａｎ二阶段选择模型

处理样本选择偏误的另一种思路是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６）两阶段选择模型，该方法为

个体是否进入样本构建二元选择模型，基于此

模型计算出进入样本的个体与未进入样本个体

的系统性差异，进而纠正由此带来的参数估计

偏误。它的具体操作如下：第一阶段，在确定

影响参与者选择的潜在因素后，构建二元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计算各参与者进入研究样本的可能

性，并根据正态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

函数的比值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Ｉｎｖｅｒｓｅ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ＩＭＲ）；第二阶段，将ＩＭＲ作为额外的控

制变量加入原模型，以修正各参与者的样本选

择偏差，从而更准确地估计影响效果。

采用该方法需要原始数据中包含选择未进

入试验的样本数据，也需要合理构建第一阶段

的二元选择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五）处理自选择偏误的方法

１实验性试验设计

与处理样本选择偏误的方法类似，研究者

也可采取随机分配参与者的方式，抵消实验组

选择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２遗漏变量技术

当进入实验组的样本是有选择性的而非随

机分配时，研究者可参考 “遗漏变量”的处理

方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解决

潜在内生性问题。

３Ｈｅｃｋｍａｎ二阶段选择模型

Ｈｅｃｋｍａｎ二阶段选择模型是处理内生解释

变量为二元离散选择情形的可行方案。不同于

样本选择偏误，自选择偏误情形下第一阶段回

归重点是对参与者是否进入实验组进行预测。

４估计平均处理效应

针对二元离散选择情况，研究者还可采取

估计平均处理效应方法，通过证实除核心解释

变量的处理效应不同外，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包

含未测量因素在内的其他特征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说明潜在的自选择偏误问题不足为虑。其

中，双重 差 分 法 （ＤＩＤ）、倾 向 得 分 匹 配

（ＰＳＭ）、合成控制法 （ＳＣＭ）和断点回归设计

（ＲＤＤ）等均是估计平均处理效应的常见方法

（郭俊聪等，２０２３）。

五、内生性问题的拓展

（一）动态面板模型

管理研究中经常存在被解释变量受其历史

水平影响的情况，例如区域房价联动度通常具

有惯性，故有必要纳入其滞后一期 Ｙｉ，ｔ－１作为解

释变量建模 （洪勇，２０２０）。实证中应用最广泛

的是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模型，如公式 （５）

所示。

Ｙｉｔ＝ｐ１Ｙｉ，ｔ－１＋Ｘｉｔβ＋αｉ＋εｉｔ （５）

该 模 型 的 估 计 一 般 需 采 用 差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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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或去均值化 （Ｄｅｍｅａｎ）方式去掉

固定效应αｉ。此时，即使原有误差项εｉｔ与所有

的自变量 （Ｙｉ，ｔ－１，Ｘｉｔ）都不相关，也会因为差

分模型 （６）中 Ｙ( ｉ，ｔ－１－Ｙｉ，ｔ－２）与 （εｉｔ－εｉ，ｔ－１）相

关，以及去均值模型 （７）中 Ｙ( ｉ，ｔ－１－Ｙ
—

ｉ，－１）与

（εｉｔ－ε
—

ｉ）相关，造成内生性问题，导致参数估

计偏误。

Ｙｉｔ－Ｙｉ，ｔ－１＝ｐ１ Ｙ( ｉ，ｔ－１－Ｙｉ，ｔ－２）＋（Ｘｉｔ－Ｘｉ，ｔ－１）β

＋（εｉｔ－εｉ，ｔ－１） （６）

Ｙｉｔ－Ｙ
—

ｉ＝ｐ１ Ｙ( ｉ，ｔ－１－Ｙ
—

ｉ，－１）＋（Ｘｉｔ－Ｘ
—

ｉ）β＋

（εｉｔ－ε
—

ｉ） （７）

对此，差分 ＧＭＭ、系统 ＧＭＭ是解决此类

内生性问题的重要方法。在差分模型 （６）的基

础上，差分ＧＭＭ主要利用被解释变量更远的滞

后期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系统ＧＭＭ则将

水平模型 （５）和差分模型 （６）作为一个系统

同时进行估计，是目前处理动态面板偏误最常

用的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估计方法的有效性需

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经差分后的误差

一阶差分序列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

无关 （否则需要更高阶的滞后项作工具变量）；

第二，需要相关性强的工具变量，否则会出现

弱工具变量问题 （特别是差分 ＧＭＭ估计可能

存在该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该模型中动态滞

后项的内生性本质上是去除个体固定效应的过

程中产生的，如果不加入固定效应或者加入随

机效应便不会导致内生性。

（二）空间计量模型

在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溢出效应和同辈

效应时 （Ｈａｓａｎ＆Ｋｏｎｉｎｇ，２０１９；Ｇｒｉｅｓ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２２），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通常更加复杂。出于

简洁性，公式 （８）至公式 （１０）展示了空间

自回归模型的向量形式。

Ｙ＝λＷＹ＋Ｘβ＋ε （８）

其中，被解释变量Ｙ是一个ｎ维的列向量，

衡量ｎ个公司或个体的产出；Ｗ为衡量各参与

者相互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是个 ｎ维方阵，

每个元素Ｗｉｊ衡量公司或个体ｉ与ｊ之间的关系；

因此ＷＹ也是一个 ｎ维的列向量，衡量同辈公

司或个体的产出；λ为标量，衡量同辈效应或

者溢出效应的强度，若 λ＝０，则公式 （８）就

变成了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结构模型 （８）的形式，我们可以解联

立方程组得到Ｙ的简约公式 （９），并由此得到

ＷＹ的表达式 （１０）。

Ｙ＝（Ｉ－λＷ）－１ Ｘβ＋ε( ) （９）

ＷＹ＝Ｗ （Ｉ－λＷ）－１（Ｘβ＋ε） （１０）

由上述表达式可以看出，空间计量模型的

内生性来源于其特定的模型结构。一方面，即

使在Ｗ满足地理距离等严格外生条件下，根据

公式 （１０）可知，公式 （８）中的核心解释变

量ＷＹ也会与误差项ε相关，这种内生性是由于

双向因果或联立方程导致的。此时，研究者可

以采用 ２ＳＬＳ、ＧＭＭ、ＭＬＥ（ＱＭＬＥ）等方法处

理内生性问题。ＷＹ常见的工具变量可以基于模

型内变量构造，如ＷＸ、Ｗ２Ｘ等基于空间权重加

权的Ｘ和高阶空间权重加权的 Ｘ，也可以寻找

模型外的工具变量。另一方面，当 Ｗ为类似

“经济距离”等社会网络关系时，还极有可能会

因为此类经济因素与被解释变量相关而产生内

生性问题。对此，研究者可以采用控制函数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思路，将空间权重矩阵中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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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相关因素进行额外控制，并结合 ２ＳＩＶ、

ＭＬＥ、ＧＭＭ等估计方法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

（Ｑｕ＆Ｌｅｅ，２０１５）。

公式 （８）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可以进一步拓

展到面板数据，也可以拓展到不同类型的同辈

影响。例如，在探讨社会网络对非洲部落冲突

的影响中，本部落是否参与战斗会受到两个类

型的同辈 （盟友和敌人）战斗投入的双重影响

（Ｋ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如公式 （１１）所示。

Ｆｉｇｈｔｉｔ＝δ∑
ｎ

ｊ＝１
ａ＋ｉｊＦｉｇｈｔｊｔ＋γ∑

ｎ

ｊ＝１
ａ－ｉｊＦｉｇｈｔｊｔ＋Ｘｉｔβ

＋αｉ＋εｉｔ （１１）

其中，ａ＋ｉｊ和ａ
－
ｉｊ分别代表本部落的盟友和敌

人关系矩阵，即当双方为盟友 （敌人）时，ａ＋ｉｊ

（ａ－ｉｊ）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在这里，∑
ｎ

ｊ＝１
ａ＋ｉｊＦｉｇｈｔｊｔ

和∑
ｎ

ｊ＝１
ａ－ｉｊＦｉｇｈｔｊｔ分别衡量本部落盟友和敌人总体

的战斗量。

该研究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工具

变量。要选取仅影响盟友和敌人的战斗投入，

而不影响自身战斗投入的外生因素，如盟友和

敌人部落各自的降雨量等天气变化作为上述变

量的工具变量，以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该研

究中，降雨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从

相关性看，盟友和敌人部落的降雨增加会提高

农业产量，提高参与战斗的机会成本，进而降

低各自战斗投入。从外生性看，降雨量不太可

能和影响战争的不可观测因素相关。从排他性

看，尽管降雨量存在空间相关性，即盟友或敌

人部落的降雨量与自身降雨量相关，但通过控

制自身降雨量可以缓解这一问题；尽管盟友或

敌人部落的降雨量影响农产品价格，再通过内

部贸易传导到本地农产品价格，进而影响战斗

投入，但落后的非洲地区内部贸易十分有限；

尽管降雨量影响农业产量，再通过影响移民和

难民潮对本地战斗投入产生影响，但已有研究

表明非洲地区战争移民主要基于生命安全而非

经济因素。①

六、管理学研究处理内生性

问题的建议

通过对内生性问题的起源和原理进行总结

归纳，并结合相关案例探讨相应解决方法，本

文为后续管理学研究者处理内生性问题提供了

有益参考。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研究者有必要了解内生性问题的重

要性，其关键在于确定和识别内生性存在的原

因。确定导致内生性的特定原因是否真实存在

以及为什么存在，是研究设计的关键一步，也

是后续处理内生性的依据。例如，在动态面板

模型中，如果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那么只

有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时，动态滞后项才会出

现内生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应当明

确地指出研究中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具体来源是

什么，如究竟是遗漏变量引起的，还是测量误

差导致的，再根据前文的总结归纳分门别类地

采用各自适当的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避免采

用类似 “内生性问题”这种笼统的表述方式。

①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相关报告，ｈｔｔｐｓ：／／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ｕｎ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ｓｇ＿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４
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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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者需要有针对性地处理自己研

究中最为明显、最为严重的一类内生性问题，

因为内生性问题非常普遍，处理上也很难面面

俱到。任何研究都难以彻底消除所有内生性问

题，因此各项研究设计均应有其侧重点。如果

确实遇到多个内生性，建议通过不同方法分别

处理。例如，研究者通常需要重点处理关键解

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对于控制变量，在选择时

就尽量选择没有明显内生性的变量；或者通过

代理变量处理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同时对

于可能出现测量误差或者反向因果的内生变量

寻找工具变量等，尽量避免用同一种方法处理

不同来源的内生性。

再次，研究者需要意识到当前学术界对内

生性问题的各类解决方法均有其适用条件，需

要不断改进完善。一些过去的文献在实证研究

上可能存在瑕疵，或在方法论上已经过时，特

别是工具变量相关的方法，在参考时尤其需要

谨慎对待。例如，在利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

问题时，如果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排他性、相

关性条件不满足，则工具变量可能产生更大的

偏误。此外，研究者应该完整呈现处理内生性

的具体方法，尤其是相关模型构建和统计检验

的过程，以帮助后续研究者了解本文处理内生

性的必要性以及处理方法选择的合理性，尽量

不要仅仅通过引用已有实证研究进行背书，以

免前人研究中存在的谬误和局限被不断重复甚

至放大。

最后，研究者应当不断学习新的处理内生

性的方法，例如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计量模型

等，善于借助新方法工具箱进行综合研究。研

究者可以尝试用不同的研究设计对同一研究问

题进行反复探讨，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结果，

以确保较为稳健地处理了内生性问题。此外，

内生性带来的因果识别问题可以通过随机对照

实验从根源上得到解决，所以在未来研究中，

通过样本匹配、合成控制等方式构建类似于实

验条件下的对照组和实验组的研究预计将有进

一步的发展。研究者应当更加全面地掌握随机

对照实验的思路，并注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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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ＪＭ２０１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ｓ：ＡＭｏｄｅｒ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５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ｓｏｎ，ＯＨ：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２３］Ｗｒｉｇｈｔ，ＰＧ１９２８ＴａｒｉｆｆｏｎＡｎｉｍａｌａｎｄＶｅｇｅ

ｔａｂｌｅＯｉｌ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４］Ｚｈａｎｇ，Ｘ，Ｆａｎｇ，Ｈ，Ｄｏｕ，Ｊ，＆Ｃｈｒｉｓｍａｎ，

ＪＪ２０２２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３５（１）：９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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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与创新

能力研究

□ 邵云飞　刘露遥　殷俊杰

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突破性创新价值共创的机理研究：跨界、演化与商业逻辑转换”

（项目编号：７１８７２０２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 ‘卡脖子’技术破解机制研究：资

源共享、价值共创、协同共生”（项目编号：７２３７２０１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联盟组合’与创新能力研究：涌现、构型与治理” （项目编号：７１５７２０２８）的资助。同时，感谢 《管理学季

刊》的各位专家给予本研究的指导和帮助。

　　摘　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需要依托其产业内企业单元的创新实

践，产业内的企业可以选择与外部组织建立多个联盟关系，形成联盟组合，以获取

互补性资源、提高创新能力并建立竞争优势。构建联盟组合是企业解决创新实践中

资源与能力需求的重要途径。然而，伴随着联盟组合高价值潜力的同时是其高失败

率。本文以笔者主持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基础，系统性梳理并总结

了如何对联盟组合进行优势利导。首先解构联盟组合，揭示出联盟组合本质上是一

个包含多个联盟功能的核心企业的自我中心联盟网络，由内外双重因素双向驱动并

由企业动态选择形成。其次，阐释联盟组合构型的各个维度及其与企业创新能力间

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地，形成联盟组合治理的动态契合机制与框架，并解析联盟组

合治理中外部政府力量及内部管理能力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

贡献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联盟组合；创新能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一、引言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是催生新业态的重要推手，

已成为互联网时代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加之全球化进程

和技术迭代的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有鲜明的特点，如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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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生命周期短，资源依存度高，外部效

应强 （孟庆时和余江，２０２１）。若想保持企业领

先地位，亟须持续创新。然而，创新是投入巨

大的高风险活动，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开

展创新活动步履维艰 （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Ｈｕｏ

ｅｔａｌ，２０２２）。企业可以选择与外部组织建立联

盟关系，利用联盟组合间的网络效应实现资源

互补，从而削减成本并降低风险以增强创新能

力，进而获得竞争优势 （Ｗａｓｓｍ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Ｊｉｎ＆Ｓｈａｏ，２０２２）。联盟组合

是由多个联盟组成的复杂系统 （Ｃｈｉａｍｂａｒｅｔｔｏ＆

Ｗａｓｓｍｅｒ，２０１９），尽管其具有创造价值的潜力，

但由于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在企业的联盟实践

中大约有半数联盟以失败告终。如何解构联盟

组合这一复杂系统的内部要素，使企业通过联

盟组合获取外部资源进而提升创新能力是亟待

解决的现实问题。

联盟组合逐渐成为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热

点，但由于其复杂性，相关研究尚未充分厘清。

第一，联盟组合并不是单一联盟的线性加总，

已有研究对象大多以单一联盟为主，在解释成

因时借助企业资源观 （Ｏｚｃａｎ＆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２００９；Ｗａｓｓｍｅｒ＆Ｄｕｓｓａｕｇｅ，２０１１）、组织学习

（Ｌａｖｉｅ，２００７）、公司治理 （Ｒｅｕｅｒ＆Ｒａｇｏｚｚｉｎｏ，

２００６）等理论，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且没有

得出一致结论。第二，已有研究分析了联盟组

合构型与联盟组合绩效的关系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２００７；Ｇｕｌａｔｉ，２００７；Ｆａｅｍ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但尚

未从创新能力视角对联盟组合构型研究进行拓

展，有待深入探寻联盟组合构型对核心企业及

联盟组合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第三，随着联

盟组合规模扩大，囊括联盟越来越多，核心企

业面临着联盟组合内部的治理问题，必须有效

地评估、控制、平衡与所有合作伙伴的关系。

但目前尚缺乏联盟组合治理能力对企业创新能

力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

由此，我们紧扣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

的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四川省形

成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集效应的地域优势，

以及电子科技大学在电子信息领域的特色优势，

并以新兴技术管理、创新管理等理论为基础，

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联盟组合，设计

了以 “涌现—构型—治理”为主导逻辑的研究

框架 （见图１），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的支持，项目后评估获 “特优”。自该项目

立项年起，研究团队对联盟组合进行了多方面

探索，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内的企业作

为研究主体对象，将大样本实证研究与典型案

例研究相结合，深入探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联盟组合与创新能力间的基本规律。在项目执

行期间及后评估阶段共计发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管理科学学部认定的重要期刊论文 ２４篇，

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 ４８篇，ＳＳＣＩ、ＳＣＩＥ及 ＥＩ检索

期刊论文１９篇；教学型案例２篇；研究成果获

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省

部级学术奖励以及多种类型其他研究奖项。本

文凝练此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成果，在

解构联盟组合的基础之上，以企业战略目标为

导向运用联盟组合，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的相

关研究。重点聚焦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组合涌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构型

与创新能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治

理与创新能力等研究内容，并提出面向未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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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建议，以期为联盟组合相关领域后续研究 和发展带来启示。

图１　项目内在逻辑与研究框架

二、解构联盟组合：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联盟组合形成动因及过程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的七大产业

之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增长潜力大、能

源损耗低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成为经济发展

新的增长点。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也有先天

不足之处，如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高、技术生

命周期短、创造性破坏、资源依赖程度高、外

部效应特别强 （Ｋｅａｒｎｓ＆Ｓａｂｈｅｒｗａｌ，２００６；Ｆｏｒ

ｂｅｓ＆Ｋｉｒｓｃｈ，２０１１；孟庆时和余江，２０２１），单

一企业想要仅凭一己之力独立发展举步维艰。

因此，与外部组织建立联盟关系以降低不确定

性、获取丰富资源、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

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联盟组合的低成功率验

证了发挥联盟组合的积极作用并非易事。联盟

组合是一个整体，从单个联盟的微观视角切入

无法回答联盟组合高失败率的原因，还需从宏

观视角整体把控联盟组合。因此，我们对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进行解构，在厘清联

盟组合的内涵和本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剖析

联盟组合的形成动因及形成过程，为企业从发

展全局合理规划并运营联盟组合，使之发挥最

大的效用，创造最大的价值奠定认知基础 （见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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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解构联盟组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形成动因及过程

（一）联盟组合的内涵与本质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厘清了联盟

组合的具体内涵。“组织间联系”的相关研究起

源于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多个独立企业之间

通过资源或能力的交换、共享或共同发展以获

取相关收益的关系 （Ｇｕｌａｔｉ，１９９５；Ｗａｓｓｍｅｒ，

２０１０）。随着战略联盟的发展，联盟形式也不再

局限为一对一，单个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加入多

个联盟，联盟组合由此形成。已有研究对联盟

组合的概念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广义的

联盟组合定义为能够为核心企业提供经验的主

体 （Ａｎａｎｄ＆Ｋｈａｎｎａ，２０００；Ｋａ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Ｈｏａｎｇ＆Ｒｏｔｈａｅｒｍｅｌ，２００５），这一主体包括了与

核心企业具有间接联结关系的、现存的或是过

去的全部联盟企业 （Ｖａｐｏｌ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狭义

的联盟组合定义为由核心企业组成的所有联盟

的加总 （Ｇｅｏｒｇ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２００７；

Ｗａｓｓｍｅｒ＆Ｄｕｓｓａｕｇｅ，２０１１），这一定义中联盟

对象指的是所有与核心企业有直接联结关系的、

与核心企业仍有活跃联结关系的企业。

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特征，我们认为联

盟组合现象是单个企业与多个对象之间存在的

结盟或合作关系，因此我们遵循了狭义的定义，

将联盟组合定义为：核心企业为了应对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在市场和技术等方面的高度不确

定性、技术生命周期短、资源依赖程度高、创

造性毁灭等发展难点，以自身为中心，以通过

组织学习及资源获取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的，

在一定时间段内构建的与其具有直接联盟关系

的所有机构和联盟的动态网络结构，其中既包

括核心企业与单个伙伴建立的双边联盟，也包

括核心企业与多个伙伴建立的多边联盟 （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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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联盟组合图示

　　联盟组合本质上是一个包含多个联盟功能

的核心企业的自我中心联盟网络 （周佳等，

２０１７），既有旨在实现核心企业特定战略目标为

目的的联盟，也有旨在以未来为导向，以识别

并把握潜在机会为目的的联盟。后者在构建和

演化过程中从属于和企业的战略安排，是核心

企业可控的、有价值的、不可模仿的重要资源。

联盟组合中各个成员企业之间的结构和互动产

生学习效应、溢出效应、协作效应和互补效应，

提升了联盟组合的整体价值，实现 “１＋１＞２”

的结果。

（二）联盟组合的形成动因

我们基于多种理论视角，以创新能力为导

向，从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两个维度对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的形成动因进行研究。

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变革迅速，技

术的迭代与市场的变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联盟组合中各类企业间

相互协同能够帮助核心企业在进入新市场、寻

找新机会中规避潜在的风险和应对各类不确定

性 （詹坤等，２０１９ａ）。第二，获得外部学习资

源也是联盟组合形成的重要驱动力量之一，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获取和整合外部学习

资源尤为关键。从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

论来看，企业可以从联盟组合伙伴处获得关键

互补性资源，并通过内外部新旧资源的整合，

使其价值最大化，并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绩

效 （邓渝和邵云飞，２０１６；Ｂａｋｋｅｒ，２０１６；吴言

波和邵云飞，２０２０）。第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中，组织网络的深度嵌入和关系资本尤为

关键。从组织嵌入与关系资本理论来看，组织

网络的结构嵌入可以为企业提供关系资本，在

联盟组合成员之间形成信任和互利的惯例，降

低知识共享的合作成本，提升资源流通和利用

的效率，从而形成协同效应，降低交易成本，

创造并实现更多的潜在价值 （邵云飞和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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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邵云飞和谢丽，２０２３）。第四，在技术驱

动的信息产业中，社会资本和知识共享的重要

性不断上升。从社会网络理论来看，社会资本

与制度化关系的网络密切相关，联盟社会资本

是获取知识的重要载体，组合内伙伴的知识共

享助推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为获取潜在

的协同效应，从战略高度参与到联盟组合之中

（王思梦等，２０１８），获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总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特征为联盟组合

提供了独特的形成动因，这些动因与传统产业

的动因相比，更加强调技术、数据和知识的整

合和分享。

（三）联盟组合的形成过程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技术快速迭代

和数据驱动的特点导致企业面临的风险与不确

定性更加突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企业需要

根据其战略目标选择合适的联盟伙伴。我们基

于关系和市场两类不同导向的战略联盟构建了

联盟组合伙伴动态选择模型。企业基于应对风

险或获取资源两类不同的战略目标构建联盟组

合，需着眼于不同类型的联盟伙伴进行动态选

择。这种动态选择一方面是基于信任的关系导

向联盟，另一方面是基于资源互补的市场导向

联盟。关系导向的联盟侧重于通过选择可靠的、

值得信赖的联盟伙伴形成稳定的联盟网络以共

同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市场导向的联盟侧重

于选择拥有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

不可替代的资源的联盟伙伴以形成丰富的联盟

资源池来帮助企业突破自身资源局限 （邓渝和

邵云飞，２０１６）。关系导向与市场导向联盟的双

重作用下形成的联盟组合使核心企业得以实现

应对风险并获取资源的多重目标。

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单纯地

基于关系或市场导向可能不足以应对产业的多

重挑战。我们进一步丰富了联盟组合伙伴动态

选择模型的边界机制，纳入了创新搜索和联盟

惯例，探究了联盟组合伙伴多样性对企业绩效

的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联盟组合伙伴选择应

适度，联盟伙伴在资源、能力等方面恰当的差

异能够帮助核心企业实现收益最大化。但这种

多样化一旦超越临界点，协调、监督联盟的成

本将会减弱多样化的积极作用，甚至联盟中不

乏出现机会主义和知识泄露等行为。值得注意

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

技术与数据的驱动。在这个背景下，外部创新

搜索不仅被视为一种补充手段，而且在很多情

况下，它成为企业获取新知识、技术和创意的

主要途径。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技

术周期的缩短，企业内部的研发往往难以满足

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因此，

通过外部创新搜索，企业可以迅速获得新的技

术解决方案、市场洞察和合作伙伴，从而增强

其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在联盟组合的形成过程

中，企业外部的创新搜索活动与企业内部的联

盟惯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创新搜索的强度越

大，企业越能辨别良莠不齐的信息并利用有效

资源，从而减少不良信息诱导或无效资源利用

等试错成本，提升企业精准决策能力 （殷俊杰

和邵云飞，２０１７）。另外，联盟惯例作为一种联

盟内部独有的、在实践中沉淀出的固定行为模

式和规范共识，能够减少联盟内部的不确定性

因素，降低联盟成本，提高联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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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用联盟组合：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组合构型与创新能力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

保障就是创新活动的不断开展。然而创新活动

的高资源依赖、高成本等特质使企业不得不向

外寻找资源池以维持创新活动的稳定推进。联

盟组合是核心企业的关键资源池，资源的获取

难度大大降低 （庞博等，２０１９）。我们围绕联盟

组合的构型特征，以合理的理论解释和有力的

实证证据，着眼于联盟组合优势的利用，挖掘

其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见图４）。

（一）联盟组合构型的维度解构

联盟组合构型的理论和现实情景是由联盟

组合规模、结构特征、伙伴多样性等要素共同

构建的，这些要素也是联盟组合能够发挥创新

能力的重要基因条件。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联盟规模的扩

大带来的好处不仅是数量上的累积。更大的联

盟规模首先意味着更广泛的技术覆盖。每个成

员都可能拥有独特的技术专长和资源，因此联

盟的整体技术能力会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呈

现出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特点。这样的技术多样

性为产业提供了更多的技术组合选择，从而更

容易找到最佳的技术路径。更大的联盟规模还

意味着更多的数据和信息资源。在当前的信息

技术产业中，数据被视为新的 “石油”，拥有大

量、高质量的数据资源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关

键。通过联盟，企业可以共享和整合各自的数

据资源，从而获得更为完整和细致的市场洞察，

以及更为精确的决策依据。联盟组合规模由联

盟中企业数量进行衡量，与单个联盟相比，联

盟组合拥有更多的联盟优势，能够建立更密切

的合作关系、更完善的合作网络，实现更广的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刘宇等，２０１９）。联盟组

合规模越大，代表企业的边界越扩大，获得的

资源越多元，学习范围越扩大，企业就越能从

中获得发展新业务的动力和资源 （詹坤等，

２０１８）。

联盟组合的成员属性、结构属性、关系属

性这三个结构特征也决定了从联盟组合中获取

利益的核心企业是否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成

员属性方面，核心企业会考虑自身的战略目标

与资源特质，合理选择并配置联盟组合成员伙

伴以实现效能最大化。联盟伙伴的选择有关系

导向和市场导向之分，也对应了所选择的联盟

成员不同的属性。关系导向的联盟成员是可靠

的、值得信赖的，能够共同应对市场环境的不

确定性。市场导向的联盟成员相较于核心企业

拥有稀缺的、难以模仿的资源，能够帮助核心

企业突破资源局限进而实现能力跃迁。结构属

性方面，拥有结构优势的企业更容易捕捉新机

会，获得互补性资源，并在获取的过程中减少

不确定性，增加灵活性 （詹坤等，２０１７）。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选择合适的伙伴尤为关

键。关系导向的伙伴可以帮助企业在高度不确

定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稳定；而市场导向的伙伴，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领域，

可以为企业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和资源。合作

网络密度越高，意味着企业间的联结越紧密，

企业间资源贡献的效率越高 （刘宇等，２０１９）。

关系属性方面，联盟组合中的创新活动依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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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网络关系。在强网络关系中，企业间会

形成更多的共同目标与共同利益、更少的机会

主义，实现资源共享，获取协同效益。在弱网

络关系中，企业将会产生更少的信任与更高的

机会主义，从而导致资源流动的降低进而阻碍

企业发展 （詹坤等，２０１７）。

伙伴多样性是指在联盟组合中联盟伙伴的

差异化程度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２００７），差异越大，代

表着多样性越强。研究发现，合作伙伴适度多

元化将在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联盟组合伙伴多样性水平较低时，企业间的

资源、能力等方面的相似性较大，容易产生

“思维定势”或者掉入 “能力陷阱”。相反，较

高水平的联盟组合伙伴多样性能够为企业带来

新颖的思想与知识、互补的资源与能力。然而，

当这种多样性超越临界值时，也会引发信息过

载、知识泄露、机会主义等，造成管理成本跃

升 （殷俊杰和邵云飞，２０１７）。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加。

因此，与不同领域、不同技术背景的伙伴建立

联盟，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广泛的技术视野和更

丰富的创新资源。然而，过度的多样性可能会

导致管理困难、技术冲突和知识共享的障碍。

（二）联盟组合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

我们运用多种理论，并通过实证研究与案

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联盟组合构型与

创新能力之间的作用机理。联盟组合网络特征

和结构、联盟组合社会资本、联盟组合双元学

习、联盟组合重构对创新能力均有正向驱动作

用。从演化视角来看，联盟组合构型网络的演

化过程大致可分为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

更替期四个阶段。通过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在

企业不同的技术阶段，联盟组合策略对创新能

力的影响不同。

１理论视角

基于资源基础观、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

本理论、双元能力理论及动态能力理论，我们

构建了联盟组合伙伴多样性、联盟组合网络特

征和结构、联盟组合社会资本、联盟组合双元

学习、联盟组合重构与创新能力间的作用关系。

基于资源观视角我们发现，开放式创新模

式兴起，越来越多的企业跨越边界组建多个联

盟形成联盟组合，拓展获取资源和培养能力的

路径。联盟组合内囊括了多种类型的联盟伙伴，

给企业带来了广泛的、新颖的思想与技术知识，

帮助企业突破思维定势。然而，这种多样化也

会带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管理和协调成

本的上升。所以，联盟组合伙伴多样性对企业

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多样性达

到一定临界值时会适得其反从而发挥抑制作用

（殷俊杰和邵云飞，２０１７）。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我们发现，联盟组合是

核心企业基于自身战略目标的考量而组建的能

够发挥资源整合、伙伴协同等功能的一个网络

组织。无论是联盟组合的网络特性还是网络结

构，都与企业的创新能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网络地位与网络关系是核心企业在联盟网络中

结构位势和网络嵌入紧密性的表现。良好的结

构位势和紧密的网络嵌入能够帮助核心企业更

好地与联盟伙伴进行合作，在约束联盟伙伴负

面行为的同时提升与联盟伙伴的相连性和资源

的可达性，利用网络资源平台获取资源，畅通

资源流通和扩散的渠道，保持资源优势，进而

提高创新能力 （詹坤等，２０１７）。同时，网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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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扩大也会带来更多样化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 （詹坤等，２０１８）。

此外，联盟组合的网络能力，即网络规划能力、

网络构建能力、关系管理能力与位置占据能力

决定着企业能否识别潜在机会、寻找合适的伙

伴、深化良好的合作关系、占据有力的网络位

置，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宋水正和邵云

飞，２０２１）。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知识和技术成

为最重要的资本。而这种资本的获取和分享往

往依赖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联盟

组合中的这种依赖性更强。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我们发现，社会资本是一个资源合集，结构资

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联盟网络中社会资本相对应表现为联盟成员

的网络位置、关系强度及认知一致性。三者共

同通过知识共享这一路径作用于企业，对企业

的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联盟组合公平论着

眼于利益分配和执行程序两个维度的公平。让

联盟伙伴感知到公平对于知识共享的开放程度

至关重要。公平感知催动着成员间知识共享行

为，同时联盟形成的创新绩效也就越高 （王思

梦等，２０１８）。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企业不仅要在

当前的技术上进行优化，还要不断探索新的技

术方向。这就要求企业在利用当前资源的同时，

也要不断探索新的资源和技术。只有在这两者

之间达到平衡，企业才能保持其持续的竞争力。

基于双元能力视角我们发现，无论是以获取新

知识和技术为目标的探索式学习，还是改进现

有产品和服务为目标的利用式学习都能为企业

带来收益，甚至是超额收益。当探索式学习和

利用式学习达成平衡并实现组合型学习时，能

够避免落入过度探索式陷阱或者过度利用式陷

阱。同时通过关系承诺能够在联盟成员之间建

立起一种社会化保护机制，用非正式约束去维

持联盟组合成员间的信任与依赖关系，同时可

以作为正式化约束的替代或者补充，提高联盟

组合的效率，为合作创新能力与绩效的提升扫

清障碍 （吴言波等，２０２１）。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特点是快速、动态

和不确定。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我们发现，联盟

组合重构是一种为应对迅速变换的环境，来整

合、构建和重组联盟内外部资源或结构等的能

力，联盟组合的功能性重构和结构性重构能够

帮助企业在联盟组合变革或转型过程中克服

“能力陷阱”与 “核心刚性”问题，使企业能

够适应动态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高风险

性的外部环境压力，实现创新能力的迭代与变

革 （吴言波和邵云飞，２０２１）。

２演化视角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其高速的技术迭

代、知识累积和产业链的复杂性为特点，对联

盟组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是增加或减少

资源和伙伴，而且是在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中

对各种资源进行动态交互。基于演化视角，我

们构建了联盟组合构型网络的动态演化对企业

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

区别于整体网络组织，联盟组合构型网络

的动态演化是各个网络节点中各类资源交互的

结果，而不仅局限为资源或伙伴的增减。核心

企业在网络的演化中是中坚力量，联盟组合中

的其他合作伙伴的行为决策也间接影响联盟组

合构型网络的发展。我们将大唐移动联盟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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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案例，展开专题研究，深入剖析联盟

组合构型网络的演化特征、演化路径及其对创

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联盟组合构型网络

的演化是一个风险与机遇相生相伴的过程，不

同阶段构型网络所呈现出的结构特征存在差异。

在合作萌发期，能不能形成合作的主要因素是

联盟主体间的合作意愿；随后进入网络演进的

主体阶段，这一阶段合作关系迅速成长和发展；

进而是合作成果产出阶段，联盟伙伴不断共享

资源、改进技术。联盟组合构型网络的演化过

程大致可分为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更替

期四个阶段 （詹坤等，２０１６）。孕育期的联盟组

合构型网络可能出现较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核心企业契约机制的建立能够推动构型网

络进一步发展。成长期的联盟组合构型网络规

模不断发展，这一时期的发展重点在于对冗余

资源、重复路径的处理，以提高网络内部的效

率。成熟期的联盟组合构型网络规模不断发展，

结构需要不断优化，次级代理人在这一阶段开

始嵌入。更替期的联盟组合构型网络存在 “过

度嵌入”，网络特征复杂化，构型网络的进一步

发展依赖于向外纳入新的合作伙伴，同时向内

进行动态结构调整以适应核心企业新的战略目

标。联盟组合构型网络多元化的程度越高，核

心企业能够获得的资源多样性也就越大。构型

网络多样性增加、规模扩大会给企业带来知识、

信息、技术等多样资源。同时，过多的多样化

也会产生资源冗余，降低整体构型网络效率。

所以，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联盟组合构型网络

需要选择不同的治理、拓展及重构策略，为企

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资源保障。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知识取

代劳动力、资本成为最具战略意义的资源，联

盟组合是企业保障内部知识增量、存量与质量

的重要力量。我们聚焦怎样的联盟组合策略可

以让核心企业获取更大的联盟利益并对创新能

力有何影响这一关键问题展开研究。我们将大

唐移动作为典型案例研究对象，构建了联盟组

合的知识增长关系模型。研究发现，联盟组合

有互补型组合、竞争型组合和替代型组合三种

策略，各种策略的应用目标和时机各有侧重。

互补性组合策略的目标在于寻求异质性知识，

从而实现新知识的积累，一般应用于知识开发

阶段；竞争型组合策略的目标在于利用联盟组

合的竞争辨别优劣，从而实现优胜劣汰，一般

应用于知识的市场应用阶段；替代型组合策略

的目标在于将依靠联盟组合研发的新技术服务

于企业自身，以实现企业的技术领先战略目标，

一般应用于新旧知识的替换阶段。我们进一步

揭示了三种组合策略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

适用性。在企业技术研发初期，互补性组合策

略能够帮助企业跨界获取创新资源；在企业技

术商业化阶段，核心企业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并

加大竞争力度以实现伙伴和知识的优胜劣汰，

减少创新风险；但企业在行业中占据一定地位

时，核心企业利用替代型组合策略实现知识的

升级，以帮助企业增强创新能力，始终保持持

续竞争力 （杜欣和邵云飞，２０１７）。

此外，基于组织学习视角，我们通过对京

东方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中显示器行业

的龙头企业）的纵向案例分析可知，企业在二

次创新的发展过程中，联盟组合的演化及组织

内部学习模式的更替对企业实现技术赶超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联盟组合构型网络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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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路径是由小规模发展为大规模，由较为单

一性发展为较为多样化，由弱强交替网络进阶

为二重网络。同时组织学习平衡模式也相应由

间断型发展为双元型，最终进阶为混合型平衡

（马丽和邵云飞，２０１９）。

（三）创新能力深化研究

我们进一步将 “联盟组合构型—创新能力”

的研究进行延伸 （见图 ４）。首先，将 “创新”

聚焦于突破性创新这一特定的创新类型；其次，

我们关注到与突破性创新有强烈反差的渐进性

创新，运用双元创新这一概念实现突破性创新

和渐进性创新的对比研究，揭示联盟组合与企

业不同类型的创新能力间的关系与作用路径。

图４　运用联盟组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构型与创新能力

　　在技术层面，突破性创新能力是能够研发

出全新的技术，颠覆原有技术轨道的一种能力；

在市场层面，突破性创新能力是能够推出全新

的商业模式，实现产品的商业化以满足市场的

潜在需求的能力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与传统

创新相比，突破性创新的特点是不连续、高风

险、高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然而，

联盟组合对企业的影响是复杂的。我们研究发

现，技术多元性和知识异质性对企业创新能力

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吴言波等，２０１９）。同时企

业的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使企业在联盟组合中

提高适应力和灵活性，能够整合、吸收并合理

配置搜索所得知识，进而助力企业创新活动实

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飞跃 （吴言波和邵云飞，

２０２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相较于传统

的产业联盟，具有更加明显的技术交叉、融合

以及高速迭代的特点。在面对突破性创新，特

别是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情境下，这些特点尤

为重要。首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集合

了人工智能、５Ｇ、物联网等技术，这种多领域

的结合使技术交叉与融合成为可能，进而减少

了企业多技术投入的资源压力，从而增加了突

破性创新能力的提升。其次，新一代技术的发

展速度极快，企业单打独斗很难跟上这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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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能够整合各方力量，共同面对技术的迅速

更迭，确保在突破性创新上不会错失机会。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核心价值在于整合各方

的资源和智慧，构建一个跨界合作的生态系统。

在这样的生态中，企业、研究机构和创业公司

可以共享市场洞察、技术研发成果和商业策略，

从而更快地识别和把握市场变革的机会。当技

术遇到了合适的市场场景和用户需求，全新的

商业模式便有可能孕育而生。例如，云计算技

术的发展推动了 “软件即服务” （ＳａａＳ）模式

的兴起，而这种模式是在多方合作和共享的基

础上形成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为成

员提供了一个探索、验证和推广新商业模式的

平台，使突破性创新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更

能深入到商业运营和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

联盟组合构型伙伴的多样性及规模扩大能

够带来技术多元性与异质性知识，这种技术和

知识上的差异能够为企业制定多样化的解决方

案带来启发，进一步加大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

的可能性。联盟组合结构伙伴的多样性和规模

扩张可以带来技术多元性和异质性的知识，这

种技术和知识上的差异可以给企业带来启发，

制定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使企业能够进一步提

高开展突破性创新活动的可能性。然而，技术

和知识的差异也可能会带来信息过载、规模不

经济等问题，增加知识整合和重组的协调成本。

所以，当联盟组合技术多元性和知识异质性超

过一定阈值点后，突破性创新的失败风险随之

上升。技术多元性与企业突破性创新之间的非

线性关系也受联盟组合本身的网络结构特征的

影响，内部的网络结构与外部的环境动荡是关

键影响因素。知识的异质性对企业突破性创新

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也受联盟组合内部知识搜索

强度和联盟外部网络惯例的影响，是重要的权

变因素。

双元创新能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

性，另一种是突破性。前者是企业发挥已有技

术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进的一种能力，后者是企

业进行技术上的重大革新，推出颠覆式产品、

开启潜在市场的一种能力。研究发现，核心企

业可通过市场导向或关系导向两种方式选择联

盟伙伴，而不同类型的联盟伙伴作用于核心企

业创新能力的路径各有不同。市场导向的联盟

企业间是松散的弱连接，更能承载非冗余的新

颖知识，以帮助企业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提

高突破性创新能力。关系导向的联盟企业间是

紧密的强连接，更能承载专有的复杂知识，以

帮助企业在已知领域深入挖掘，提高渐进性创

新能力 （邓渝和邵云飞，２０１６）。在市场导向战

略选择下，企业主要开展探索式学习提升突破

性创新能力；在关系导向战略选择下，企业主

要开展利用式学习提升渐进性创新能力 （邓渝

和邵云飞，２０１６）。我们从联盟惯例和组织间学

习的角度研究发现，加入联盟组合的企业不一

定能够有正向的回报，联盟经验需反复提炼，

通过联盟惯例转化为知识，并在组织间学习的

作用下提升企业的双元创新能力 （王思梦等，

２０１９）。联盟惯例所体现的行动逻辑、隐含规范

和互动共识，为双元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

础，联盟内部成员之间可以形成共同接受的隐

性或不成文的规范，共同持有共识和理念，形

成默契。通过组织间学习可以将联盟惯例显性

化并转化为可吸收的知识，促进企业双元创新

活动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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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联盟组合：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组合治理与创新能力

联盟组合较高的失败率对构建联盟组合是

一种担忧，也是一种隐患。首先，由于技术的

跨领域性和迭代速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

盟组合的组织网络往往更为复杂和动态，可能

涉及来自不同技术背景、不同行业，甚至不同

国家的参与者。其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

盟除了传统的市场和技术目标外，可能更注重

技术的前沿性、跨领域融合以及与外部生态系

统 （如政府、资本市场）的互动。此外，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由于技术的跨领域性和高

速迭代，成员之间的交易可能更为频繁和复杂，

涉及更多的技术、数据和知识的交换。此外，

为了确保技术的前沿性和市场的快速响应，联

盟可能更注重利益的短期平衡和灵活调整。因

此，随着联盟组合规模增加、结构特征复杂化

及伙伴多样化发展，联盟伙伴间的协同与冲突

逐渐成为影响联盟组合效率及联盟伙伴利益的

症结所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治理

的研究为应对联盟组合协同与冲突、降低协同

创新成本、提升创新能力提供重要突破点。

（一）联盟组合治理的动态契合机制与治理

框架

我们关注的是联盟组织网络、治理结构、

治理目标之间的互动，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交易

和利益平衡，这是联盟组合不稳定、失败率较

高的根源所在；通过构建动态适应的联盟组合

框架，注重联盟伙伴间战略上的契合、组织上

的契合、网络上的契合，从而实现利益关系的

协调和均衡；提出以交易治理、关系治理、网

络治理为基础，实现联盟组合动态管理的联盟

组合多元治理设计体系 （见图５）。

图５　联盟组合治理的动态契合机制与治理框架

　　我们发现，联盟组合不稳定的根源来自三 方面：环境与行为的不确定性、伙伴与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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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以及联盟组合中网络结构与联系的复杂

性。第一，联盟组合所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与联盟内伙伴内部行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信息

不对称，规避风险的短期目标与企业发展的长

期目标发生定位冲突，机会主义行为骤增，降

低了联盟组合的稳定性。第二，伙伴与资源多

样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同质和冗余的产

生，这导致企业在联盟中获得资源的质量和效

率大大降低，当企业形成联盟组合的现状与目

标相差甚远时，联盟组合的稳定性进一步受到

冲击。第三，企业行为与决策会受到联盟组合

网络结构与联系的复杂性的约束，增加了企业

的封闭性，降低了企业的灵活性，从而再次冲

击联盟组合的稳定性。

基于以上联盟组合不稳定的根源，我们对

联盟组合进行优化，以实现联盟组合伙伴间冲

突的减少与协同的增加。面对环境与行为的不

确定性，企业可实施战略契合。企业战略与外

部环境相适应，增加与联盟伙伴间的要素互动

与战略平衡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面

对伙伴与资源多样性带来的潜在危害，企业可

实施组织契合。通过组织契合平衡联盟伙伴间

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增强组织间的灵活性，减

少组织间冲突，从而降低脱离联盟组合的机率，

增强联盟组合的可行性与稳定性。针对联盟组

合网络结构与联系的复杂性，企业可实施网络

契合。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不断演进发展，完

善集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资源流通、知识

共享、信息交流。联盟伙伴在战略、组织、网

络三个维度的动态契合，有效减少了不稳定因

素对联盟组合的冲击，优化了联盟组合的结构

与效能。

通过动态契合实现了联盟组合协同与冲突

的平衡与优化后，进一步地，我们需要对联盟

实施治理，通过交易治理、关系治理和网络治

理的动态管理，在实现联盟组合稳定发展的同

时发挥联盟组合的优势，聚焦核心企业与联盟

伙伴的协调与控制，实现双赢。交易视角关注

认知因素 （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以交易治理应

对环境与行为的不确定性，可以对联盟伙伴的

行为和产出进行控制和监督，减少不确定性和

机会主义。关系视角关注情感因素 （Ｆ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以关系治理应对伙伴与资源多样

性，可以保护联盟伙伴避免许多交易市场中的

固有风险，形成对正式合作的有效补充，加强

联盟伙伴间的协调，实现交易行为的降本增效。

以网络治理应对结构与联系的复杂性，可以帮

助扩散价值和规范，加强联盟伙伴间的网络整

合，从而有利于组织间的交流 （詹坤等，

２０１９ｂ）。

（二）“看不见的手”对产业联盟组合治理

的影响机制

“产业”是企业与市场的中间形态，产业联

盟组合具备一般联盟组合的特点，也是本项目

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产业联盟形成的主导者

是政府，政策是发挥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力量，

政府的政策治理能力对产业联盟的健康发展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围绕产业联盟政策治理及其与创新能

力的关系展开研究，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建构

起产业联盟的政策治理与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

将以政府为主要治理主体的外部要素和产业联

盟组合内部要素进行整合 （王思梦等，２０１７；

邵云飞等，２０１８）。研究发现，不同层级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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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都能积极推动产

业联盟组合的构建。然而，与传统产业联盟相

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更依赖于地方政

府的执行和落地。这是因为，相较于产业政策

的宏观把控，区域政策更能细化具体的实施路

径，更加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因此，对于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来说，区域政策对其发

展的积极作用更为直接和显著。同时，联盟伙

伴间的信任是提升产业联盟创新能力的制胜法

宝。信任一旦弱化，不确定性增强，联盟伙伴

共同开展创新活动的可能性将大幅下降。在高

速迭代和高度竞合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中，信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当信任基础受到

削弱时，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联盟伙伴间开展共同的创新活动的难度将大幅

增加。另外，联盟伙伴间的知识分享将为企业

提供互补性知识，减少认知偏差，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发挥正向作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特别强调技术的交叉与

融合，这使联盟伙伴间的知识分享尤为关键。

通过知识分享，联盟伙伴可以获取互补性的技

术和市场知识，从而减少技术冗余，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最终增强整体的创新能力。因此，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在政策治理和创

新能力的关系上，相比于传统产业联盟，更为

强调地方政策的执行力、伙伴间的信任基础，

以及知识分享的重要性。

（三）联盟组合管理能力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机制

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联盟组

合中的企业需要不断更新其技术知识和能力，

这意味着企业必须拥有高度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以便快速吸收和应用联盟中的新技术和新知识。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涉及多个领域和技术的融

合，这要求联盟组合中的企业具有高度的跨领

域整合能力，能够将不同领域的资源和技术有

效地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价值。此外，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数据成为创新和决策的

关键驱动因素，这要求联盟组合中的企业具有

高度的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能够从大量的数

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创新和决策提供

支持。

联盟组合并不一定总能实现企业创新目标，

为避免联盟失败，企业越来越重视如何从整体

的视角对联盟组合进行系统的管理。我们对联

盟组合管理能力展开研究，将其划分为联盟合

作前瞻性、关系治理和组合协调三个维度

（Ｓａｒｋ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庞博和邵云飞，２０１８）。这

三个维度不仅确保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组合中技术的高速迭代和多领域整合，还助力

企业面对市场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的管

理措施能够发挥联盟组合的资源池作用，为企

业提供必要数量和质量的创新资源。企业建立

内部惯例流程，将外部资源吸收转化为内部创

新动力，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庞博等，

２０１９）。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的

技术具有前沿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有效的联盟

组合管理能够赋予核心企业较高的知识权力，

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源获取、增强议价能力，进

而形成企业层面的突破性创新优势，创造出更

大的联盟价值 （殷俊杰等，２０１７）。而且，卓越

的联盟组合管理能力能够间接营造积极进取的

联盟氛围，鼓励伙伴们的共享与交流，并由此

形成更为丰富的学习关系 （殷俊杰和邵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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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推动联盟组合内部信息共享与知识的传

播与扩散。此外，从网络嵌入视角来看，占据

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是联盟组合中的 “协调员”

和 “联系人”，能够接触到更多样化的资源，拥

有更多的资源可得性和选择优先权，为企业创

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扎实的资源基础 （庞博等，

２０１８）。

五、研究贡献与展望

（一）研究贡献

我们将 “联盟组合”这一研究主题置于中

国产业情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中国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及其所依托的

制度环境是助力本项目研究深入推进的土壤和

“富矿”，并且本项目研究为我国学者加入 “联

盟组合”这一研究流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

１从理论价值上看，我们突破原有局限对

联盟组合进行解构，并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特点，聚焦联盟组合与创新能力间的作用

机制

第一，我们突破了现有研究大多针对单一

联盟进行分析的局限，对联盟组合进行解构，

展现了对联盟组合更加全面且深入的认识。不

同于传统的单一联盟研究，我们从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的视角，对联盟组合进行了深度解构。

同时，我们从风险管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嵌入与关系资本理论等方

面探索了联盟组合在克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整合创新过程中的资源，提升伙伴关系的影响。

通过这一探讨，我们不仅揭示了联盟组合在这

一特定产业背景下的独特性质，还揭示了其与

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特点，

我们构建了联盟组合构型与创新能力的匹配模

型，聚焦联盟组合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

展开研究。同时，构建了关系导向与市场导向

两方面对联盟伙伴的选择与对风险的应对以及

如何通过克服联盟管理提高联盟效率。

第三，我们重点关注了联盟组合网络、治

理结构与治理目标之间的互动，以及联盟中成

员间的收益平衡，聚焦于联盟组合治理与创新

能力，理论诠释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

合治理的动态框架与联盟组合治理能力，拓展

了创新能力提升机制的理论研究。

２从实践价值上看，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的特点，如高速技术迭代、跨领域融合和

数据驱动的创新，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联盟组

合研究的认识，我们的研究成果为企业开展联

盟活动及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对联盟组合的解构使企业进一步理

解联盟组合的本质，认识联盟组合可能带来的

积极意义，让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管理者在战

略层面积极寻找联盟伙伴，重视联盟组合的

构建。

第二，对联盟组合构型与创新能力间影响

机制的剖析启发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积极寻找

外部资源，以自身的战略目标，适度多样化地

选择以关系为导向或者以市场为导向的合作伙

伴，建立联盟组合。同时有效配置企业联盟组

合构型，重视联盟组合构型对于企业开展创新

活动的重要价值。

第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特性要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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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联盟组合中更加注重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对联盟组合治理的相关研究启发企业可以利用

与联盟伙伴间的动态契合来保障联盟组合的稳

定性；可以通过专用资产投资、资源交换、协

同合作以及社会互动等做法，有效解决联盟伙

伴间直接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帮助联盟组合有

效运作；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治理模式避免联

盟伙伴间的不良行为发生；可以注重区域产业

政策对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支持；可以与联盟

伙伴培养长期稳定的信任；同时重视企业面临

的外部市场及制度环境，并关注企业在不同时

期差异化的市场定位。与此同时，相关研究成

果也切实服务于企业发展与政府政策制定，产

生了实际的可观效果，获得多个省部级优秀成

果奖项。我们的研究不仅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中的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还为政府和

其他相关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有助于推动中

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研究展望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及现有团队研究成

果的思考，我们提出以下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

１依托数字经济背景剖析联盟组合，发挥

联盟组合最大优势的理论研究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这

一产业已逐步成为推动数字经济转型的关键力

量，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

时，数字化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新优势逐渐呈

现，逐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成为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一方面，数字经济

加快知识、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流动，提高资源

共享的效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企业边界

越加模糊，技术快速迭代，创新加速产出，传

统合作模式亟待更新。为获取创新资源，提高

创新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企业通常会选择

合作伙伴建立联盟组合。联盟组合赶上了数字

经济发展的浪潮，发展的危险与机遇并存。新

的经济情境与环境特点对联盟组合的运用与治

理有新的要求。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协调

联盟伙伴间的共同战略目标，如何激活联盟伙

伴的相对优势，如何挖掘联盟组合网络资源，

如何抵御不确定性风险，如何获取互补性资源

是未来可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２关注联盟组合中的竞合互动，在竞争与

合作的张力中实现战略目标

联盟组合不仅是一种合作关系，竞争关系

也蕴含其中 （韩炜和邓渝，２０１８），竞争与合作

在联盟组合中相伴相生。联盟组合的竞争关系

可划分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的竞争以及非核

心企业之间的竞争两大类。然而，已有研究更

多关注的是联盟组合中的合作关系，同等重要

的竞争关系以及竞合关系的相关研究略有不足。

在多边竞合情境下，竞争与合作的交互致使联

盟伙伴间关系复杂化，单个企业不仅只关注自

身的独享收益，也密切关注合作的共享收益。

如何在竞合互动中减少机会主义、恶性竞争、

资源外溢、冗余低效等不利于联盟组合发展的

行为，形成良性竞争，共创双赢局面是亟待深

化研究的关键。已有研究从动态环境治理的视

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探，认为关系治理适用

于纵向竞合，契约治理适用于横向竞合 （彭珍

珍等，２０２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剖析联盟组合

治理的内部机制与要素条件，以深化对实践应

用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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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激发联盟组合创新动力，为攻克 “卡脖

子”技术难题提供新思路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技术主权之争愈演愈烈，技术变革与贸易摩擦

不断加剧，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长期与其他国家

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 （陈劲，２０２１），尤其是中

美贸易摩擦更加凸显了 “卡脖子”问题的严峻

性。“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具有更高的不确定

性、更大的技术复杂性和更强的资源需求，这

成为中国实现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痛

点与难点。联盟组合有利于跨越组织固有边界

开展学习活动，促进异质性资源的流动，避免

陷入能力陷阱，能够通过整合联盟组合伙伴的

优势资源以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以及技术封锁

（吴言波和邵云飞，２０２１）。那么联盟组合是否

能够助推实现 “卡脖子”技术难关的攻克，具

体的实现路径是什么都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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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企业家农村

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 许为宾　陈　叶　豆秋杰　李　欢

领域编辑推荐语：

“本文从烙印理论出发，系统考察企业家的农村成长经历对于其家族控制偏好的影响。文章有助于理解中国制

度情境下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的决策逻辑。”

———李炜文

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历史的延续：家族涉入的家族化起源依赖与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研究”

（项目编号：７２２６２００６）和 “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社会阶层烙印与企业投资 ‘脱实向虚’” （项目编号：

７１８６２００６）的资助。感谢各位编辑老师以及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使本文质量有显著的提高。

关键词：城乡二元体制；烙印理论；农村成长经历；家族控制权偏

　　摘　要：企业家成长经历会对企业家个人及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

烙印理论，着重考察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并以２

００２～２０１４年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具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对企业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②企业家的高等教育经

历和体制内工作经历会显著削弱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

③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创

办的企业和产权保护情况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④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

所有权偏好影响较大，对家族管理权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本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

偏好家族化控制的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解构逻辑，也进一步丰富了烙印理论的研究。

好

一、引言

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企业家的作用。改革开放

４０余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 “三农”这片肥沃的土壤。有相当一批民营

企业家从农村走出来，与农村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他们通过创办企业促进了乡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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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甚至成为民营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

要力量，如鲁冠球、刘永好、曹德旺等。引人

注目的是，成长于农村的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

绝大多数由家族控股，并由家族成员掌握企业

的经营管理权，形成了以宗亲关系为导向的权

力配置方式，逐渐发展成一套有别于西方家族

企业的高度家族化治理模式 （郑家喜和蔡根女，

２００４）。例如，鲁冠球于 １９９２年通过 “花钱买

不管”的方式与政府明晰产权，获得了家族对

万向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又如成长于农村的曹

德旺在通过河仁基金实现家族企业股权捐赠的

同时，明确要求保留家族企业控制权。

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家对于控制权有着天

生的偏爱，因为控制权的创造性运用是企业获

取价值或创造企业家利润的重要工具 （陈德球

等，２０１３）。有研究发现，地区法律效率和金融

深化程度 （陈德球等，２０１３）、制度环境 （连

燕玲等，２０１２）、股权制衡度 （钱爱民和吴春

天，２０２３）等能够影响家族控制权偏好。另外，

有研究从企业家自身资源禀赋层面来研究企业

家的控制权偏好，比如，有研究发现，具有

“资本家”禀赋的企业家倾向于设计复杂的控制

权结构 （蓝发钦等，２０１６），创始企业家的身份

资本会加剧企业家对控制权的争夺 （曾宪聚等，

２０１９）。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鲜少有研究从企

业家的过往经历出发来研究企业家控制权偏好。

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不能回答以下这些问题：

上述这种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强化对企

业高度家族化控制的现象只是个案现象还是一

种普适性现象？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将

企业家族化 （家庭化）的原因何在？本文将以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作为研究对象，应用

烙印理论，研究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

制权偏好的影响。

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家是企业的主要塑造

者和掌舵者，其行为意图更多的是其个体意志

的体现 （乔耀章和巩建青，２０１４）。因此，理解

企业家个体意志是揭示家族控制权偏好前置动

因的关键，而企业家个体意志形成与其成长经

历密不可分。现有研究表明，早期经历对个体

意志偏好有着深远的影响 （Ｃｏｔｅ，２０１１）。即使

在个体经历了客观的成功和转变生活环境后，

早期经历的影响依然存在 （Ｋｉｓｈ－Ｇｅｐｈａｒ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关于企业家成长经历这一话题，现有研

究已较为丰富，分别对企业家职业经历、学术

经历、海外经历、从军经历等进行了广泛关注，

这些经历的 “独特性” “可区分性”能够很好

地解释企业家早期经历对企业家意志的影响。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虽然 “企业

家”这个词常常会让人联想到拥有丰富社会物

质资源的高阶层群体，但是企业家客观经济社

会地位的提升可能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

所有企业家早年成长经历中都拥有相同的社会

物质资源和文化环境。

为应对上述现实需要与理论研究的不足，本

文聚焦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聚焦于此主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城乡二元体制

是我国特有且影响深远的社会管理制度；二是城

乡二元体制反映的是社会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和

个体生活文化情景上的差异 （陆益龙，２００８；

于潇和Ｈｏ，２０１６；Ｋｒａｕｓ＆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２０１２）。

本文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

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如下几点：第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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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

偏好，尤其在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或没有体制内

工作经历的企业家群体中这一关系更显著；第

二，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

正向影响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创办的企业，

以及产权保护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第三，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偏好影响较

大，对管理权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

本文的研究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

拓展了家族控制权偏好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本文基于烙印理论，研究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

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从理论前沿角度

重新描述了从 “企业家个体意志”到 “企业权

力配置行为”的主导逻辑。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企业家的短期或突发性经历，这些经历帮助他

们吸取经验，但这些经验可能很快被新的经验

所替代，或因环境变化而不适用。相比之下，

本文关注的农村成长经历是长期且常态化的物

质匮乏经历，能够塑造企业家的思维认知，持

续影响企业家的决策，而不易被环境和经历改

变。通过深入探讨这种长期经历对企业家控制

权偏好的影响，本文为家族企业控制权偏好的

产生动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构逻辑。二是从新

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家族企业家族化原因。本文

聚焦于企业家的农村成长经历，从企业家早期

的社会物质资源、传统文化情境以及社会资本

方面来解释家族企业家族化的原因。这一研究

对于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族化动因、推进家

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

意义。三是拓展了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现有

研究主要考察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控制

权配置方面的差异，假设家族企业之间是同质

化的。然而，由于资源禀赋、企业家特质等方

面的差异，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结构和行为上

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本文聚焦家族企业群体，

深入地揭示了家族企业因企业家成长经历差异

而呈现出的家族控制权差异，有助于更深入地

理解家族企业之间差异化的控制权配置行为。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

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为加快工业化建设并实现

赶超目标，国家先后建立了统购统销制度、户

籍管理制度等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 （乔耀章和巩建青，

２０１４）。其标志性特征是 １９５８年通过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此基础上，国家

逐步建立起二元户籍制度，将整个社会群体分

为两类：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这种二元户

籍制度造就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派生

出的二元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

制度等进一步加深了城乡之间的分割局面，导

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固化 （乔耀章

和巩建青，２０１４）。

城乡二元体制背后是社会资源配置、利益

分配以及城乡个体生活文化情境的差异 （陆益

龙，２００８；于潇和 Ｈｏ，２０１６；Ｋｒａｕｓ＆ Ｓｔｅ

ｐｈｅｎｓ，２０１２），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

农民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社会保障方面，城市

具有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

障问题几乎全部依靠农民自己 （杨翠迎和王润

泉，２０１６）；教育方面，长期实行的政府保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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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学校办学政策，使教育资源偏向城市，农村教

育资源相对匮乏 （张旺，２０１２）；精神文化方面，

宗亲文化传统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消解程度相对

较高，城市人口在市场经济文化的熏陶下，逐渐

形成了竞争、创新、开放的精神理念，而在农村

地区，乡土社会中较浓重的宗亲观念相对于城市

而言得到了较好的延续。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们

由于经历的相似性，会形成区别于其他社会圈层

群体的认知倾向，这也正是城乡个体之间表现出

较大意志偏好及认知差异的原因。

（二）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

好的影响

早年成长经历会影响企业家个体的意志偏

好，进而影响企业的相关决策行为。例如，企

业家的从军经历、贫困经历、学术经历等都会

影响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从而影响企业的风险

性决策行为。农村成长经历作为一种能够反映

企业家早年生活处境的特殊经历，同样会影响

企业家的个人意志偏好，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

权力配置。在研究决策者意志偏好对其决策行

为影响的文献中，一些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研

究主要采用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等来

指代企业家个体意志差异，这导致了过长的因

果链条和难以解释的 “人口学背景黑箱”问题。

与高阶梯队理论不同，烙印理论关注决策主体

的早期经历如何塑造其心理特质，并强调这些

心理特质形成的历史渊源、环境匹配性以及特

质烙印的长期稳定性。本文侧重于揭示企业家

早期农村成长环境如何塑造其心理认知，并进

一步探讨其心理认知如何影响其家族控制权偏

好。因此，本文主要基于烙印理论进行分析。

烙印理论认为，组织或个体在发展过程中

会经历若干敏感时期，形成与特定环境相匹配

的特征烙印。这些特征烙印具有长期稳定性，

持续影响着组织或个体的后期行为。即使行为

主体所处环境发生变化，早期经历所形成的特

征烙印也会继续发挥作用 （Ｋｒａｕｓ＆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２０１２）。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城乡群体之

间在社会物质资源、传统文化情境乃至社会资

本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会影响其控制权偏好。

具体如下：

首先，从企业家个体早期所拥有的社会物

质资源情况来看：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社会资源

分配向城市倾斜，使成长于城市的个体拥有相

对宽松的物质保障，在经济、教育、社会福利

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并具有身为 “城里人”

的优越感。长期宽松的物质资源保障和较高的

地位感知使其心理安全性较高。相反，成长于

农村的个体在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均

处于劣势地位。长期的物质资源约束及较低的

社会地位会使其心理安全性较低 （徐富明等，

２０１７），增强其威胁敏感度，降低其控制能力

（郑红亮和吕建云，２００８），进而导致其对自身

资源流失更加敏感，更加注重对自身资源的保

护和控制 （解晓娜和李小平，２０１８）。同时，长

期的资源约束还会导致其对稀缺资源产生 “稀

缺心态” （Ｇｒａｈ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心理学社会

认知领域的研究发现，个体长期处在特定环境

中会受到他人行为和观念的影响，并形成与之

相匹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Ｂａｎｄｕｒａ，

１９８９）。因此，农村个体的上述心理认知偏好会

根深蒂固地刻入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

更加注重对自身财富和权力的保护和控制。根

据烙印理论，这种在早期农村成长环境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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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认知烙印具有长期稳定性，会持续影响

企业家后期的决策行为。在家族企业中，这表

现为在农村出生和成长的家族企业家会强化对

企业的家族化控制。

其次，从城乡个体早期所经历的传统文化

情境来看：“以家为本”的宗族文化传统深刻影

响了家族企业的权力配置模式。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宗族

文化传统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消解程度相对较

高。虽然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村社会在经济发

展上相对落后封闭，但是这也使农村社会中的

宗族文化传统相对于城市而言得到了较好的延

续 （胡荣和胡康，２００８）。农村地区保留了传统

的宗族文化理念，人们具有更强烈的宗亲意识。

潘越等 （２０１９）研究认为：传承千年的宗族文

化能够内化成企业实际控制人独特的价值观念，

并通过非正式契约将个人和企业联结在一起，

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现有研究认为，文化传统具有 “先验”特

征，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思想认知，包

括成长于此环境中的企业家的思想认知 （辛杰，

２０１４）。相对于成长于城市的企业家而言，成长

于农村的企业家受到传统宗族文化熏陶的程度

更高，一定程度上也会促使其发展出一种与宗

族文化传统相契合的 “性格”。当企业家的宗族

观念较强时，其对家族成员的信任程度远高于

外人，使其在企业关键管理人员的安排方面更

倾向于任用亲人 （吴超鹏等，２０１９）。同时，宗

族观念强烈的企业家更希望家族企业能够世代

传承，因此会尽可能保持较高的公司控制权，

以利于将来把企业传承给家族二代 （Ｓｃｈｏａｒ，

２００６）。根据烙印理论，农村个体在成长过程中

会形成浓厚的与宗族文化相匹配的特征烙印，

他们对家族成员的信任程度远高于外人，进而

导致其对企业进行家族化控制的偏好程度也

更高。

最后，从城乡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情况

来看：在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影响下，城乡个体

在社会资本构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胡荣和胡

康，２００８）。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个体或组织与外

界联系的密度、广度，以及相互之间的互惠和

信任程度 （Ｓｔｅｐｈｅｎ＆Ｐｈｉｌｉｐ，１９９７）。在城乡二

元体制下，城市个体生活更多地与单位同事及

其工作相关人员进行社会交往，形成非宗亲的

社会关系网络。相比之下，农村个体与这些人

交往相对较少，导致其对领导同事和弱关系人

群的信任程度远低于城市居民。在农村社会中，

宗亲密友和婚姻关系构成了主要的社交关系。

农村个体的宗亲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密切程度远

高于城市个体，使其对宗亲密友的信任程度更

高 （胡荣和胡康，２００８）。依据烙印理论，早期

农村成长环境所塑造的个体对宗亲密友的信任

偏好特质，会长期持续地影响其个体决策行为。

这就是使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在创业时

期所能够给予更高信任和选用的人员对象更有

可能是宗亲密友。因此，在客观层面上呈现出

对企业较高的家族化控制现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对企业有

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

（三）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影响

烙印理论指出，行为主体会经历多个环境

敏感期，并被刻上与环境相匹配的烙印特征。

同时，后期的烙印会不断覆盖之前的烙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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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个体的思维认知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

（Ｍａｒｑｕｉｓ＆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３）。接受高等教育和入

职体制内单位能够实现从 “农业”户籍向 “非

农业”户籍的转化，并伴随着物质环境改变。

因此，学习 （接受高等教育）和工作 （入职体

制内单位）经历承载着农村个体的命运转折点，

所带来的新的物质环境会给农村个体刻上新的

烙印，进而使其形成新的思想认知。那么，学

习和工作经历是否会影响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

业家的思想认知，进而影响其控制权偏好，就

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１高等教育经历的影响

接受高等教育是个体在社会层面实现向上

流动的最好途径之一，有助于使个体跨越社会

身份障碍 （刘宏伟和刘元芳，２０１３）。在城乡二

元体制下，个体主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实现

“农业”户籍向 “非农业”户籍的转变 （赵西

亮，２０１７）。高等教育是表征个人社会地位的指

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生活境况的变

化 （汪建华，２０１１）。

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后，可

以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城市户口，经济收入和福

利保障等都会有相应改善，且通过接受高等教

育也可以构建起较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诸

如同学和校友等社会资源。一方面，这些资源

越丰富，决策者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对决策

后果的乐观程度越高 （陈东，２０１５）。因此，具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个体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

的物质资源改善，有助于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风

险敏感性，提升其心理安全性。另一方面，所

能够获取的资源越丰富，个体对资源的 “稀缺

心态”也能够得到缓解。此外，个体所处的外

部物质环境的改善会影响其社会关系中所接触

的个体，从而对其心理安全性和对稀缺资源的

认知产生影响，进而逐渐改变个体对资源 （尤

其是稀缺资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Ｂａｎ

ｄｕｒａ，１９８９）。因此，接受高等教育会改变农村

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对待权利和财富的思维认

知，进而缓解其家族控制权偏好。基于上述分

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２：接受高等教育经历会削弱企业家农村

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２工作经历的影响

从个体成长发展历程来看，工作经历对个

体成长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会对个体产

生长久的职业 “烙印”效应 （ＭｃＥｖｉｌ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就业单位以体

制划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组织形式

（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体制内工作经历能够影响

个体形成新的认知偏好。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

实际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曾经在体制内

单位工作。这种工作经历烙印一定程度上会覆

盖其早期农村成长经历所形成的烙印，进而影

响其家族控制权偏好，具体如下：

首先，对于出身农村家庭的个体来说，进

入拥有 “铁饭碗”工作的体制内单位相当于实

现了 “鲤鱼跳龙门”，在社会身份上就实现了由

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其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保

障等物质条件会得到改善 （韩亦和郑恩营，

２０１８）。体制内单位良好的物质保障，使社会中

普遍存在着对体制内单位有着较高的认可度的

情况，这会使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个体具有较

高的职业身份认同。体制内个体可以凭借单位

平台构建起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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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收益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物质和社会

资源越丰富，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其心

理安全程度更高 （陈东，２０１５），进而有助于缓

解其农村成长经历所形成的风险敏感性和对资

源的 “稀缺心态”。

其次，个体进入体制内的相关单位工作后，

会接受一系列的职业教育，其中包含大量现代

管理文化理念。体制内一般会建立成体系的工

作协调机制、监督机构及约束机制、相对完备

的决策程序与规范。这种现代管理文化理念的

熏陶和程序化工作氛围，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个体所承受的家族主义文化传统理念的影响，

进而弱化其家族控制权偏好。

最后，当个体进入体制内工作后，个体接

触到新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学习环境，与

其他不同背景的人交往，这些经历可能导致他

们对稀缺资源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９）。因此，进入体制内工作会改

变个体的思维认知，进而改变他们的控制权偏

好。综上所述，体制内工作经历能够削弱农村

成长经历对企业家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３：体制内工作经历会削弱企业家农村成

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四）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企业控制权配置不可能脱

离外在的制度约束，它总是嵌入在特定的制度

环境中 （Ｙｏｕｎｇ＆Ｓａｌｉｈ，２０１４）。从中国社会发

展历史来看，１９９２年中国社会开启了市场化转

型全面进程，制度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家的风险敏感性和权力

偏好。基于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市场经济体

制确立，以及地区产权保护的影响。

１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

１９９２年以前，一方面，国家给予私营企业

的制度支持很少，企业家能争取到的资源有限。

另一方面，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主流社会

群体主要是在 “体制内”单位工作。该时期企

业家的社会认同度较低，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家

获取资源支持的难度。

党的十四大会议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建设步入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逐渐完善，国家逐步出台了许多支持民营经济

的政策。经济收入对个体地位感知的影响越来

越大 （李路路等，２０１８）。行政体系对私营企业

家身份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许多私营企业家获

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社会主流对民营

企业家身份的正面评价越发积极， “万元户”

“企业家”等称呼取代 “个体户”“暴发户”成

为其新的社会标签 （柳珊，２０１２）。这使这一时

期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认同和阶层地位得到了较

大提高，有利于企业家积累社会资本，从而获

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资源禀赋的变化提高

了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心

理安全性，缓解了其对资源的 “稀缺心态”。此

外，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善了企业经营的政策

环境，加大了对企业的资源支持，为企业家们提

供了积累更多更高社会资本的机会。在更开放的

环境中与更多元化的个体交往，这些经历可能导

致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企业家对稀缺资源的认知和

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９），使他们更

倾向于与他人合作、分享资源，减少对资源的过

度控制，从而削弱他们的控制权偏好。基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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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４：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会削弱企业家农村

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２地区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各地区的市场化

进程不一，导致企业产权的保护水平也不同。

在制度保护薄弱的地区，对企业的侵害行为可

能不会受到法律惩罚 （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致使企业财产安全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从而增加企业家对产权的担忧和控制欲望

（Ｔｓ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制度保护较强的地区，

政府和特权阶层对私人财产的侵占行为会受到

限制，企业财产权利更加安全，减轻了企业家

对产权的 “稀缺心态”，进而缓解了企业家的控

制权偏好。此外，强有力的产权制度为交易提

供了有序、高效、公平和可预测的环境 （Ｊｕｄｇｅ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使企业家更自由、安全地与不

同背景的合作伙伴接触并进行交易和合作，从

而更容易获得所需的资源。多元化的社会交往

和合作可以让企业家获取来自不同领域和背景

的知识、技能和资源 （赵武等，２０２２），有助于

改变企业家的思维认知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９），使

其更开放、合作和适应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

从而缓解企业家对控制权的偏好。基于上述分

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５：强化产权保护有助于削弱企业家农村

成长经历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中央统

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 （私）营经济研究

会联合进行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

该调查每２年进行一次，覆盖３１个省 （市、自

治区）以及各类私营企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调查问卷中关于企业家身份特征和权力配置等方

面的数据均来自于企业家本人的回答，数据更有

针对性。参照何轩等 （２０１６）的研究，在总样本

中，本文以企业家及其家人持股５０％的企业为家

族企业样本。样本经过以下程序处理：剔除了数

据缺失、明显异常及公共事业类、金融行业类的

样本公司。然后，对连续变量进行了１％的Ｗｉｎ

ｓｏｒｉｚｅ缩尾处理，最终得到７５９４家企业样本，其

中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年的样本数分别为 １０２８、１０８７、９６５、

１０５１、１２３０、１０８１、１１５２。

（二）变量界定

１被解释变量

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ｗｅｒ，

ＦＣＰ）。本文参考 Ｖｉｌｌａｌｏｎｇａ和 Ａｍｉｔ（２００９）研

究从所有权、决策控制权和管理权三个方面对

家族控制权偏好进行度量。

所有权 （Ｅｑｕｉｔｙ）是企业权力结构中最基

础的权力，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家的所有权控

制越强。我们以 ６７％的持股比例作为是否绝对

控股的标准，企业家及其家人持股 ６７％以上赋

值为１，否则为０。

决策控制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采用问卷调查项

目中 “您企业的重大决策由谁做出？”进行测

量，如果回答 “由本人 （出资人）作出”或者

在 “其他”中补充说明 “由家庭成员作出”，

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管理权 （Ｍａｎａｇｅ），采用问卷调查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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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日常管理由谁负责？”进行测量，如果回答

“由本人 （出资人）作出”或者在 “其他中补充

说明由家庭成员作出”，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以上四个维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家族控制

权偏好的强度，但是每个指标单独使用都有局

限性，不够全面。参考权小锋和吴世农 （２０１０）

的研究思路，在上述基本测量的基础上，采用

两种方法构建家族控制权偏好的综合指标：一

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上述三个指标提取一个

公因子 （ＦＣＰ１）；二是将上述三个虚拟变量直

接相加求平均值 （ＦＣＰ２）（权小锋和吴世农，

２０１０）。ＦＣＰ１指标通过统计方法考虑了不同维

度的权重，而ＦＣＰ２没有考虑不同维度的权重，

所有维度按照等权处理。上述指标数值越大，

代表企业家对企业的家族控制权偏好越强。

２解释变量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以企业家

是否具有农村成长经历作为衡量指标，根据全

国私营企业调查表中：“您在开办私营企业前的

主要经历……”调查问项，该题项的答案为多

选项，选项中包括：曾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 （担任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曾经在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作 （担任管理者还是一

般工人）；曾经在外资企业工作 （担任管理者还

是一般工人）；曾经在私营企业工作 （担任管理

者还是一般工人）；曾经在农村工作 （村干部、

农民、打工）；以及其他等。如果被调查者只选

择了创业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工作为

主要经历，如 “工人”等经历，而没有选择

“农民”经历，那么该调查者出身于农村家庭的

可能性不大。或者被调查者创业前工作经历既有

“农民”，也有其他经历，如 “工人”经历等，

那么依据我国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看，凡

是没有过 “农民”经历的出身于农村家庭的可能

性不大，而有过 “农民”经历的基本上都是出身

于农村家庭 （我们排除了派驻到村里担任村干部

或者在农村短暂打工等选项），并不会因为其创

业前为 “工人”就忽略掉其出身于农村家庭，表

明其具有农村成长经历。因此，凡是创业前有

“农民”经历的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３调节变量

受高等教育经历 （Ｅｄｕ），以企业家受教育

程度为测量标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赋值为

１，否则为０。

体制内工作经历 （Ｓｙｓｔｅｍ）。参照戴维奇等

研究，创业前有过在党政机关以及在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工作经历，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Ｍａｒｋｅｔ），参照邹立凯

等研究，以企业实际创办年份进行测度，企业

创办时间为１９９３年以后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产权保护水平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参考杨瑞龙等

研究，采用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 “政府与

市场关系”分项得分进行测量。

４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企业年龄、政治关联、

行业身份、企业家年龄、企业家性别、地区经

济状况；此外，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效应，具

体变量定义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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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 所有权、管理权和决策权三个虚拟变量的主成分合成指标

ＦＣＰ２ 所有权、管理权和决策权三个虚拟变量的平均值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 具有农村经历的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高等教育经历 Ｅｄｕ 大专以上学历为１，否则为０

体制内工作经历 Ｓｙｓｔｅｍ 创业前在体制内工作的为１，否则为０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Ｍａｒｋｅｔ 企业创办时间为１９９３年以后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产权保护水平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总负债／总资产

盈利能力 Ｒｏｓ 净利润／销售总额

企业年龄 Ｆｉｒｍ－Ａｇｅ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注册年份再取自然对数

政治关联 ＰＣ＿ｄｕｍ 企业家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时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行业身份 Ｍｅｍｂｅｒ 企业是否工商联成员，是则为１，否则为０

企业家年龄 Ａｇｅ 企业家实际年龄的自然对数

企业家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为男性，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地区经济状况 ＧＤＰ 地区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

所在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行业哑变量

年度 Ｙｅａｒ 年度哑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和 ＦＣＰ２）的均值分别

是 ０００２和 ０４５５，标准差分别为 ０００１和

０３１４，表明不同企业家的家族控制权偏好水平

存在一定差异。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的均值为

０２９７，标准差为 ０４５７，表明样本企业中有

２９７％的企业家具有农村成长经历。高等教育经

历的均值为０４８１，标准差为０５００。体制内工作

经历的均值为０４１０，标准差为０４９２，表明样本

中有４１％的企业家创业前具有体制内工作经历，

这可能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 “官员下海”潮有

较大关系，其他变量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Ｐ２５ Ｐ５０ Ｐ７５ Ｍａｘ

ＦＣ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８０１ －０６３２ －０６１２ １４２０ １８１３

ＦＣＰ２ ０４５５ ０３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Ｒｕｒａｌ ０２９７ ０４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Ｅｄｕ ０４８１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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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Ｐ２５ Ｐ５０ Ｐ７５ Ｍ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４１０ ０４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Ｔｉｍｅ ０８２６ ０３７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Ｐｒｏｐｅｔｙ ７４５６ １６５３ １８５０ ６４００ ７７８０ ８１５０ １０６５０

Ｓｉｚｅ ６０９７ ２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４６０５ ６１０９ ７４３８ １４１７０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５００

Ｒｏｓ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６６０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２１２７ ０６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７９２ ２１９７ ２５６５ ３６６４

ＰＣ＿ｄｕｍ ０４５１ ０４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６９９ ０４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ｇｅ ３８１１ ０１８２ ２９９６ ３６８９ ３８２９ ３９５１ ４１９０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ＧＤＰ ３２７１ ２２４８ ０３２６ １４３７ ２８８１ ４７３５ １０５２０

　　表 ３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单变量检验结果。

两样本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分别基于参数 ｔ

检验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检验。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

业家样本组的家族控制权偏好均值和中位数均

显著高于不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样本组，

初步验证了假设Ｈ１。

表３　单变量分析结果

变量

没有农村经历 （Ｎ＝５３３６） 具有农村经历 （Ｎ＝２２５８）

（１） （２） （３） （４） （１）－（３） （２）－（４）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Ｔ－Ｔｅｓｔ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Ｔｅｓｔ

ＦＣＰ１ －００１９ －０６１２ ００５２ －０２３８ －００７１ －０３７４

ＦＣＰ２ ０４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８ ０３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３３３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统计检验结果分析

我们采用 ＯＬＳ回归对假设 １进行了检验，

结果如表４所示。表４第 （１）列、第 （４）列

呈现的是未加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第 （２）

列、第 （５）列是添加了相关控制变量但未控制

年份和行业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家农

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估值系数都是

正向显著。加入行业和年份控制变量后，表 ４

第 （３）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

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的估值系数为

００９０，且在０１％水平上显著；在表 ４第 （６）

列，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

权偏好 （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为 ００３５，且在

０１％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具有农村成

长经历的企业家具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

假设１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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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变量
（１）
ＦＣＰ１

（２）
ＦＣＰ１

（３）
ＦＣＰ１

（４）
ＦＣＰ２

（５）
ＦＣＰ２

（６）
ＦＣＰ２

常数项
－００１９
（－１４０５）

－００９６
（－０４０６）

００８５
（０３９０）

０４４５

（４６７１）
０４９６

（６６８４）
０５３７

（７３３３）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７１

（２８２８）
００７３

（２９３５）
００９０

（３７８８）
００３２

（４０３６）
００３２

（３９６８）
００３５

（４２８５）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２
（－０４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２
（－１０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８０７）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２２８９
（－１１０４）

０９０９
（０４５２）

－３４０３

（－４７２２）
－３８０５

（－５３４２）

Ｒｏｓ
１８２９

（７２０４）
０３３５＋

（１５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２８３）

－０２０７

（－２７６１）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９
（０５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４３３）

０００４
（０６３０）

００１１
（１９０３）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０５
（－０２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６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７００）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３４５

（－５５６２）
－００５３

（－２０９２）
－００８４

（－９６０１）
－００４９

（－５５６８）

Ａｇｅ
００１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９９
（－１７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３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９２４）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１９
（－０５６３）

００４０
（１３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３）

００１０
（０９５４）

ＧＤＰ
００８５

（７０６１）
０００６
（０８９３）

００１４

（８５５０）
０００３
（１４２７）

Ｉｎｄ／Ｙｅａｒ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Ｆ ８１００ ６６８０ ８６６０ ７７９０ ７０５０ ４３１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３ ０１５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９

Ｎ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５是关于高等教育经历调节效应的检验

结果。表５第 （１）列、第 （４）列中，企业家

农村成长经历与高等教育经历的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这表明高等教育经历显著削弱了企业

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

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结果表明，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样本组中，表 ５第 （２）

列、第 （５）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

估值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２和００１７，均不显著。没

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样本组中，表 ５第

（３）列、第 （６）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

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１５７和 ００５６，均在 ０１％

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现，企

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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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系，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样本 组中更显著，假设Ｈ２得到验证。

表５　高等教育经历的影响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Ｅｄｕ＝１
（３）

ＦＣＰ１Ｅｄｕ＝０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Ｅｄｕ＝１
（６）

ＦＣＰ２Ｅｄｕ＝０

常数项
００７９
（０３６１）

－０２００
（－０６４８）

０１７４
（０５７０）

０５４１

（７３６０）
０４７８

（４４４３）
０５９０

（５８４９）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９２

（３９０７）
００３２
（０９６８）

０１５７

（４６０３）
００３５

（４３３０）
００１７
（１４０５）

００５６

（４９５１）

Ｒｕｒａｌ×Ｅｄｕ
－０１２０

（－２６９４）
－００３４

（－２１８１）

Ｅｄｕ
－０１２９

（－５４０４）
－００２０

（－２４０１）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３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７６０）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３８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７０４
（０３５３）

－０１４３＋

（－００５５）
２１１９
（０６９０）

－３８５１

（－５４０２）
－２５２０

（－２６１２）
－４８２５

（－４５６２）

Ｒｏｓ
０３２８
（１４６８）

０８０３

（２１９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２０６

（－２７４１）

－０２２７
（－１６９６）

－０２０７

（－２２８６）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５
（－０２７３）

００１１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４
（－０１５０）

００１２

（２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２１３５）
００１１＋

（１２６４）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０４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７

（２１４７）

－００６２
（－１８９９）

０００４
（０４８１）

００１６
（１４２４）

－０００９
（－０８２７）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０５９

（－２３２４）

－００１６
（－０４６５）

－０１１２

（－２９４８）
－００５１

（－５７０９）
－００３１

（－２４９６）
－００７１

（－５５７９）

Ａｇｅ
－００９３
（－１６２４）

－００７０
（－０８６１）

－００９８
（－１２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８６７）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２７
（－１０１３）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５
（１５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０
（１９５８）

００１１
（１０３３）

００１６
（０９７６）

００１０
（０７２８）

ＧＤＰ
００１５

（２１９４）
００４５

（４６３９）

－０００５
（－０５４４）

０００５
（１９０４）

０００９

（２３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５４９）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６１２０ ３０２０ ５２５０ ３０３０ ５４９０ ４１５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４ ０１１９

Ｎ ７５９４ ３６７２ ３９２２ ７５９４ ３６７２ ３９２２

系数差异 ０１２５ ００３９

Ｃｈｉ２ ５３００ ４６６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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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是关于体制内工作经历调节效应的检

验结果。表６第 （１）列、第 （４）列中，企业

家农村成长经历与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交互项系

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体制内工作经历显著削

弱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

间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结果表

明，有过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家样本组中，

表６第 （２）列、第 （５）列显示，企业家农村

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

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０１２和 ００１０，均

不显著。没有过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企业家样本

组中，表６第 （３）列、第 （６）列显示，企业

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１３５和

００４９，均在０１％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

异性检验发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的影响在

没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样本组中更显著，假设

Ｈ３得到验证。

表６　体制内工作经历的影响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Ｓｙｓｔｅｍ＝１
（３）

ＦＣＰ１Ｓｙｓｔｅｍ＝０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Ｓｙｓｔｅｍ＝１
（６）

ＦＣＰ２Ｓｙｓｔｅｍ＝０

常数项
００９８
（０４４７）

０２４３
（０６９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１）

０５６０

（７６５０）
０６９０

（６０４８）
０４８０

（４９８５）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８８

（３７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３３５）

０１３５

（４３２６）
００３３

（４１６３）
００１０
（０８５７）

００４９

（４４８８）

Ｒ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０１１１

（－２４１２）
－００３８

（－２４３６）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０４５
（－１７６５）

－００６３

（－７２０３）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１０
（－１１５２）

０００４
（０５８０）

－０００１
（－０７９２）

－０００４
（－１４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１１７５
（０５８４）

０２８９
（０１２１）

２７５１
（０７３４）

－３４８５

（－４９３１）
－２７８１

（－３３７０）
－５１５４

（－３７９６）

Ｒｏｓ
０３３８＋

（１５１３）
０２３７
（０５４１）

０３８６＋

（１４６８）
－０２１２

（－２８２６）
－０２１１＋

（－１６９３）
－０１９６

（－２１２８）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８＋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７
（－０２６９）

－０００７＋

（－０２９７）
００１１
（１９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２２５）
００１８

（２２６３）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１５
（０６５２）

００４５
（１３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２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７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６６９）

０００４
（０４２４）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０５０

（－１９８９）

－００３６
（－０９０１）

－００６１
（－１８６１）

－００４７

（－５３４２）
－００２７

（－１９６５）
－００６０

（－５１００）

Ａｇｅ
－００９５
（－１６４９）

－０１２６
（－１３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９８９）

－００１７
（－０８６８）

－００４４
（－１４９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８）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０
（１３３１）

０００９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９
（１５５８）

００１０
（０９７７）

－０００５
（－０２８７）

００２１
（１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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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Ｓｙｓｔｅｍ＝１
（３）

ＦＣＰ１Ｓｙｓｔｅｍ＝０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Ｓｙｓｔｅｍ＝１
（６）

ＦＣＰ２Ｓｙｓｔｅｍ＝０

ＧＤＰ
０００７
（１１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３６４）

００１０
（１２２５）

０００４
（１８４８）

－０００２
（－０５１３）

０００７

（２６３４）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３１１０ ２１４０ ２８８０ ２８５０ ６３６０ ８０３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５９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４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６ ０１２１

Ｎ ７５９４ ３１１４ ４４８０ ７５９４ ３１１４ ４４８０

系数差异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９

Ｃｈｉ２ ５４５０ １０３９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７是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调节效应的

检验结果。表７第 （１）列、第 （４）列中，企

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交互

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显

著削弱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

好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结

果表明，市场经济确立之前的样本组中，表 ７

第 （２）列、第 （５）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

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

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２３８和 ００９６，均

在０１０水平上显著。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样

本组中，表７第 （３）列、第 （６）列显示，企

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００５２和

００２１，均在５％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

性检验发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

权偏好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的样本

组中更显著，假设Ｈ４得到验证。

表７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影响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Ｍａｒｋｅｔ＝０
（３）

ＦＣＰ１Ｍａｒｋｅｔ＝１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Ｍａｒｋｅｔ＝０
（６）

ＦＣＰ２Ｍａｒｋｅｔ＝１

常数项
００９７
（０４４６）

０８４４
（１３２０）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９）

０５４４

（７４１９）
０６６６

（３２３１）
０５１８

（６４８８）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８６

（３６４１）
０２３８

（４１４２）
００５２

（１９８７）
００３３

（４０６５）
００９６

（５０８２）
００２１

（２３１９）

Ｒｕｒａｌ×Ｍａｒｋｅｔ
－０１５８

（－２６７０）
－００７１

（－３５２６）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０９
（－０２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３８９）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３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７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２
（－０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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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Ｍａｒｋｅｔ＝０
（３）

ＦＣＰ１Ｍａｒｋｅｔ＝１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Ｍａｒｋｅｔ＝０
（６）

ＦＣＰ２Ｍａｒｋｅｔ＝１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４８
（０５２２）

２９６８
（０７７４）

０５２５
（０２２２）

－３７３４

（－５２４１）

－２０２１
（－１４９１）

－４２７０

（－５３４２）

Ｒｏｓ
０３１５
（１４０９）

０５９７
（０８０３）

０２７８
（１１８６）

－０２１８

（－２９１０）

－０１５４
（－０６４４）

－０２２６

（－２７６５）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２０
（－０９２０）

－００９２
（－０９８２）

－００２３
（－１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３３４）

０００９
（０３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１４
（０６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８３６）

０００８
（０３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７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９５２）

０００４
（０４４９）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０５４

（－２１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９

（－２１６４）
－００４９

（－５５５０）

－００４４
（－１８９７）

－００４９

（－５１４８）

Ａｇｅ
－００９７
（－１６８６）

－０３２７

（－２１８８）
－００４８＋

（－０７７３）

－００１６
（－０８４４）

－００６６
（－１３６０）

－０００６
（－０２６２）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１
（１３５９）

００６４
（０８０８）

００３３
（１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１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８５９）

００１６
（１３９６）

ＧＤＰ
０００６
（０８８０）

００２７
（１３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３５５）

０００３
（１４００）

０００９
（１１９７）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３）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３３２０ ３７１０ ７５２０ ３５８７ ２５２０ ３２２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５８ ００９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３

Ｎ ７５９４ １３１８ ６２７６ ７５９４ １３１８ ６２７６

系数差异 ０１８６ ００７５

Ｃｈｉ２ １２７７０ １４５２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８是关于产权保护水平调节效应的检验

结果。表８第 （１）列、第 （４）列中，企业家

农村成长经历与产权保护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这表明地方产权保护水平显著削弱了企

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之间的正向

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以中位数进行分组检

验，在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样本组中，表 ８第

（２）列、第 （５）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

值系数分别为００７２（５％水平上显著）和００１４

（不显著）。在产权保护水平较差的样本组中，表

８第 （３）列、第 （６）列显示，企业家农村成长

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

的估值系数分别为００９６和００４５（分别在１％和

０１％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

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关

系，在产权保护水平较差的地区中更为显著，假

设５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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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产权保护制度的影响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１
（３）

ＦＣＰ１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０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１
（６）

ＦＣＰ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０

常数项
０４４７

（１９７０）
０１３６
（０４４０）

００７２
（０２３４）

０５８３

（７６３９）
０５４３

（５２４０）
０５４７

（５２３０）

Ｒｕｒａｌ
０３９５

（３７４７）
００７２

（２００９）
００９６

（２９８５）
０１７５

（４７３７）
００１４
（１１３５）

００４５

（４０４２）

Ｒｕｒ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０４１

（－２９８４）
－００１９

（－３８７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０６６

（－６９２５）
－００１０

（－３０１１）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２
（０２９３）

－０００４
（－０４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７３２）

０００５

（２０９０）
－０００９

（－３４７６）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９１
（０５４７）

１５３６
（０４４８）

０３２３
（０１２９）

－３７９７

（－５３４２）
－４２７２

（－３３３８）
－３５２０

（－４０９４）

Ｒｏｓ
０２７９
（１２６８）

０２９２
（１０５９）

０３７９
（０９９５）

－０２１８

（－２９１９）
－０２５０

（－２６６４）
－０１１４
（－０９１５）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４４８）

－０００５
（－０１９１）

００１２

（２０９２）
０００９＋

（１１１３）
００１３
（１６３４）

ＰＣ＿ｄｕｍ
－０００５
（－０２３６）

－００３０
（－０９５３）

００５７
（１７７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６）

－００１７
（－１４９３）

００３０

（２８１２）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０６２

（－２４４８）
－００８９

（－２４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５４４）

－００５２

（－５８６３）
－００４３

（－３３４６）
－００５４

（－４３９０）

Ａｇｅ
－００８４
（－１４５９）

－００８４
（－１０３４）

－０１１７
（－１４３６）

－００１４
（－０７３３）

－００２１
（－０７５７）

－００１９
（－０６９２）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７
（１５７４）

００３４
（０８２３）

００４７
（１０６７）

００１１
（１０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１
（１３７０）

ＧＤＰ
００２９

（４２８１）
００１１＋

（１２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８

（３１０６）
０００４
（１２１７）

０００５
（１４６１）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７３５０ ４３７０ ９７６０ ４７６０ ４９７０ ４４５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２

Ｎ ７５９４ ３７２５ ３８６９ ７５９４ ３７２５ ３８６９

系数差异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Ｃｈｉ２ ８５８０ ６０７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五、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不同权力维度

的影响

家族控制权涉及所有权、决策控制权和管

理权三个方面，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企业家

农村成长经历与上述三种权力维度的关系，检

验结果如表 ９所示。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

族所有权的估值系数为００４２，在０１％水平上

显著；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Ｒｕｒａｌ）与家族决

策控制权的估值系数为００２８，在５％水平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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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管理权的估值

系数为００２２，不显著。

单纯从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企业家

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影响最大，对家族

管理权的影响最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

其原因可能是：家族所有权和管理权对企业家

能否掌控企业存在差异化的影响。所有权是家

族控制的核心层，代表着企业家或家族对企业

的终极控制权。日常经营管理权的重要性相对

较弱，即使将其委托给职业经理人，也并不会

在实质上影响企业家或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同

时又可以借助职业经理人的专业能力提升企业

经营水平。从现实来看，也确实有一部分家族

企业在不放弃所有权的同时，聘请职业经理人

来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从而这一检验结

果也符合客观实际。

表９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所有权、

决策控制权和管理权关系

变量
（１）
Ｅｑｕｉｔｙ

（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
Ｍａｎａｇｅ

常数项
０３６２

（３５０８）
０５９２

（４９６０）
０６７１

（５６９０）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４２

（３７９１）
００２８

（２１５７）
００２２
（１７２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８２００ ２８３０ ４００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９

Ｎ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进一步检验

农村生活经历 （ＺＱ）代表企业家有过一段

时间的农村生活经历，尤其个人从城市到农村

具有较大的反差感。本文以农村生活经历 （出

生于１９６１年以前，且没有并存成长经历）为自

变量，分别用全样本、城市企业家样本和有农

村经历的企业家样本来检验农村生活经历对企

业家控制权偏好的影响。其中，城市企业家样

本是从全样本中删除了农村出身 （Ｒｕｒａｌ＝１）

的样本，只剩下出身城市的企业家样本；有农

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样本是从全样本中删除了

城市出身但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样本，

只剩下农村出身 （Ｒｕｒａｌ＝１）的和有农村生活

经历 （ＺＱ＝１）的企业家样本，而这两类企业

家都是有农村经历的。

检验结果发现，全样本中，农村生活经历

（ＺＱ）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

值系数为－００２５和－０００５，不显著。城市企业

家样本中，农村生活经历 （ＺＱ）与家族控制权

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为 ００７０和

００２２，均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对于

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城市企业家，有农村生活

经历的企业家控制权偏好更强。企业家青年时

代在农村的经历给企业家心里留下了烙印，这

种烙印影响力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有农村经

历的企业家样本中，农村生活经历 （ＺＱ）与家

族控制权偏好 （ＦＣＰ１／ＦＣＰ２）的估值系数为

－００７５和－００１９，分别在５％和１０％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相对于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

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企业家控制权偏好更弱。进

一步系数差异检验表明，城市出身的企业家青

年在农村生活时的经历虽然给企业家心里留下

了烙印，但是这种烙印的影响还是远远小于农

村出身的企业家所受到的影响 （见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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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企业家农村生活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

变量
（１）

ＦＣＰ１全样本
（２）

ＦＣＰ１城市
（３）

ＦＣＰ１农村经历
（４）

ＦＣＰ２全样本
（５）

ＦＣＰ２城市
（６）

ＦＣＰ２农村经历

常数项
－０２９８
（－１００３）

０２５７
（０６３９）

０３９２
（０８５４）

０３６９

（３８２７）
０４９４

（３７５１）
０６２８

（４２６７）

ＺＱ
－００２５
（－０８４１）

００７０＋

（１７３１）
－００７５

（－２２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５４７）

００２２＋

（１６５２）
－００１９＋

（－１７１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６３１０ ５８６ ８８７ ５９９ ４８６ ９３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９

Ｎ ７５９４ ５３３６ ４３３８ ７５９４ ５３３６ ４３３８

系数差异 ０１４５ ０２３９

Ｃｈｉ２ １１６１０ ９１７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前述

一系列检验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检验。一是调

整了因变量的测度方式，对所有权的测度采用

“企业家本人及其家人所持有的所有权比例”实

际数值进行测量，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

公因子代表家族控制权偏好程度 （ＦＣＰ３），重

新进行了检验 ［见表 １１第 （１）列］；二是考

虑到女性企业家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偏好，一

定程度上可能会干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

族控制权偏好关系，为此删除了女性企业家样

本，重新进行了检验 ［表 １１第 （２）、第 （３）

列］。

表１１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ＦＣＰ３ ＦＣＰ１ ＦＣＰ２

替换因变量 删除女性样本

常数项
０２６７
（１１１７）

００８２
（０３４９）

０５７５

（７３３６）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６２

（２３６５）
０１０４

（４１５０）
００３６

（４１９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６７００ ６４６０ ６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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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ＦＣＰ３ ＦＣＰ１ ＦＣＰ２

替换因变量 删除女性样本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６ ００９１

Ｎ ７５９４ ６６４６ ６６４６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四）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

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和ＰＳＭ倾向匹配得分方法进

行了检验 （因变量为 ＦＣＰ１），检验结果与前文

相比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见表 １２）。在进行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检验时，本文采用统计年度行

业内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比例作为工具变

量。该变量满足相关性与排他性的要求。

表１２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和ＰＳＭ （１∶１）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Ｈｅｃｋｍａｎ（ＦＣＰ１） ＰＳＭ （ＦＣＰ１）

常数项
－２３１１
（－１６７５）

－０９５９

（－２２３２）
－２９０７

（－２１９４）
－２５２０＋

（－１９０１）
－２３６９＋

（－１７６１）
－０５６９＋

（－１６８５）
０４８０

（３３８８）
０５８４

（４１１４）
０７０３

（４９１７）
０７０８

（４７３１）

Ｒｕｒａｌ
００８７

（３６８７）
００５３

（４７５９）
０１３７

（４５９８）
０３０８

（４９９６）
０５４３

（４７３４）
０１０７

（３３９８）
００６０

（３８６８）
００５０

（３７９４）
００８３

（３００３）
０１４４

（２８０６）

Ｅｄｕ
－００８６

（－６１３６）
－００９９

（－４０９２）

Ｒｕｒａｌ×Ｅｄｕ
－００６２

（－３７９１）
－００６３

（－２７４５）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０３０
（－０９３９）

０００９
（０４３８）

Ｒ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１６２

（－２５１８）
－００６６

（－２３６３）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１５６

（－３５０１）
－００８９

（－３５３８）

Ｒ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２４９

（－３７０９）
－００６０

（－１９９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０２４

（－２３７３）
－００１７

（－２９８６）

Ｒ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０５８

（－３８５０）
－００１４

（－２１３０）

Ｌａｍｂｄａ
０１７６

（５７９２）
０２９１

（３０８６）
０６２２

（２１４０）
０５８５

（２０１５）
０５４１＋

（１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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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Ｈｅｃｋｍａｎ（ＦＣＰ１） ＰＳＭ （ＦＣ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７９２０ ８４８０ ７７５０ ８３２０ ８０４０ ３６３０ ４１３０ ３５４０ ４７３０ ３８９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６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１

Ｎ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７５９４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９

注：＋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六、结论与启示

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控制权配置很大程度

上是企业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企业家个人意

志与企业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企业家成长经历

是企业家在过去的亲身体验，影响其认知偏好

的形成，进而会影响其成为企业家后的决策行

为。本文依据烙印理论，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

度背景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

对家族控制权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农

村成长经历的企业家有更强的家族控制权偏好，

尤其在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体制内工作经

历的企业家群体中，这种关系更显著。同时，

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的正向

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创办的企业和产权

保护较弱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

现，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族所有权偏好影

响较大，对家族管理权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

本文的实践启示在于：具有农村成长经历

的企业家强化对企业高度家族化控制的现象并

不只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适性现象。由于控制

权偏好也容易导致家族企业决策过程中出现

“家长决策制”“一言堂”等现象，一定程度上

会对决策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有农村成

长经历的企业家有必要培养清醒的自我意识，

认识到自身决策行为会受到过往经历的影响，

并对其保持警惕，以免影响企业长期发展。同

时，在企业中选聘一些与自身经历存在差异的

高管人员。用他们异质性的知识经验帮助企业

家从自身经历的 “窠臼”中解脱出来，从而提

高决策质量。

本文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经历和体制内工作

经历能够弱化有农村经历的企业家对家族企业

的控制权偏好。这说明接受有关现代有关管理

知识的教育能够弱化企业家的家庭控制权偏好，

从这个方面下手，则很可能会帮助推动相关家

庭企业的反面。

本文的研究理论启示在于：企业家的控制

权偏好可能根植于其个体思维认知，且随其思

维认知的变化而改变。之前的研究往往将企业

家控制权偏好的来源解释为追求家族利益，并

结合外部法律、制度环境或内部股权制衡等因

素来解释家族控制权结构的变化。例如，陈德

球等 （２０１３）认为家族企业家的控制权偏好源

于对家族利益的追求，且随着外部法律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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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环境的改善而减弱。然而，事实上，企业

家的控制权偏好不仅来源于对家族利益的追求，

还可能根植于其个体思维认知。有农村成长经

历的企业家由于早年长期的物质资源约束、宗

族文化熏染和社会资本限制，形成了与周围物

质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思维认知。处于经济、教

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导致他们对

资源流失更加敏感，注重对自身资源的保护和

控制。然而，当外部物质环境和资源禀赋发生

变化时，他们能够得到新的物质资源，接触到

新的社会资本，学习到新的知识和经验。这将

改变他们原有的思维认知，并形成新的控制权

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长期处在这种物质匮

乏的环境中，会培养出与环境相匹配的思维认

知。这种思维认知并非短期内形成，而是从古

代的农业社会延续下来的。这种思维认知并非

一成不变，而是随物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具

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同时，处在相同环境中的

个体之间会产生相似的思维认知，彼此认同，

使得这种思维认知更加固化。如果个体不能跳

出这个阶层环境，那么这种思维认知还会代代

相传；然而，如果个体跳出这个阶层环境，其

思维认知又会随其所处物质环境的变化而相应

改变。根据烙印理论，其最初在物质匮乏时期

形成的对稀缺资源的 “稀缺心态”和宗亲文化，

还是会对其日后的管理决策产生影响。因此，

农村成长经历对企业家的影响来源于这种独特

的农村文化意识，即对稀缺资源的保护和控制，

以及强烈的宗亲文化。

本文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

是个体的家庭经济状况会影响其心理安全感，

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受研究条件限制，本文

没有区分企业家早年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未

来有待于进一步通过实际调研进行研究。二是关

于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与家族控制权偏好关系的

分析，背后所蕴含的是企业家农村成长经历引致

的风险规避心理，本文通过产权保护水平等调节

性变量的检验，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验证。但限于

变量测量难度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可能直接的

作用路径没有完全反映出来。未来的研究中可以

寻找合适的测量风险规避的指标，以风险规避为

中介变量，研究农村成长经历影响企业家控制权

偏好的直接路径。三是本文采用的全国私营企业

调查数据中的样本企业大多是未上市公司，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今后的

研究中，可以通过网络爬虫，辅以问卷调查的方

式获取上市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出身情况，

并采用上市公司样本进行重新检验，以验证本

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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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礼相辅：基于超家族主义的本土

企业新型伦理机制研究

□谷欣然　钱　晨　晁　罡

领域编辑推荐语：

“中国企业往往存在传统德行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匹配问题，亟待企业伦理制度的创新，本文通过建构

‘德礼相辅’的机制，发现 ‘德’与 ‘礼’的双重作用将中国传统的伦理优势接续至组织中，有利于消解单一制

度伦理导致的员工缺乏主动性与道德自觉的困境。”

———郑琴琴

　本文荣获 “２０２３年度茅理翔家族企业研究优秀论文奖”二等奖，感谢第１８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

会支持。感谢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贾旭东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朱沆教授及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作者文责自负。

本项研究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２０２３年度重大项目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教育、科

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研究” （项目编号：２０２３ＭＺＤ０１０）、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天下格局：概念提出、量表开发和效能验证” （项目批准号：７２０７２０６１）、

２０２３年度昆明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精品培育计划项目 “德礼相辅：基于超家族主义的本土企业新型伦理

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ＪＰＳＣ２０２３００１）的支持。

　　摘　要：德行领导是家长式领导的核心构念，而德行被认为是华人领导者的必

备特质。但华人社会的 “人治主义”倾向使领导者习惯恩威并施，仁慈亦可能因人

而异，导致德行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配合不佳，“以德服人”存在实践上的困难。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从六家超家族主义企业的实践中发现，它们的企业领

导者长期修身，通过个人德行感召员工共同修身，将德行从领导者的个人特质顺利

外化为组织德行，从而建构了 “德礼相辅”的机制。研究从领导风格、组织文化、

组织伦理等角度拓展了对组织德行形成条件的理解，从中发现，“德”与 “礼”的双

重作用将中国传统的伦理优势接续至组织中，也有利于消解单一制度伦理导致的员

工缺乏主动性与道德自觉的困境，因而可视为本土企业伦理机制的创新。

关键词：德行领导；组织德行；超家族主义；德行伦理；制度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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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德行领导是家长式领导的核心构念 （李艳

等，２０１３），它指的是领导者表现出较高的个人

道德修养，通过一视同仁、关心下属等树德行

为，赢得员工的尊重、认同和效仿 （郑伯埙和

黄敏萍，２０００）。此概念对于下属绩效、态度、

行为均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王冬冬和何洁，

２０１９）。尽管德行领导的意义显著，但从管理的

实际来看，领导者的德行可能因人而异 （周浩

和龙立荣，２００５），与企业制度配合不佳 （李珲

等，２０１４），导致 “以德服人”存在实践上的

困难。上述有关德行领导的研究基于领导行为

理论视角，因而聚焦的对象是领导者的道德行

为。而从特质理论的视角出发，德行被认为是

华人领导的必备特质，在各项领导特质中具有

核心作用 （凌文辁，２０００），领导者 “以身作

则” “正己化人”等德行特质的强调常见于中

国的管理情境。如今管理学界虽然对领导者的

德行作了一些探讨，但鲜少关注到领导者个人

的德行如何作用于组织，外化成企业整体的组

织德行。有学者认为，德行领导概念首先包含

了作为道德个人 （ｍ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的特质，进一

步才表现出作为道德管理者 （ｍｏｒ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

的道德行为 （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这可以更完

整地解释 “道德”如何实现对员工心性的培养

与感召 （黄静和文胜雄，２０１６）。因此从特质的

视角对领导德行进行研究是亟待开展的工作。

本文经过十余年的追踪调研，发现一批中

国本土企业正积极地践行超家族主义。超家族

主义指的是：企业视员工如家人，并通过企业

对员工的 “育德传家”和 “爱众齐家”等 “家

文化”建设路径，建构双方的共享价值观，最

终实现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共生，

从而形成了一套 “家文化”新形态 （晁罡等，

２０２２）。此类企业突破了家族主义及其泛化最突

出的信任困境，超越了以往企业基于血缘与关

系发展的 “家文化”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超

家族主义各项实践中最显著的特色是，这些企

业领导者都有长期的儒家文化修身经历，他们

不仅注重个人德行的修习，更通过亲身垂范的

教育与关爱来涵养全体员工的道德，不断提升

和改善员工心性，为员工注入动力，激发组织

活力。这些改变提升了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协同

配合程度，将德行从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外化成

为组织德行。那么，超家族主义企业德行外化

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这套机理的发掘是否具有

理论新意？这一问题就有待进一步地探析。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

遴选六家德行实践成效突出的超家族主义企业

作为样本，通过质性调研来揭示此类企业德行

外化机理的 “黑箱”。研究发现，此类企业领导

者自身的德行特质是感召员工践行德行的重要

前提，在主张 “德”的垂范之时，也运用

“礼”的督导，形成双重作用，使领导者的德行

顺利外化，对组织整体的德行提升起到促进作

用。这一机理的揭示拓展了研究对组织德行形

成条件的理解，也表明当代企业正在形成一种

新的伦理机制。超家族主义德礼相辅的伦理机

制，将人们对 “家文化”伦理的天然认同接续

到企业中，较好地激发了员工的道德自觉，也

实现了对 “经济人”假设之制度窠臼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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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一）德行领导与领导德行

家长式领导作为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领

导方式，逐渐成为组织行为领域的热门研究议

题 （林姿葶等，２０１７；汪林等，２０２０）。家长式

领导指的是 “一种在人治的氛围中，领导者所表

现出来的严明的纪律和权威、父亲般的仁慈及道

德的廉洁性的行为方式”（郑伯埙，２０００）。具体

而言，家长式领导主要包含威权领导、仁慈领导

和德行领导三种形态 （郑伯埙等，２００３）。其中，

德行领导被视为家长式领导的核心构念，它的典

型特征是：领导者表现出较高的个人道德修养，

通过一视同仁、关心下属等树德行为，赢得员工

的尊重、认同和效仿 （郑伯埙和黄敏萍，２０００）。

相关研究表明，德行领导对下属工作态度、工作

行为、工作绩效均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王冬冬和何洁，２０１９）。家长式领导构念

的诞生是基于领导行为视角，因而上述有关德行

领导的研究聚焦了领导行为中的德行，关注领导

对下属态度与行为的引导策略。

也有学者认为，在德行之外，本土情境下

的研究还需要关注领导者个人的德行。德行是

华人领导的必备特质，在各项领导特质中具有

核心作用 （凌文辁，２０００）。对领导者 “以身

作则” “正己化人”等德行特质的强调常见于

中国的管理情境，这一研究视角更关注领导者

实践德行的前因，即领导者如何立德。一些中

国学者逐步意识到，德行领导的研究不能脱离

中国传统文化情境 （郑伯埙，２００５；孙利平等，

２００９），因为传统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领导

者的认知，深刻影响着领导者的道德观念与行

为，因此从特质视角对领导德行进行研究也是

亟待开展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德行领导概念

首先包含了作为道德个人 （ｍ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的特

质，进一步才表现出作为道德管理者 （ｍｏ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的道德行为 （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从

而更完整地解释领导 “道德”如何实现对员工

心性的培养与感召 （黄静和文胜雄，２０１６）。领

导者个人尚德，再推己及人影响企业组织的过

程，在理论上的演化也与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二）德行在企业推广的困境

当前德行领导的研究集中在领导个人的道德

行为如何影响下属的态度和行为 （吴士健等，

２０２０；刘豆豆等，２０２１）。但德行领导如何在组

织层面产生更广泛、深远的影响，即如何影响组

织德行的形成，还缺乏系统的解释。从家长式领

导的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威权、仁慈、德行

三种领导形态的关系解释并不统一。三种领导风

格在实际的管理情境中有可能存在排斥性，难以

交互共存。华人社会的 “人治主义”倾向使领导

者惯于使用威权逻辑，恩威并施 （李艳等，

２０１３；李珲等，２０１４），对德行内涵的解释也众

说纷纭 （周浩和龙立荣，２００５），这导致 “以德

服人”存在实践上的困难，德行往往局限于领导

风格的讨论中，与企业制度的配合效果不佳，难

以在企业落地推广，形成组织层面的整体影响。

从组织层面出发讨论德行的概念是组织德

行，它是由组织中集体行为、组织氛围、组织结

构、积极组织策略和程序体现出来的整体伦理特

征 （Ｂｒｉｇｈ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刘云，２０１２）。尽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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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概念存在 “容器说”（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协同说”（Ｓｙｎｅｒｇｙ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实体说”（Ｉｎ

ｔｒｉｎｓｉｃ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三种主要观点 （Ｂｒｉｇｈ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亦有研究表明，组织德行并不只意味着

组织成员的德行，还应包括组织自身合理的体

制、结构、流程和文化等形成的有机整体及其所

具有的道德特质 （Ｂｒｉｇｈ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组织德

行不仅有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 （Ｂｒｉｇｈ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提升个体的组织的忠诚感 （Ｒｅｇ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有效预测员工的角色外行为 （Ｒｅｇ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王雁飞等，２０２０），对组织创新、财务绩

效等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Ｃａｍｅｒ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Ｃａｍｅｒｏｎ＆Ｗｉｎｎ，２０１２），并有利于组织

成员发展集体韧性和团队合作，帮助组织适应动

态变化 （Ｃａｍｅｒｏｎ＆Ｃａｚａ，２０１３）。

然而，当前研究对组织德行的形成因素知

之甚少。Ｍｏｏｒｅ和 Ｂｅａｄｌｅ（２００６）提供了一个

概念框架，通过个体道德代理的层次、制度化

的模式和环境的启发性，探讨了为什么一些企

业保护实践、发展德行，并在决策中鼓励行使

道德代理权。也有学者关注到，领导或组织中

的 “德行代理人”对组织德行的形成非常重要，

例如，服务型领导有助于个体、团队、组织层

面积极行为的形成 （Ｓｅａｒｌｅ＆Ｂａｒｂｕｔｏ，２０１１），

有助于组织德行的塑造 （Ｃａｍｅｒ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目前研究组织德行的学者们大致从领导

风格、组织制度、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

探讨其形成条件，但均为描述性和推断性的

（刘云，２０１２）。例如，领导风格如何影响组织

德行、何种组织制度与组织文化有助于组织德行

的形成，现有文献均没有给予具体回答，因而探

讨组织代理人的领导风格与组织德行的关系具有

研究价值。本文从德行领导的角度出发，挖掘领

导者的德行特质对组织德行形成的作用机制。

（三）超家族主义企业的德行实践

本文经过十余年的追踪调研，在企业近年

的实践中发现了一种新的 “家文化”形态———

超家族主义。它表现为企业视员工如家人，并

通过企业对员工的育德传家和爱众齐家等 “家

文化”建设路径，建构双方的共享价值观，最

终实现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共生

（晁罡等，２０２２）。具体而言，这些企业不局限

于以往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通过血缘、熟人

等关系为纽带的 “家文化”建设路径，而是秉

持中国传统家文化重德行、重亲情的理念，在

管理实践中通过对全体员工全方位的德行教化

和一视同仁的情感关爱，形成了胜似一家的企

业 “家族”氛围，比家族主义及其泛化具有更

好的推广性，又突破了 “家文化”的信任困境。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超家族主义的实践非常重

视由企业领导者带头、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德

行教化。经过熏习的员工既在工作上表现出更

明显的专注与投入，又调和了生活上的各类人

际关系，因明德明理而表现出更显著的道德特

质，主动利他、奉献，与企业守望相助。

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超家族主义企业整体

呈现出了明显的德行特质。但当前尚无研究对

组织德行形成的前因作出充分解释，本文初步

观察到，领导者个人德行对组织德行的形成产

生了影响，那么从特质视角探析此种影响形成

的机理就有利于填补上述的研究空白。具体到

本文的研究，文章聚焦的问题是：长期修习德

行的领导者如何带动组织整体的德行提升？下

文将聚焦于此类企业的德行实践，探索德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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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外化的作用机理与关键元素。

三、研究方法

（一）扎根研究方法论

本文从现象入手，在调研的初步发现中提

出研究问题，研究路径更符合质性研究方法的

传统。研究选择以扎根理论方法进行质化探索，

这是一种主张形成一套 “生成的”而非 “验证

的”理论建构方法体系 （Ｃｈａｒｍａｚ，２００６），不

先入为主地进行假设，而是自下而上通过编码

让数据中的规律自然涌现 （贾旭东和谭新辉，

２０１０）。扎根理论方法的 “生成”逻辑不仅适

用于解释特定现象，而且被认为是一种可供研

究者从真实现象中建构理论的科学研究方法

（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７８）。因而此方法有利于处理与理解

本文获取的质性资料，从中形成理论。

（二）抽样、编码依据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题来自一批超家族主义企业的实践，

在研究初期，笔者从此类企业中选取企业领导

者个人德行特质突出，且其企业德行实践活动

丰富的六个样本企业，作为目的性抽样样本

（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９８）。研究者根据团队前期的调研与

数据积累，对相关数据进行开放性编码，了解

六家企业领导者的德行特征与企业德行实践的

主要内容，再通过与文献的进一步对比来聚焦

研究问题。对此过程中的研究发现，样本中企

业领导者个人德行外化的现象值得作进一步的

理论探索，此时研究进入理论性抽样阶段。在

这个阶段，研究者围绕研究问题开展一系列专

门的数据收集，由编码自然涌现的需求决定数

据收集的方案 （Ｇｌａｓｅｒ＆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研究

人员设计了调研计划，对六家企业展开实地考

察，从中获取一手与二手质性数据。在受访者

的选取方面，研究同样遵循了扎根理论主张的

抽样原则，选取对访谈主题最了解、从事工作

与访谈主题最相关或表现最为突出的各层级员

工进行访谈，最大限度诠释与还原案例的关键

故事线。扎根理论的样本选择目的在于追求理

论建构是否达到饱和，而不是验证某个已有的

结论 （Ｇｌａｓｅｒ＆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

编码工作的展开也依照扎根理论方法对数

据 “自然涌现”规律的强调，此方法在编码初

期对数据的选取较为灵活和开放，更适合于有

一定质化研究基础、熟悉样本企业情况且有相

关领域理论敏感性的研究者进行编码。研究团

队以此为依据选择了一名符合上述要求的研究

人员进行主要的数据编码，并在不同的编码阶

段运用焦点小组讨论方法，召集所有作者对已

完成的编码进行编码命名、逻辑关系梳理及理

论饱和度的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后完成编码方

案的修改。数据收集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企业数据收集汇总

案例企业 ＸＲ ＧＤ ＴＷ ＨＤ ＪＢ ＪＹ

调研次数 ４ ３ ４ ２ ２ ２

调研日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日
２０１６年４月３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日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７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５日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６日

２０１９年７月
１２～１３日

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

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
２０２２年６月
２７～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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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案例企业 ＸＲ ＧＤ ＴＷ ＨＤ ＪＢ ＪＹ

高层管理

人员访谈

董事长张总、集团

副总裁王总、教育

总监鞠总、分公司

曹总，共４人

董事长吴总、幸福

促进中心杜经理，

共２人

创始人李总、副董

叶总、总经理杨

总，共３人

董事长王总、总经

理单总，共２人

副总裁李总、子公

司总经理孙总、副

经理张总、商校孔

校长，共４人

公司刘副总、文化

部康经理、品质部

陈经理、工会邓主

任，共３人

中基层

员工访谈

文化部周经理，和

谐支部员工Ａ、人
事部员工 Ｂ、Ｃ，
产生管理部员工

Ｄ、Ｅ，共６人

和谐支部员工、忠

实支部员工，共

６人

车间班组长 Ａ、员
工 Ｂ、Ｃ，文化部
员工 Ｄ、Ｅ，机加
工车间员工Ｆ、Ｇ，
五金部员工 Ｈ、Ｉ，
共９人

销售部李经理，门

店员工 Ａ、Ｂ、Ｃ，
共４人

文化教师 Ａ、Ｂ，
培训员工 Ｃ、Ｄ、
Ｅ，加油站员工 Ｆ、
Ｇ，共７人

运营部员工 Ａ、Ｂ，
文化部员工 Ｃ，总
经办员 工 Ｄ、Ｅ，
共５人

德行实践

道德教育、人文关

怀、敦伦尽分模

块、幸福课程、诚

信无人超市

道德教育、人文关

怀、敦伦尽分模

块、幸福课程、和

谐家庭文化活动

《弟子规》课程、

《幸福人生讲座》

课程、孝亲活动

德孝企业家风、孝

亲产品研发、幸福

文化讲座

《弟子规》课程、

师徒制道德考评、

诚信报销制度

《弟子规》课程、

道德模范圈长制

入选依据

德行实践作为重要

指标纳入企业治理

模块

德行实践作为重要

指标纳入企业治理

模块

德行实践访谈语料

丰富、特征突出

有独特的德行实践

体系，并纳入产品

研发

德行实践取得成

效，中国民营企业

５００强

中国企业班组文化

建设示范单位，员

工超过１万人

访谈总时长 ５２５分钟 ３５４分钟 ６４１分钟 ３０２分钟 ３５２分钟 ４０８分钟

一手资料 １１５５万字 ７７１万字 １４１４万字 ６６６万字 ８５４万字 １０２２万字

二手资料 ２３５万字 １２８万字 ４８７万字 １３万字 ３６４万字 ０８４万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编码过程与发现

（一）开放性编码

本文首先将表 １中的一期数据进行开放性

编码，围绕超家族主义企业主德行特质、企业

的德行实践进行层层归纳，共获得编码８３５条，

其中，一级编码共计 ３０个，二级编码 １４个，

三级编码６个。在编码的多次比较与整合之后，

剔除无关条目，最终呈现出与德行密切相关的

两个核心范畴，本文将之命名为：道德作用和

规范作用。

１核心范畴：道德作用

开放性编码发现，企业领导者与企业组织

对道德的重视与追求始终贯穿于实践的始末，

成为一种主导作用力。道德首先体现在企业家

修身的自我要求中，随着企业家个人对传统

“家文化”理念的感悟与熏习，逐层向下扩散，

对各级员工产生道德上的启示与影响，全员的

道德意识和素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本文

将其总结为全员道德提升。此类企业家崇尚道

德涵养，认为企业教育最重要的是让员工习得

学校教育之外的道德伦理。因而，对道德的追

求落实到了企业全员，从企业家个人做起，形

成上行下效的德行垂范。通过熏习让各级员工

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体悟到道德对自身工作、

为人处事均有增益，更加认可德行提升的意义。

企业对道德的重视在教育与关爱的各项内

容中均有体现，形成一种崇尚道德的企业 “家

风”。一方面，企业强调领导修身对员工在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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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垂范作用，也通过不定期文化活动、孝亲

课程等在公司内部宣讲，组织员工持续学习与

思考传统文化，提升德行心性，改进言行举止；

另一方面，企业的道德举措也可以通过对员工

的关爱体现出来，如 ＧＤ为助力员工获取家庭

幸福而建立的 “两年产假关怀制度”，ＨＤ为帮

助员工均衡成长而举办的孝亲活动，又如 ＪＢ运

用师徒制模式点对点关怀新员工等，师父不仅

承担技能培养的责任，还主动关怀徒弟在生活

上的需求，为员工讲解仁孝文化的理念，员工

在工作技能提升的同时也吸取了处世经验。由

此可知，道德这一要素交融在教育与关怀的实

践细节中，发挥着显性的作用力。

全员道德的提升促进了员工与企业相互理

解，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形成 “亲情”纽

带。企业认为，员工改变的关键节点在于员工

的 “心”是否打开。在 “家文化”活动中，员

工通过为父母书写家书、为父母洗脚而获得与

父母直抒胸臆的机会，情感的诉说激发出员工

与父母双向的理解，增进了家庭和谐。经历了

这种情感的交流，员工更愿意对企业敞开心扉、

诚意相报。感恩之外，由于员工感受到有别于

一般公司福利的教育与关爱，形成 “拟似家族”

的氛围，产生了对企业犹如 “大家族”的归属

感与情感联结。关于 “归属感”的描述在六家

企业的员工访谈中均可得见，类似家族亲属之

间的情感纽带在企业内部产生了可观的精神力

量，员工与企业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主动改变、

主动建言的事例增加，至此，企业的关爱与教

育举措得到了员工的响应与认同，形成 “亲如

一家”的氛围。

通过对上述内容进行总结，本文认为，此

类企业对道德的追求贯穿于文化实践的始终，

成为一种全员认可、助人成长的主导性作用。

核心范畴道德作用共记录编码 ４１８条，开放性

编码如图１所示。

图１　核心范畴 “道德作用”之开放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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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核心范畴：规范作用

企业作为具有经营性质的组织，在崇尚道

德成为全员精神食粮的同时，也同样需要一套

规范来确保组织运作有序进行。规范首先表现

为全员自律实践，企业领导者自身对德行提升

的追求并非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来进行，

还需要其具有坚定的意志与自我管理能力。而

本文走访的此类企业均有追求 “圣贤之道”的

个人理想与使命感，这成为他们克己、坚持研

习及表率的前提。他们在 “家文化”导入过程

中的亲力亲为、事事表率也成为员工反向检验

企业家言行是否一致的一种尺度。高管在企业

家的长期坚持下也注重个人以身作则的效应，

他们亦受益于 “家文化”的道德作用，同时也

明确自己作为领导的责任与带头的重要性，因

此选择以自律为示范。自律的效应亦经历了从

上而下的示范传递过程，员工在长期的修习中

不断深化了关于德行的教育，并以身边的榜样

为参照标准，逐渐转化为行为习惯，自身慢慢

受益于修习的裨益，于是坚定奉行。

企业的 “家文化”教育与关爱意义的抒发，

同样需要遵守规范的一面，这些内容表现为建

构企业 “家训”，作为辅助性的作用力，明确着

企业 “家族”的规则与底线。企业推出一系列

与学习 “家文化”相关的课程、活动及作为家

训的行为准则，且明确要求员工参与学习，并

参照相关标准执行；除言教之外，相关规则也

被纳入企业的管理制度之中，并出台奖惩条例，

让员工明确知道德行成长的重要性。尽管惩戒

规则的确立不是此类注重 “家文化”理念的企

业所倡导的管理手段，所谓 “国有国法，家有

家规”，在给予充分福利与关爱的同时，企业也

要求员工明确相应的责任、义务。正如 “父母

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企业在关爱员工时也

会进行严格的底线规定，如ＪＢ为员工健康与安

全生产而设置不允许员工饮酒、体脂率限制等

健康管理办法。企业认为教人以严、大爱无情，

都是为了员工成长，体现出为员工长远考虑的

用心。

规范的建立明确了全员对 “底线”、权利及

义务的认识，逐渐形成 “家族”秩序。这种新

秩序首先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打破了上下级关系

的边界，虽然组织架构的上下级层级分明，但

在 “家文化”氛围的烘托中，长幼不仅以年龄、

职级为排序，更崇尚彼此以 “家人” “兄弟姐

妹”相称，将道德实践经验丰富、年资优胜的

员工称为 “学长”，尊崇贤者。与此同时，企业

“家族”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文化默契。长期的

传统文化教育促进了个体的内求反思能力，员

工开始追求明理与自省、主动反思，致力于自

我提升，也愿意换位思考、体谅他人。另外，

随着工作与生活发生了积极变化，员工内心也

产生了上进求知的渴望，全员改善蔚然成风，

发展成集体的实践。过去在 ＴＷ、ＨＤ出现的员

工打架斗殴事件已多年不见，ＧＤ在厂区开设的

诚信超市无人看管保持了营收的有序、ＪＢ的诚

信报销体系在无人核查的情况下乱账、坏账逐

年减少，且盈利逐年上涨。由此可知，规范同

样服务于道德，启发人们自主修身。

从上述编码中可知，企业建立规范的目的

在于启示而非约束，也是有利于人与企业有序

发展的一种必要手段。核心范畴规范作用共记

录编码４１７条，开放性编码如图２所示。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８７　　　—

图２　核心范畴 “规范作用”之开放性编码

（二）选择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的核心范畴总结了道德和规范

两种作用的基本内容。选择性编码将进一步总

结各个范畴的关键特征，并分析范畴间的相互

关系，厘清道德与规范的作用脉络。为此，本

文再次回溯编码，补充可凸显范畴特征与关系

的关键线索，检验选择性编码是否达到饱和。

此过程共获得编码 ９３８条，其中，一级编码共

计３５个，二级编码 １４个，三级编码 ６个。选

择性编码最终出现了前述 ２个核心范畴的关键

特征，为凸显与还原核心范畴的含义，本文将

原范畴道德作用进一步提炼为传家以德，将规

范作用提炼为齐家以礼。

１核心范畴：传家以德

企业全员道德提升表现为从企业家个人修

身，到在企业中推行道德涵养，扩散推广至全

员修身。聚焦这条线索后，本文发现道德的提

升并非约束的结果，而是有赖于自上而下的垂

范与感召。文本回溯后，选择性编码新增了这

一道德提升过程，为彰显此过程中呈现的关键

特质，将此部分子范畴的命名调整为：正己化

企。正己化企的表现是，企业家首先坚持不断

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通过自己长期的躬行垂

范感化员工，对涵养企业组织整体的道德水平

起到持续正向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企业家

本人重视自我修养，他们积极参与 《了凡四

训》、《大学》、“幸福人生课堂”等课程学习。

传统文化重视对人的道德涵养，主要从日常的

伦理中讲述如何为人，企业家通过修习体验到

道德的作用力，家事、企业事都可学以致用。

他们也因此热爱传统文化，坚信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

学》）。因而重视道德对人的涵养，如ＴＷ的企

业使命是致力于 “将员工培养为一身浩然正气

的谦谦君子，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相信，以

人为本的企业才能长足发展。要让以营利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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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企业将经营导向转至以教育员工、实现员

工幸福为宗旨，并非易事，需要从企业股东、

高管层面开始建立共识。高管的认同首先来自

企业家本人的改变，企业家学习传统文化之后

为人处世的方式、德行修养均得到提升，成为

典型范例，也就增强了导入 “家文化”进行全

员教育的说服力。另外，企业家不仅坚持本人

自修，还长期带领高管人员共同修习传统文化，

在实践上作出表率。由此可知，个人德行垂范

产生了关键的感召力，管理层看到效果后愿意

尝试，在长期的熏陶之下，了解了企业家的决

心，也体验到对自我与他人的增益。管理层开

始效仿与追随企业家的道德主张与做法，他们

的改变亦打动了中基层员工。由此可知，德行

的传递是经由企业家的感召发起，自上而下的

垂范塑造了崇尚道德的氛围。

在道德作用的主导下，企业的教育与关爱

同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举措，进一步整理编码

发现，教育与关爱在落地的过程中呈现出顺序

上的区别，即关爱先于教育，此处调整子范畴

命名为爱之教之。爱之教之的内涵是：企业先

视员工为子女，一视同仁地关怀员工生活、工

作等需求与福祉，在员工感受并认同企业关怀

的基础上，对员工开展以明德为目标的教育。

如ＧＤ的吴总认为，对员工道德的启发不应是

要求，而应先给予关爱，通过领导觉悟，懂得

如何爱护员工，才是教好员工的前提，才能让

员工在仁爱中受到教育。此处研究补充了相关

编码，调整了关爱与教育的编码次序，并对比

两个核心范畴中关爱、教育相关的内容，发现

以道德主导的关爱体现出宽以爱人的特征，具

体在于企业为谋求员工福利而进行的一系列人

文关怀制度与举措，包括企业对员工家人的关

怀。这些内容旨在让渡企业的利益来帮助身处

难关的员工，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宽厚与直接

的关爱。同样地，道德在教育中的运用也呈现

了柔性的特征。柔性教育主要从身教和境教两

方面反映出一种隐性而无声的教育启发，如部

门领导带头清扫餐桌、向员工行礼，或是在员

工食堂播放农民辛勤耕耘的宣传片等，这些无

声的教育既不要求，也不强制，但不断触动着

员工的内心，久而久之对员工产生了潜移默化

的启迪作用。

贯穿于关爱与教育之中的道德不仅提升了

全员尚德的风貌，还在人与人、人与企业之间

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秩序，维持着企业的伦理

运作。为凸显道德在关系建构方面的作用力，

本文将原先的子范畴命名修改为亲亲有序。“亲

亲”取自 《礼记·大传》，形容父慈子孝、亲

人和睦的家庭伦常。亲亲有序指的是企业持续

的关爱与教育形成了 “兄友弟恭”、胜似一家的

有序氛围。在样本企业的伦常秩序中，遵循

《弟子规》中 “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

亲仁”的伦理次序，首先看重的是员工对父母

的孝心，认为有孝心、爱家庭的员工才可能成

为一个好员工，因此 “家文化”的伦常以孝悌

为先。企业格外看重家文化对员工与客户创造

的价值，致力于实现员工幸福与客户感动，并

将其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来奉行，这些做法

传达出 “以仁为亲”的伦理意味。与此同时，

样本企业道德生效的关键在于，“德”不是口头

上的说教，而是从日复一日领导垂范、企业关

爱的躬行之中，让员工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企业在为员工谋幸福、谋发展。这些乍看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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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处处仁爱的行为展现了企业与领导的道德

水平，才是真正打动员工的关键所在，员工因

感动而感恩，产生了对企业报恩的情结。在这

个真情流露的过程中，员工产生了以厂为家的

情感，与企业形成亲如 “家族”的情感纽带。人

与人之间本着自觉与利他之道德意识，为企业构

筑了更加宽仁的伦常与深厚的情谊，使企业的秩

序更加富有人情味而契合了个体的内心需求。

选择性编码重新回顾了核心范畴的叙事线

索与层级关系，通过整理子范畴间关键线索的

发展脉络，寻找其核心特征与关联，最终层层

突出范畴内涵与作用过程：企业的 “家文化”

主张道德实践，从企业家个人做起，自上而下

正己化企，从中激发员工的自觉成为道德前提；

在道德落实的过程中，企业爱之教之对全员起

到了启示作用，最终形成一种道德为主、亲亲

有序的企业伦常。此过程中，道德对人的涵养

虽温和，但效力显著。此过程共记录编码 ４９８

条，语料回溯后核心范畴的内部结构得以完整，

使核心范畴关键意义不变且特征更为突出，可

判断该范畴的数据达到饱和。据此，本文修改

了核心范畴的命名，因企业德行实践的举措与

传统家族对成员教化的目标一致，最终企业形

成的内部氛围也胜似传统家族的秩序，研究将

这一关键特征与内涵命名为传家以德。选择性

编码过程如图３所示，编码列举如表２所示。

图３　核心范畴 “传家以德”之选择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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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核心范畴 “传家以德”数据列举

代表性数据列举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核心范畴

“企业”的 “企”是什么？上面一个 “人”，下面一个 “止”。真正的企业家

是不是要知道 “止”在哪里？这才是企业家应该做的。“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企业家要 “止”在至善上面，才能把企业真正

办好 （ＧＤ吴总）

修习传统

文化明德
企业主修身

这两年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能看到他 （企业家）的决心，就是非常真诚

地去为员工谋幸福。我们就和ＧＤ学 （ＸＲ王总）
被企业家的

笃行感召
高管修身

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老人、做义工，都是员工自己组织的 （ＨＤ王总） 员工明德力行 员工修身

正己化企

先要进行关爱，先把商业组织变一个家。如果这一步不走，大家会觉得你要

先上来就跟他们讲教育，他们会觉得你在 “洗脑”，要想让他拼命地工作，

就要有一个人文的关怀，慢慢 “明德”（ＧＤ吴总）

仁爱中

培养德行
宽以爱人

李先生每天跟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自己洗碗。不会觉得我是打工的，他是老

板，没有什么不同 （ＴＷ员工Ｇ）
身教垂范德行 柔性教育

爱之教之

ＪＢ公司最看重的关系：以员工心为心 （本文作者Ｇ，调研日志２０１９０７１２） 以员工心为心 以仁为亲

一名圈员分享，他的圈长在吃西瓜，看到他单车链子掉了，把西瓜丢一边帮

他搞链子，这么一个小故事，他在共享上面哭。他觉得情谊到了，一家人的

那种感情非常好，他很珍惜 （ＪＹ员工Ｃ）

成员恩情

感化
“家族：关系

亲亲有序

家以德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核心范畴：齐家以礼

自上而下一体同心的 “家文化”实践主张

激发个体对道德的自觉性，在自觉的同时也需

要依靠自律来保障文化的作用持之以恒。如果

说德行的垂范可对他人产生感召力，那么高度

的自律则由自我督促和他者见证来发挥规范的

作用。回溯编码线索发现，律己的目标同样服

务于道德修养，故此将原子范畴命名修改为律

己达德，它意味着企业家需要依靠高度的自律

来达成对德行的长期修习与自觉。首先，企业

家自身对德行的追求虽然直接表现于道德自觉，

但并非仅仅依靠个人道德的自我觉察来进行，

还需要自律管理。说到底，德行实践是否能够

生效取决于企业家本人是否自律。而多数高管

也是因为看到企业家本人的坚持，跟随奉行，

自律进一步扩大，成为维系德行共识的规则。

样本企业强调内求、利他，员工也普遍表现出

自省、自律的意识。他们不主张以约束的硬性

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而是强调应该在自己修

身的基础上督促他人，因而认为律己犹如一面

可参考的明镜，正己的前提是自律，做好自己

才能影响他人。从这个意义出发，自上而下的

德行垂范作用也可分为一体两面，一方面形成

打动人心的感召力，另一方面成为启示他人的

一种尺度。随着企业德行氛围的不断提升，员

工开始自愿自律而不依靠他律，亦是由于长时

熏习之后通情达理。

规范作用同样表现在企业关爱与教育的相

关内容中，经过进一步的编码整理，本文将相

关线索命名调整为提撕 “子女”，此做法犹如传

统家庭重视 “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

氏家训·序致》），意为：通过家规、家训让子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９１　　　—

孙后代知晓礼法而不逾矩。企业家把对规范的

运用也解释为一种关爱，ＸＲ与 ＧＤ的企业家都

谈到，所谓 “父母”之心就是要为 “子女”事

事考虑，严厉也是一种关怀，强硬的要求会让

员工认为企业文化的目的是洗脑，只有让员工

真正感受到企业严格要求是真诚为督促员工成

长，员工才能自愿践行。根据相关内容，本文

相应地调整了三级编码的逻辑次序，企业设置

的获取福利的条件也可视为一种严以治家的手

段，严于要求的具体内容多与员工习性、为人

的修养相关，如前述提到的健康管理考核。这

些内容与业绩并无直接的相关性，出发点并非

约束员工便于管理或促进生产，而是为员工自

身作长远考虑。刚性教育反映的是企业中关于

传统文化经典的各项规定与学习内容，明确的

制度要求确保了传统文化在企业内部导入的有

效性，使员工在实践中掌握做人做事的义理、

规律，文化活动、孝亲课程等 “言教”活动在

公司内部宣讲行为举止的一套规范。这些义理

与规范不仅涉及员工的工作要求，对日常起居、

与人相交的礼仪、与父母及同事的相处之道等

生活与社交方面也一应涵盖，并且企业对于这

些 “规矩”要求严格，赏罚分明。

前述 “亲亲有序”相关内容建立了一种新

的企业的 “家文化”伦常，而伦常的维系同样

得益于规范的作用力，体现为尊尊有序。 “尊

尊”同样出自 《礼记·大传》，原指家族、君

臣之间的尊卑秩序。而企业中的尊尊有序拓展

了新的内涵，指的是，企业虽注重长幼之礼，

但更崇尚以贤德和义理为尊，以此形成适用于

企业管理的秩序。在样本企业构建的 “家文化”

伦理中，以仁为亲的伦理虽首当其冲，但企业

在尊长重幼之外，更将 “家文化”学习经验、

年资优于自身的员工称为 “学长”，学长亦承担

着帮扶成员成长的职责。此类关系结构与以仁

为亲并存，体现了企业伦常中的以义为尊，也

反映了组织层面对家文化伦理中理性秩序的需

求。另外，企业内求文化的盛行及 “人人都是

管理者” “全员改善”各项实践的开展在全员

间形成了一种 “家族”的默契。在这些活动中，

员工各司其职，发现问题时对内自我反思纠偏，

对外让渡利益与他人相互协调，不仅促使个体

形成积极向上的行为习惯，也在组织层面表现

出了更好的经营成效。如 ＧＤ为达到德行目标

而推出了 “取消夜班”的生产轮值制度，更人

性化的工作安排也方便员工照顾家庭，此举赢

得了员工的感动与认可，员工作能够更专注与

合理地运用时间，虽然取消了夜班，但 ＧＤ生

产效率在提升的同时，离职率也显著降低。此

类改善实践在本文所有案例企业中均可得见。

这些礼尚往来的行为发挥着非正式契约的作用

效力，潜移默化地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提供

了行为的参照标准，并非强制约束，但又可维

系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使 “家文化”导入生

效。相比 “亲亲有序”作用代表着企业伦常的

一面，企业以义为尊、建立 “家族”默契更显

示出 “尊尊有序”的企业秩序。

综上所述，原核心范畴的内涵可进一步概

括为齐家以礼。齐家以礼表达了企业规范的作

用同样服务于道德实践，各层级自上而下律己

达德以个体自律为规范前提。在规范落实的过

程中，企业以提撕 “子女”的关爱和教育对全

员起到督促作用，最终形成一种规范为辅、尊

尊有序的企业秩序。在此过程中，规范成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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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可借鉴的参照体系，为道德涵养提供底线保

障，这种 “规范”不同于 “法”的约束性与强

制力，而是主要起到启示与督导作用，辅助

“德”的实现，意蕴上更近于儒家所提倡的

“礼”。选择性编码共计４４０条，语料回溯后完

整了核心范畴的内部结构，使核心范畴关键意

义不变且特征更为突出，可判断该范畴的数据

达到饱和。选择性编码过程如图 ４所示，编码

例举如表３所示。

图４　核心范畴 “齐家以礼”的选择性编码

表３　核心范畴 “齐家以礼”数据列举

代表性数据列举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核心范畴

那天应酬喝了 （酒），其实没人知道。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他 （董事

长）自己罚款３０万元，告示出来了，所有员工看到，都知道 （ＪＢ文化教
师Ａ）

事事坚持表率
企业

家克己笃行

圈长是哪个圈不干，他就会陪着你干。而且还给他们部门的圈分享，把他

们整个部门的圈子带得非常好 （ＪＹ康经理）
注重以身作则 高管律己奉行

他们打扫卫生这样趴在地上的，如果你去要求员工这样做你是要求不来

的，这是他自动做的，他明理之后做的 （ＨＤ单总）
员工受教奉行 员工明理践行

律己达德 齐家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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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代表性数据列举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核心范畴

人文如果是一个简单的福利，就会增长大家的贪欲。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它

刚刚好？要让他知道不能做败家子。《中庸》讲什么？“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ＧＤ吴总）

明确 “家法”

底线
严以治家

在我们的条例中对行为都有要求，不能打架、喝酒、染头发。都是有规定

的，对这些事情的要求都是很严厉的 （ＴＷ李总）
企业家训明理 刚性教育

提撕

“子女”

圈长也不是领导，但是圈长非常重要。这些改善都是圈长带着圈员一起做

的，是他们这个圈的担当者。最后生产很好，大家都觉得圈长太无私、太

伟大了 （ＪＹ员工Ｄ）
崇尚以贤为尊 以义为尊

这两年因为我们践行 “内求”“传统文化内求”有效果，所以说，我们还

是用内求、利他来作家训 （ＸＲ周经理）
盛行内求文化

原来的 “三班倒”，我们提出这个不人性化，要取消夜班。最后怎么样？

没有增加成本，反而推动公司生产效率提升 ６６６％，员工流动率下降到
１２９％。这就是明德的作用 （ＧＤ杜经理）

全员改善实践

建立

“家族”默契

尊尊有序

齐家以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三）理论性编码

１理论初构

选择性编码阶段聚焦了 “传家以德”与

“齐家以礼”两条关键线索，展示了超家族主义

企业德行外化的过程，同时需要德与礼两个层

面的保障，剖析了 “德”与 “礼”两种机理过

程。而两者如何互动，还需要进一步地理论对

比与阐释。

（１）超家族主义企业崇尚涵养个体的道德，

依靠自律形成规范，通过自上而下的垂范鼓励

个体追求与践行道德，激发了人的道德自觉。

传统文化经典将涵养道德看作修己、律己

之学，《论语·为政》有句：“道之以政，齐之

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即讲此理。一旦将道德作为对外的要

求，即是约束，道德就沦为工具之用，陷入不

道德的窠臼。长期修习传统文化的企业家深谙

此理，对道德的涵养首先从自身开始，以自觉

修身，以自律奉行。长此以往提高了内求的境

界，懂得利他的义理，再以身作则将道德追求

迁移至企业情境，从中形成自上而下的垂范效

应，以点带面，正向鼓励各层级员工参与到涵

养道德的实践中，注重道德对人自觉性与自律

性的激励，而非以道德律他。可谓 “其身正，

不令而行”（《论语·子路》）。

（２）超家族主义企业以 “德”为贯穿企业

关爱与教育的主要手段，以 “礼”作为两者的

底线保障。在关爱中教育员工，刚柔并举，宽

严相济。

“传家以德”的故事线反映出企业自上而下

全员修习传统文化的追求使个人道德素养不断

提升，发挥着激励的作用。“齐家以礼”是达到

道德效果必不可少的底线，发挥着戒示、督导

的作用。在访谈中，企业家解释了两者之间的

关系，认为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文化的张力。

例如，ＸＲ的王总认为，激励作用是重要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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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底线、督促个人履行责任与义务也是必要

手段：“小善如大恶，大善似无情。惩罚不是目

的，是教育，教他就是爱他。”ＴＷ的李总也有

相似的论述： “规矩 （不许抽烟、打架等）定

下来，是为了员工明天的身体健康，能够改过。

陋习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不在于他是不是在

这个厂。”这些举措契合了传统家训中重视 “以

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温公家范·

祖》）的做法。从中可知，“德”“礼”刚柔并

举，宽严相济。

（３）超家族主义企业形成了一套亲亲、尊

尊并行的企业伦理，既契合了个体生活的伦常，

又兼顾了企业发展的秩序。“德”“礼”的作用

力相辅相成。

企业亲亲伦常的形成不同于家族主义及其

泛化的实践，而是将每位员工及其家人、客户

等相关方视为企业的亲人，主张企业不分彼此，

亲如一家。这些实践彰显了企业的道德，更契

合个体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内心诉求。而尊

尊秩序的形成则也更符合企业的现实需求，以

长者和贤者为尊，而不以尊卑为重；道德在启

发个体自觉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与他人之间的

参照，在企业崇尚道德的氛围中，内求盛行、

全员参与改善实践成为一种非正式的默契，与

道德自觉相匹配的自律也起到督促作用。由此

可见，虽然道德在超家族主义运作过程中承担

主导作用，但规范作为保障道德有效运作的辅

助作用，仍然必不可少。 “德” “礼”相辅相

成，互为张力，员工可从同一个场景中感觉到

“家规”的劝诫意义，也能从企业的道德发心中

感受到仁德，进一步理解和认同 “德”的重要

性和 “礼”的必要性。

根据上述核心范畴的关系解析，本文建构

的超家族主义企业德礼相辅的伦理机制模型如

图５所示：

图５　超家族主义企业德礼相辅的伦理机制模型

２与文献的进一步对话

将编码的核心关键词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

本文找到与数据中 “德”与 “礼”两个核心范

畴紧密相关的研究主题，即德行伦理与制度伦

理。下面，研究先介绍两者在企业中的运用，

再与数据进行比较，考察文章在理论上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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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贡献，从中判断理论是否达到饱和。

（１）制度伦理在企业：重视以规范代替

道德。

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资本主

义经济的扩张使人们将社会活动聚焦于外在行

为的整合 （吕耀怀，２０００），建立各种制度作为

生产生活行为的度量标准 （麦考密克和魏因贝

格尔，１９９４）。国家法律、行业准则等外在制度

作用于社会行业和组织中。照此逻辑，西方企

业也运用了制度设计来协调组织与个体的利益，

保障经营管理活动的有序运行 （王克婴，

２００７）。由于涉及股东、管理者及各方利益相关

者等多个主体，企业制度本身蕴含着伦理的价

值与意义，形成了制度伦理。企业的制度伦理

表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利益的冲撞、道

德的调节两种力量的反复博弈 （祝成生，

２００４）。西方社会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

的诞生，将企业伦理的讨论焦点逐渐转变为对

结构合理性的论证，这不仅导致了制度伦理的

盛行 （应奇，２０００），也导致 “规则”占据了

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制度伦理直接影响了企

业整体的经营管理成效，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企业的发展形态 （余晓菊，２０１２）。新制度经

济学认为，企业制度伦理的意义在于，运用制

度来提供一种约束条件，然而企业中不同利益

群体对制度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解各有不同，甚

至对立 （舒尔茨，１９９１）。另外，企业制度伦理

源于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经济活动目的

在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且具备理性。而

企业的制度伦理需要在保证个人利益与权利的

基础上，对人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以此调节

企业中个体与组织两种理性的冲突 （王文贵，

２００３）。

（２）德行伦理在企业：道德对企业的作用

日渐式微。

作为一种古典的伦理学说，德行伦理在亚

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和孔子的仁德思想中都有

系统的阐发 （岳磊等，２０２０）。有学者认为，德

行伦理是以个体德行为自因的伦理，一般表现

在具体的文化传统及与其相关的个体品质中

（聂沉香，２００２）。相对于制度伦理的外在性，

德行伦理更注重内在性的修养，本质是为了成

就具体的个人；德行伦理表达了一种道德情感，

亦可看作一种道德理性，相较于制度伦理中的

制度一面，德行伦理更加直观地反映出伦理的

特质 （吕耀怀和刘爱龙，１９９９；成中英和吴蓄

芳，２００２）。在企业组织的具体情境中，制度伦

理表现出一种他律性的约束力，而德行伦理则

是个体自律的结果 （夏绪梅和
"

诚德，２００６）。

从道德建设的次序来看，制度伦理在企业

的落实先于德行伦理，但从高道德地位的区分

来看，德行伦理的重要性高于制度伦理。新制

度经济迅速发展使西方社会关于德行伦理的应

用逐渐式微，西方企业中以制度为重心的伦理

设计，依靠他律的外在约束力进行管理。与此

不同的是，德行伦理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中绵延

不绝。作为本位的 “家文化”及儒家思想文化

的历史传承，人们从未放弃尝试构建 “修齐治

平”的德行体系，个人对品德的内在追求亦作

用于外在行为中 （寇东亮，２００３）。就组织行为

而言，典型的表现是 “仁爱领导”的领导风格

（樊景立和郑伯埙，２０００；Ａｌｚｏｌａ，２０１５）以及

企业对整体组织德行的重视 （王雁飞等，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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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理论建构与贡献

回顾文献可知，近现代西方企业以制度伦

理为重，而高度的制度化作为秩序托底企业发

展，也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逐渐续航不足。近

年来，西方企业开始重新求诸亚里士多德建构

的美德伦理来应对商业活动中需要建立的道德

共识 （Ｆｏｎｔｒｏｄｏ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闫茂伟，２０１５；

Ｋｏｅｈｎ，２０２０）。中国企业中一直沿袭着内在德

行驱动外在行为的现象 （龚天平、窦有菊，

２００７），但目前关注个体德行对组织行为影响的

研究不多。而德行伦理与制度伦理又是否一定

是对立关系也存在诸多疑问 （杨清荣，２００１）。

相关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解答。

对比前述文献，超家族主义中领导者个人

的德行以德礼相辅的两种作用顺利实现了外化，

这一机制中可发掘的理论新意主要表现在：

（１）本文揭示了超家族主义中德行领导个

人道德特质的外化过程。家长式领导构念的诞

生源自领导行为理论，德行领导是通过领导者

对下属的领导行为体现出来的。与此不同的是，

本文发现超家族主义中的德行领导发挥作用的

关键在于领导者个人的德行特质 （即 “正

己”）成为行成领导道德行为 （即 “化人”）

产生的一个重要前因，这一发现跳出了以往德

行领导的理论框架，将特质理论的解释纳入德

行领导的研究中，丰富了德行领导这一概念的

解释力。超家族主义中德行领导的道德品质由

传统文化中习得，强调一切影响根源于领导自

身道德品质的提升，并通过领导者的长期修身

来感召和带动员工共同修身，推动组织成员、

组织文化、组织制度的转变。相比于只强调领

导者的道德行为，这种由内而外的领导德行更

加稳定，对于组织德行的外化结果的影响也更

加深远与持久。

（２）本文通过质性研究拓展了对组织德行

形成条件的理解。尽管组织德行对于个体身心

健康、忠诚感与角色外行为、组织发展乃至组

织危机应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当前研究对

于哪些因素能促进组织德行仍知之甚少。目前

研究组织德行的学者们大致从领导风格、组织

制度、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探讨其形成

条件，但均为描述性和推断性的 （刘云，

２０１２）。本文基于企业的超家族主义实践，通过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道德在企业落地的机制

进行详细解析与挖掘，发现德行领导、德行文

化、德行制度、德行行动及其相互作用，是形

成组织德行的关键因素。首先，德行领导 （正

己化企、律己达德）是这个过程的核心与出发

点，通过德行领导推动组织自上而下形成德行

文化 （传家以德）。然而，仅仅拥有德行文化的

内化还不够，还需要德行制度的保障 （齐家以

礼）。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智慧地指

出包括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在内的政治伦理制

度在塑造 “好人”和 “好公民”上的保障作

用；同样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也通过构

建 “礼”这一政治伦理制度来保障个人在德行

上有所造诣。最终，“德行领导—德行文化—德

行制度—德行行为”不断循环互促，使得组织

德行得以形成并保持稳定。

（３）本文发掘了德行领导对组织德行的作

用机制，形成了 “德礼相辅”的企业新型伦理

机制。有别于西方企业中强调制度伦理的外部

约束力，亦区别于只关注华人组织德行伦理作

用的研究，本文从组织行为层面探讨了当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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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主义企业中现实存在且并行的德行伦理和

制度伦理，挖掘了德行领导德行外化过程中德

行与制度的协同作用及两者间的张力，揭示了

德行领导通过 “德礼相辅”机制转化为组织德

行的作用过程。相比外在的约束而言，样本企

业更看重在人的内心建立一种主动的道德自觉，

而作为底线的戒尺，“礼”的存在可以保障德行

的实践落地。 “德”和 “礼”互为张力，才顺

利实现了领导德行—组织德行的一体化有机建

构。新型企业伦理的诞生，既有助于帮助员工

通过内心道德秩序的提升来维持对工作与生活

的持久动力，又有助于激发企业组织的凝聚力

与活力，企业增加以更符合人性与社会道德的

制度建设来获得员工的支持与积极投入，最终

改善了经营成效。

综上可知，超家族主义 “德礼相辅”的伦

理机制是本土企业对德行外化的创新性实践，

扎根编码的抽象明确了其中的各子范畴功能，

厘清了范畴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且相关现象区

别于已有文献的阐述。数据与文献的交替对比

产生了新的理论知识，各部分阐述清晰，从中

可判断理论达到饱和。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超家族主义企业的德行实践首先源自具有

显著德行特质的领导者，领导者通过个人长期

修身来感召员工共同修身，使德行从企业家个

人的特质顺利外化到组织层面，持续激发员工

的道德自觉，产生组织德行整体化育的效果，

补充了华人组织中德行外化研究的空缺；其次，

研究通过德行主题的详细编码，从领导风格、

组织文化、组织伦理等角度拓展了对组织德行

形成条件的理解，丰富了组织德行前因研究的

探索；更重要的是，德礼相辅的伦理机制有别

于西方企业中制度伦理的主导，亦区别于传统

社会对德行伦理的运用，而是将 “德”作为企

业 “传家”的核心要素， “礼”作为 “齐家”

的秩序保障，促进全员德行的稳健成长，两者

结合互为张力的机理可视为适用于当代实际的

新型企业伦理。

（二）管理启示

１超家族主义德礼相辅的作用机制，将人

们对 “家文化”伦理的天然认同接续到企业中，

是持续激发员工德行自觉、管理自觉的有效

措施

东方社会一切秩序的建立都围绕着 “家文

化”展开 （陈其南，１９８６）。传统家庭作为人

们生产生活所倚仗的组织，承担着社会德行育

化的重要功能，内嵌于 “家文化”核心价值中

的德行伦理在文化的传承中一直起到主导作用，

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寇东亮，２００３）。在现代

经济体制与城乡格局急剧变化的当今，传统家

庭的生存与结社形态日渐解体，家庭德行育化

的社会功能也在弱化，然而大众对组织仍然葆

有类家族的道德与温情期待。由于中国社会对

西方的制度伦理缺少天然的承续性，完全制度

化的企业管理方式忽视了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

与 “家文化”的作用力，不少企业家也因此产

生了转型时期的文化焦虑。而超家族主义企业

的实践遵循了中国以 “家文化”为本位的秩序

逻辑，德礼相辅的新型机制将德行与制度两种

伦理的优势进行了融合，对个体起到持续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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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把职场视为个人修养德行的道场，在

工作中更加自觉精进，也为组织整体的经营与

关系管理带来积极能效，在实践上也与 “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２超家族主义德礼相辅的伦理创新，超越

了基于 “经济人”假设的制度窠臼

西方企业主张以制度明确规则。从 “经济

人”假设来看，制度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走向，因为 “经济人”看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需要建立规范来保证人人都有自利的权利 （卢

瑟福，１９９９；张维迎和柯荣住，２００２）。在这个

设定中，企业和企业中个体的一切活动与行为

需要满足既定的营利目标，此时的企业制度成

为维护不同利益主体、调节彼此关系的工具

（施惠玲，２０００）。由制度建立的种种 “约束”

和 “限制”时常导致企业的不同利益群体对制

度存在理解上的差异，甚至引发冲突 （祝成生，

２００４）。超家族主义德礼相辅的伦理结构，通过

企业主个人修身明德，以力行感召员工参与德

行实践、见证了德行对为人处世的促进，因此

相信、践履德行，形成一种和谐风貌。此时德

行没有沦为表面功夫，也不是束缚与要求他人

的工具，也就保障了德行的价值传承。这种机

制不同于 “经济人”利益至上的假设，也从实

践上超越了 “经济人”假设所衍生的制度窠臼，

形成了更契合中国管理实际与大众期待的一种

企业伦理。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文选取的六家企业样本都是践行

超家族主义的企业，均具有突出而丰富的德行

实践活动，文章仅从单一类型的少数企业样本

中发现德行由个人特质顺利外化为组织德行的

理论线索。但德行外化的关键在于企业的领导

者是否能长期保持德行特质，将其体现与转化

为个人的力行垂范，才能持续地感召员工效仿，

本文提出的机制的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在未

入选本文样本的其他实际案例中也存在领导者

更换、或是未能带头躬行的范例，这些企业并

未展现出德行实践的效果。因此，未来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领导者的德行特质，

挖掘社会、组织、企业家个体等内外部因素对

企业家德行的塑造机制。

其次，虽然本文的样本均为中国企业，其

德行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但西方企

业也拥有丰富的德行伦理资源可供借鉴，例如

亚里士多德的 “美德伦理”思想。已有学者开

始在西方企业情景下进行学理分析 （Ｓｉ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开展跨

文化比较研究，深入了解超家族主义伦理机制

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异同。从制度伦理与德行

伦理的匹配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升该机制的适

用性和普适性，拓展理论的边界。

最后，研究从领导风格、组织文化、组织

伦理等角度拓展了对组织德行形成条件的理解，

探索了德行领导对组织德行的新型伦理机制，

聚焦的重点在于讨论 “德”“礼”之间的张力，

虽收集了部分质化的企业经营成效提升数据，

但尚未作详细讨论。未来研究还可以通过量表

开发进行概念操作化界定，并继续探索此种新

型伦理机制的管理成效，通过实证研究方法，

收集更多的定量数据，讨论管理伦理与经营绩

效的关系，验证此种机制对组织绩效、员工行

为和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为企业实践提供更

具体和可行的建议，推动 “超家族主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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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与未来

展望

□傅　颖　李金展　苏华威　高　皓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本地嵌入’家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模式、效果及政策优化研

究”（２２ＣＧＬ０４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微观形成机制及对跨代创业的影响研究”

（７２０７２１５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独立董事实业投资经历的公司治理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２１ＹＪＣ６３００２６）的资助。

领域编辑推荐语：

“本文最大的亮点是：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领域 ‘结论不一致’以及跟踪性与原创性研究 （国内对比国外）

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理论发展的展望。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探索中国家族企业研究未来

的发展方向。”

———方汉青

关键词：家族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家族涉入；家族系统与企业系

　　摘　要：家族企业作为全球范围内独特且重要的组织形式，在诸如慈善捐赠、

社区参与等企业社会责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近年来家族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方

面的研究成果快速增长，但缺乏对这些成果基于文献的整理与归纳。本文基于发表

于ＦＴ５０期刊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资助期刊的高水平论文，分析了家族企

业社会责任的测量方式，结合相应理论基础与实证结果，归纳了 “家族”“企业”系

统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内容。基于主要研究内容和理论基础，本文就家

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常常出现的 “结论不一致”现象进行了讨论。最后，本文从理

论发展、跟踪性与本土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行了未来研究展望。

统

一、引言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霍华德·鲍恩所著的 《商人的社会责任》出版以来，企业社

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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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一直属于管

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近年来在全球气候

变暖、能源危机以及新冠疫情挑战背景下，国

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有增无减，呈

持续增长趋势。然而，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已经

经历了数十年的研究发展历程，针对企业社会

责任的定义，却始终未能也难以达成一致

（Ｄａｈｌｓｒｕｄ，２００８）。这一方面造成了企业社会责

任的构成维度呈现多样化，另一方面也对学者

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挑战———理解和研究企业社

会责任战略和行为需要考虑不同的组织性

质———换言之，以中国为例，国有企业与家族

企业的社会责任差异明显而需要更为条分缕析

的研究。家族企业是由家族控制和／或管理，希

望能稳定代代相传的企业 （Ｃｈｕａ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

企业研究中心与汇丰中国合作发布的 《２０２３中

国家族财富管理》报告，我国４７００多万家民营

企业中，８５％以上属于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吸

纳了全国６１％的就业人口，为国家经济发展贡

献了重要力量 （窦军生等，２０２０）。与此同时，

家族企业是每年中国慈善捐赠的重要来源 （陈

凌和陈华丽，２０１４），正在成为 “万企兴万村”

参与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就此而言，对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意义。

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家族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比战略管理领域起步晚得多。从文

献检索的结果看，２００４年后国内外学者方被先

驱学者唤起重视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

（Ｇａｌｌｏ，２００４；郑奇磷和赵秦莲，２００４），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自此开始加速增长。虽然国

内外学术界中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已取得一

些成果，但进行系统归纳整理的研究付之阙如。

这一现状既无法展示家族企业相关研究的过去

成就，也无法为下一阶段契合中国经济社会需

求的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提供启发与思

路。首先，本文基于国内外发表于英国 《金融

时报》用于编制Ｆ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排名时所使用的５０

种期刊 （ＦＴ５０）和国家自然基金委重点资助期

刊的论文，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研究内

容结合理论基础进行评介；其次，本文就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常常出现的 “研究结论不

一致”进行了讨论；最后，本文对中国家族企

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数据来源与文献收集

本文分别选取中国知网和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

据库作为分析文献的来源。在国外研究方面，本

文参照Ｍａｒｉａｎｉ等 （２０２３）使用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作为关

键词检索。然而，学者提出在社会责任学术文献

中，环境维度显著低于其他维度在定义中出现的

频率，导致环境维度并不总是包含在企业社会责

任的文献中 （Ｄａｈｌｓｒｕｄ，２００８），因此除了上述两

个关键词，本文增加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ｅｅｎ作为

关键词。本文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高级检索

选项中，以 “ＴＳ＝（“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ｒｍ”ＯＲ“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ＡＮＤ

（ＣＳＲ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Ｒ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ｒｅｅｎ）”为检索式，出版时间设

置为１９５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３０日进行检

索，将数据库选定为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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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设置为 “论文”，语种设置为 “Ｅｎｇ

ｌｉｓｈ”，最后共检索出４３０篇研究文献。在国内研

究方面，基于与英文检索关键词一致原则，中文

文献检索关键词包括：家族企业、企业社会责

任／社会责任／环境／绿色。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

中按照上述关键词进行搜索，发表时间设置为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３０日，检索范

围选定为 “学术期刊”，最后共检索出 １７８条

结果。

通过阅读检索得出的文献，从文献的标题、

摘要、研究内容等方面，按照以下标准筛选符

合要求的文献：首先判定研究对象是否为 “家

族企业”，剔除非家族企业研究文献；其次，判

断内容是否与 “企业社会责任”有关，剔除如

家族企业传承等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关联很小

或没有关联的文献；最后，注意保留关键词不

包含 “企业社会责任”但属于家族企业社会责

任主题的研究文献，如家族企业环境责任、家

族企业慈善捐赠。经过上述筛选，最终研究样

本为１９０篇国外研究文献和 １０２篇国内研究文

献，对相关文献进行年度发文数量统计①，如图

１所示。

图１　国内外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发表趋势

三、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主要研究内容

（一）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

企业实践中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

种类繁多，反射到学术研究中，实证研究对家

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测量亦多种多样。在介

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研究内容之前，有必

要先介绍衡量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指标情

况。本文就发表在高水平国内外论文中社会责

任的维度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２所示。

① 本文作者梳理了高水平期刊 ［《金融时报》５０期刊 （ＦＴ５０）和国家自然基金委重点资助期刊论文］的研究汇总，包括其研究
理论基础、社会责任测量方式等。同时基于文献计量进行了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词频统计。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作者备查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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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表征与测量

　　结果发现，现有文献以企业社会绩效

（ＣＳＰ）进行社会责任测量的文献最多，其中国

外的 ＣＳＰ主要源自一些机构 （如 ＫＬＤ）的评

分。国内高水平期刊的研究未曾有以 ＣＳＰ进行

社会责任测量的文献。国外研究中倾向使用环

保表现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表征企业

环境方面社会责任，国内的类似研究则以 “绿

色责任”或 “绿色创新”作为变量名称———它

们也成为国内表征社会责任最多的变量。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维度的多样性反映在具体测量方

法上，展现出了测量渠道来源的多样性，从详

细测量方法中看出涵盖了年报内容分析、第三

方机构得分、问卷调查量表、客观污染投入和

善捐赠数据等。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家族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对于 “裁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社会关注”“社区参与” “可持续认证”进行

了研究，而上述社会责任的测量方式在国内高

水平文献中还尚未涉及。接下来本文将首先介

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而评

介目前被广泛使用的理论基础。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家族企业具有家族和企业系统叠加的二元

属性。家族系统主要指家族自身的成员构成和

治理结构，企业系统是指家族企业为了实现商

业目标的管理和运营结构 （Ｇｏ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从 “家族”系统出发进行的相关研究，可以再

细分为家族成员特征与家族涉入两方面，前者

社会责任方面研究主要涉及的理论基础包括印

记理论、身份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后者主要

涉及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代理

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是 “企业”

系统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要理论基

础 （见图３）。

１家族成员特征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家族成员特征体现了家族自身成员的构成

特征，是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热点，主要

包括 （非）家族 ＣＥＯ、女性高管、二代成员、

ＣＥＯ信仰等。作为偏向微观层面的个体研究，其

所常用的理论既包括身份理论，还包括印记理论

以及计划行为理论。Ｄｉｅｌｅｍａｎ和Ｋｏｎｉｎｇ（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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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现有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

研究了创始家族成员的价值观和身份建构的来

源是个体的宗教信仰、所处国家文化以及时代

商业的趋势，金融市场对 ＣＥＯ信奉宗教家族企

业慈善计划反应更为积极 （Ｍａｕ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Ｄｏｕ等 （２０１９）提出家族所有者为了确

保其身份的持续性和完整性，会追求长期导向，

导致家族企业追求主动环保行为，以及可能更

少的裁员 （Ｓｔａｖｒ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还有学者发

现女性身份具有独特区别于男性的对社会的关

怀，也即家族内部女性董事的比例越高，家族

企业的社会环保绩效越高 （梁强等，２０２２）。计

划行为理论支持行为态度是决定行为意向的重

要影响变量。基于此，Ｕｈｌａｎｅｒ等 （２０１２）研究

发现中小家族企业的董事如果感知到的能源和

自然资源保护的收益越大，企业就越有可能参

与环境管理实践。印记理论认为，实体对象在

敏感期所形成的与外部环境显著特征相适应的

特点，即使之后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仍会持续影

响焦点实体的行为。改制家族企业创始人行为

更倾向于遵循传统儒家文化理念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 （程晨等，２０２２），相比于非改制家族企

业，在内部社会责任方面投入更多 （叶文平等，

２０２２）。普通大众的印记一般认为女性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的合法性要低于男性 （Ｐａｎｗａ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在二代成员涉入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

研究方面，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出发，研究显

示多代同堂的家族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比由

创始人管理的企业得分更高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Ｍéｎｄｅｚ＆Ａｒｒｏｎｄｏ－Ｇａｒｃíａ，２０２１），第二代的高

度继承意愿会增强家族行业领先地位对绿色战

略选择的正向影响 （吕斐斐等，２０２０），从印记

理论出发，研究提出家族跨代参与会弱化改制

家族企业与内部社会责任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 （叶文平等，２０２２）。就家族成员意愿而言，

身份理论是家族主导联盟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通过展示与其身份相一致的特定价值，以此获

得利益相关者对其身份的认可 （奚菁等，

２０１７），Ｄｅｌｍａｓ和Ｇｅｒｇａｕｄ（２０１４）发现家族企

业主具有跨代传承意愿有助于其进行积极的生

态认证；Ｄéｎｉｚ和Ｓｕáｒｅｚ（２００５）指出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行为差异性可能是由于家族价值观和

文化的异质性所致，家族企业所展示的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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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价值观———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有利于其

进行社会责任实践 （Ｍａｒｑｕ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２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家族涉入一般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家族

所有权、家族管理权和家族控制权的持续时间

（Ｄ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此部分现有研究大量集中

于家族涉入后，比较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参

与社会责任的差异，社会情感财富视角是最常

见的理论基础。总的来看，大多数实证研究观

点认为家族企业相比于非家族企业更具有社会

责任。以Ｇｏｍｅｚ－Ｍｅｊｉａ为代表的学者于２００７年

提出以 “社会情感财富” （ＳＥＷ）为核心概念

来阐释家族企业治理和战略问题，之后保护社

会情感财富被认为是家族与非家族企业在行为

方面差异的首要原因 （Ｇｏｍｅｚ－Ｍｅｊｉ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Ｂｅｒ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ＳＥＷ反映出家族

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心，是亲社会和积

极的因素，家族成员将企业视为自身的延伸，

更可能避免组织的负面影响，因此家族企业比

非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社会责任 （Ｃｅｎｎａｍ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Ｃｒｕ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例如，为

了保护自身形象，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对员

工和产品方面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 （Ｄｙｅｒ＆

Ｗｈｅｔｔｅｎ，２００６）；类似地，与非家族企业相

比，家族企业表现出明显更积极的 ＣＳＰ社会

主动性 （Ｂｉｎｇｈ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环境绩效

（Ｂｅｒ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Ｐａｎｗ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和绿色创新倾向 （马骏等，２０２０），也更可能提

供范围更广的独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Ｃａｍｐｏｐ

ｉａｎｏ＆ＤｅＭａｓｓｉｓ，２０１５）。Ｓｔａｖｒｏｕ等 （２００７）

发现不管业绩如何，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裁

员得更少。相对于非家族企业，由家族所控制

的企业会更加积极地投入慈善捐赠 （朱丽娜和

高皓，２０２０）。最新的研究表明，产权保护叠加

社区逻辑促使家族企业在保护社会情感财富进

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更多 （Ｂｅｒｒｏｎｅｅｔａｌ，

２０２３）；对于家族企业集团，研究发现当集团内

部分企业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时，其他关联

企业在追求社会情感财富从事社会责任方面会

减少 （Ｏｈｅｔａｌ，２０２３）。

然而，Ｃｕｉ等 （２０１８）研究发现家族控制

与社会责任绩效 （ＣＳＰ）之间呈曲线关系，在

较低的控制水平下，家族所有者在保护他们的

ＳＥＷ的社会倡议上投入更多。但当超过３６％的

控制阈值水平，经济因素压倒了 ＳＥＷ，社会责

任绩效表现开始下降。类似地，Ｔｅｒｌａａｋ等

（２０１８）发现家族所有权与企业环境保护信息披

露倾向呈 Ｕ型关系，Ｄｏｕ等 （２０１９）研究显示

家族所有权对主动环保行为并不产生直接影响。

Ｍｅｍｉｌｉ等 （２０１８）研究显示旅游和酒店业家族

企业中家族所有权与可持续实践起消极作用。

针对结论不一致的状况，有学者进一步细分了

社会责任分类，Ｃｒｕｚ等 （２０１４）发现与非家族

企业相比，家族企业不太可能积极践行与内部

利益相关者 （即员工和治理）相关的社会责任

实践，但更有可能采取与外部利益相关者 （即

环境和社区）相关的社会责任实践。

代理理论是家族权力涉入的另一个重要理

论基础。代理理论关注委托人 （主要是所有者

家族）和代理人 （主要是非家族管理者）之间

的冲突，其特征是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代

理人相对于委托人具有信息优势，使代理人可

能不按照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事，而是为个人

利益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傅颖等，２０２１）。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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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ｌｌｅ等 （２０１８）从代理理论出发指出家族股东

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股东阶层，拥有高度的控

制动机、长期的任期，家族股东比其他大股东

更有可能承担对社会责任项目过度投资的成本，

当成本过高时家族大股东将放弃社会责任的选

项。Ｃｕｉ等 （２０１８）的研究侧面验证了上述观

点，与此同时，家族企业中还容易产生第二类

代理问题，亦即家族大股东容易侵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 （Ｍｏｒｃｋ＆ Ｙｅｕｎｇ，２００３）。朱丽娜等

（２０２２）指出社会责任的目标可能会遭到非家族

股东的抵制，因为家族一心追求社会情感财富

目标的动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非家族股

东的财务回报。类似地，企业社会责任从短期

来看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这种只会给家族成

员带来更好形象和社会地位的非经济目标往往

对非家族经理促进作用有限，由此朱丽娜等

（２０２２）提出家族管理权越大越有利于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反之，非家族管理权越大将更可能

抑制社会责任行为。

３“企业”系统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从 “企业”系统出发，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的研究取得了系列有趣的结论。行为代理模型

认为，企业的行为风险偏好取决于损失规避和

问题框架①，出于问题框架而非短期损失为参考

点，家族企业可能进行绿色创新 （马骏等，

２０２０）。家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压力。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的家族企业更加愿意采取绿色战略 （吕斐斐

等，２０２０），原因在于其处于制度和社会双重舆

论压力之下。与之类似，Ｕｈｌａｎｅｒ等 （２０１２）研

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创新导向越强的家族企

业，越有可能采取环保管理措施。Ｂｅｒｒｏｎｅ等

（２０１０）和Ｐｅａｋｅ等 （２０１７）发现家族企业在当

地社区的时间越长，越可能参与社区导向的社

会责任，原因在于其处于当地社区的非正式制

度压力之下。Ｃａｍｐｏｐｉａｎｏ和 ＤｅＭａｓｓｉｓ（２０１５）

运用制度理论，发现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

企业传播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种类更多，强调

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主题，但对企业社会责任

标准的遵守程度更低。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定义为 “考虑利益相

关者期望和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的三重底线

的组织行动和政策” （Ｃ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无论

是对家族企业还是非家族企业，利益相关者理

论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基础。家族

企业以家族命名时，会格外重视 “家族”这个

利益相关者，从而加强慈善捐赠 （朱丽娜和高

皓，２０２０）。由于追求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利

益，而不是仅仅为了股东最大化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家族企业会更少地裁员 （Ｓｔａｖｒ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然而，Ｃｒｕｚ等 （２０１４）提出家族企业

追求社会情感财富的 “家族控制和影响”这一

维度，使家族所有者更偏爱雇用家族成员。上

述行为会导致家族企业对非家族成员的不公平

对待，因此，家族企业与内部利益相关者活动

负相关。换言之，学者提出，与非家族企业相

比，家族企业的管理者更可能不会认同公司的

内部利益相关者 （Ｃ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① 损失规避指行为主体往往更加重视损失而非收益，问题框架指行为偏好往往参考当前的资产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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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致”的讨论

从上述研究内容中可以看出，在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领域，针对家族企业 （与非家族企业

比较），以及家族涉入对于社会责任的影响，研

究尚有大量结论不一致之处。其中家族企业

（与非家族企业比较）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家族企业

度量的差异所致；家族涉入对于社会责任的影

响形成的结论不一致，本文提出包括两方面原

因，一是关于家族涉入的测量，二是未能把家

族能力和意愿涉入做统筹考虑。此外，我们也

讨论了更广泛的可能导致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

究 “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即社会责任研究中

对因变量的测量。最后，我们讨论了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中相关理论的前提假设的差异性

所可能导致的研究 “结论不一致”。

１对家族企业度量的差异所致

家族企业研究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对于家族

企业的定义与测量，学者在过去数十年一直致

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Ｃｈｕ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Ｒａ

ｍａｄａｎｉ＆Ｈｏｙ，２０１５；Ｒｏｆｆ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１），但

又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导致实证文献

中测量家族企业的方式具有多样性特点。具体

来说，有的文献在家族企业的操作定义上只关

注家族的股权 （Ｍａ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Ｋｉｍ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有的文献含有更加严格的操作定

义，不仅关注家族股权，还要求家族中至少有

一名成员在该公司的高管团队中担任职务

（Ｃａｍｐｏｐｉａｎｏ＆ＤｅＭａｓｓｉｓ，２０１５）或是至少有

两个董事来自同一个家族 （Ｓｔａｖｒ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刻画家族股权 （ｓｈａｒｅｓ）的比例阈值也

有差异，非上市家族企业一般使用 ５０％作为家

族企业的分界线；对于上市家族企业，倾向使

用投票权 （ｖｏｔｉｎｇｒｉｇｈｔ）进行家族企业的表征，

而对于投票权的比例，不同的文献又存在差异，

例如有的家族投票权的阈值定义在 ２０％ （Ｃｒｕｚ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Ｌóｐｅｚ－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有

的则定义在 １０％ （Ｍａｕｒｙ，２００６）或者 ５％

（Ｓｔａｖｒ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朱丽娜和高皓，２０２０）。

此外，国内文献对于家族企业的定义往往还要

求家族属于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上述对于

家族企业度量的差异，造成哪些属于家族企业，

哪些属于非家族企业的标准具有变动性，换言

之，度量方式选择的差异性导致了家族企业

（与非家族企业比较）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的结论

不一致。

２对家族涉入度量的差异所致

目前家族涉入使用最常见的表征是所有权

和管理权涉入，但如何测量也未形成完全的统

一。从所有权涉入方面看，非上市家族企业所

有权一般以股权衡量，上市企业的所有权则包

含着控制权和投票权，此处与家族企业操作定

义类似。家族管理权的涉入也包含多种情形，

例如家族成员是否担任董事会成员或董事会主

席 （Ｌｕｏ＆Ｃｈｕｎｇ，２０１３），家族成员是否担任

高管或家族成员在董事会和／或管理层的比例。

上述家族企业或家族涉入操作定义的差异，一

定程度造成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不一致”

现象。针对家族涉入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果产

生矛盾的情况，有学者则提出可以从组态构型

出发研究家族涉入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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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结果显示两种治理配置可以催化家族企业的

环境社会绩效，分别是：①１００％的家族所有

权、第一代领导、家族在董事会中的高度存在

以及家族在管理中的低参与度的组合；②１００％

的家族所有权、第一代领导、家族在管理中的

高度参与以及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存在的组

合 （Ｓａｍａ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３未能把家族能力和意愿涉入做统筹考虑

ＤｅＭａｓｓｉｓ等 （２０１４）提出过往许多家族企

业行为研究存在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忽略了同时

考虑家族能力和家族意愿涉入，只有当同时考

虑上述两者时，才是家族企业行为发生的必要

条件。换言之，虽然家族参与所有权、管理权

和治理 （能力涉入）是家族企业的决定性特征，

它们的涉入可能导致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发

生，但上述预测指标是不稳定的，当参与的家

族有意愿涉入以追求家族为导向的社会责任行

为时，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发生才将是必然事

件，此时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致”

的可能性将大为减少。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致”的

第二方面原因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差异所

致。①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表现形式多样，现有文

献中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方式亦呈现多样

性特点。大的方面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内

部／外部社会责任以及象征性／实质性社会责任。

就内外部社会责任而言，Ｕｈｌａｎｅｒ等 （２０１２）、

Ｄｏｕ等 （２０１９）分别使用了环境管理实践和企

业主动环境战略来测量内部社会责任，此外还

有学者使用了 “支付职工福利、社会保险费及

住房公积金等”和 “裁员”来测量企业内部社

会责任 （叶文平等，２０２２；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对于外部社会责任，“慈善捐赠”是较为常见的

测量指标 （Ｍａ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Ｄｕ，２０１５）。

就象征性和实质性社会责任而言，其中象征性

社会责任的测量指标常常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的披露 （Ｃａｍｐｏｐｉａｎｏ＆ ＤｅＭａｓｓｉｓ，２０１５；

Ｔｅｒｌａａ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和环境沟通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ｅｈｒｅ＆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９），

实质性社会责任包括一些实质性的环境保护表

现，如 “使用对人类构成毒性威胁的物品”

（Ｂｅｒ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固体垃圾直接扔到周

边／餐饮和生活污水直接排放” （杨学儒和李浩

铭，２０１９）。从上述测量中可以看出，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的测量呈现多面性和内容多样性特点，

而且更关注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效果，很大程

度上忽视了对家族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事实上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最被广泛使用的社会

情感财富理论，所突出的是家族企业进行社会

责任活动往往追求的是家族中心的目标 （ｆａｍｉ

ｌｙ－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ｇｏａｌｓ） （Ｎｅｗｂｅｒｔ＆Ｃｒａｉｇ，２０１７），

例如社会情感财富中的家族声誉、家族在当地

社区的声望。然而，就现有研究看，这些家族

的社会责任效果还未被积极地关注，一定程度

上也导致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

致”。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结论不一致”的

第三方面原因是相关理论的前提假设的差异性

所致。换言之，相关理论前提假设暗含了家族

企业可能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不一致。例如，

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往往自私且追求短期收益，

① 当然，这一问题在非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中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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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主义倾向，以此推理出职业经理人执掌

的家族企业可能并不偏向于社会责任活动 （Ｆ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因为其导致成本支出和零回报；

管家理论认为职业经理人并非 “机会主义的偷

懒之人”（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ａｎｄ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１），相反他

们甚至会展示出亲组织的集体主义行为，以此

推理出职业经理人执掌的家族企业进行企业内

部社会责任的倾向将更加明显 （Ａｇｏｓｔｉｎｏ＆Ｒｕ

ｂｅｒｔｏ，２０２１）。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中延伸型和约

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维度的划分同样造成了家族

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张力存在，具体来说延伸

型社会情感财富引导家族企业追求长期战略导

向，以此推理可能更倾向进行内部社会责任并

进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声誉建设；约束型社会

情感财富意味着家族企业重视对企业的控制和

短期的利益，以此推理更可能损害非家族成员

的利益，排斥内部的企业社会责任。

五、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展望

（一）国内ｖｓ国外：跟踪性与本土性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就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而言，中国的家族企

业社会责任形式和方式与西方有一定的差异，

一方面，国外的某些研究热点国内尚没有关注，

本文称为跟踪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另一

方面，学者认识到本土研究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对于管理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性，所谓

“本土研究”是指使用当地语言、当地研究对象

和当地有意义的概念对当地现象进行的科学研

究，目的是建立或检验能够解释和预测当地社

会和文化背景现象的理论 （Ｂｒｕｔ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２２）。就此而言，本土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

究值得进一步深度挖掘。

１跟踪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首先，国内学者有必要拓展家族企业社会

责任的研究类别，包括 “裁员” “社会责任信

息披露”“社会关注”“社区参与”“可持续认

证”等。与此同时，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除了区分内部／外部、直接／间接社会责任，还

可以区分家族企业象征性和实质性社会责任的

履行情况 （Ｃｏｍｂ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３），而中国情境

下较为重视和呼吁的家族企业参与其中的能增

进社会福祉的事业———如乡村振兴等，均是实

质性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其次，Ｆａｎｇ等 （２０２２）指出虽然国际上一

般的研究结论认为家族企业积极促进社会责任

活动，但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的家族企业却展

现出比较低的社会责任行为，这其中的原因值

得国内学者深入探讨。Ｄｕ（２０１５）发现中国家

族企业在环保表现糟糕时反而慈善捐赠表现慷

慨，这说明中国家族企业是否更可能倾向于以

有选择性的和以工具性的方式对待企业社会责

任 （Ｌａｂｅｌ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非家族企业是否也

有类似行为？Ｃｒｕｚ等 （２０１４）指出一些国家可

能更关注ＣＳＲ的一些维度，而忽视了另外一些

维度，中国的家族企业更加重视哪一类？总的

来看，不像国外大量学者进行了家族和非家族

企业社会责任异同研究，国内学者尚未对中国

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方式、

效果等进行深入比较，这部分研究尚有拓展

空间。

最后，国内学者目前对于环境保护、慈善

捐赠等反应型社会责任的关注较多，对战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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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研究尚不足。反应型社会责任更多

体现的是企业在应对突发灾难、事故等进行的

捐赠和公民行为，反应型社会责任对于社会是

有利的，但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此类社会

责任更偏向于成为企业的成本支出。战略型企

业社会责任指的是企业通过战略性行为投资于

竞争环境中的某些社会因素或者通过产品或服

务等价值链创新活动使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相

一致的社会责任行为。战略型社会责任在当下

要求家族企业能结合当地发展进行诸如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增加就业的行动，这类活动的

特点将不仅对社会有利，而且对企业本身也将

带来益处，例如通过乡村振兴可能有助于企业

价值链的提升补强。

２本土性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首先，国外家族企业研究常以家族所有权、

管理权等表征家族涉入，国内学者提出基于中

国情境家族涉入可分为 “家”和 “宗”两种类

型， “家”是相对独立单元，基础是土地和财

产，基本目标在于生存；“宗”的基础在于父系

血缘，源头是共同祖先 （如一个村大多数属于

同一个姓氏），维持着宗族网络内部的和谐关

系；中国的传统宗族是基于差序性的人伦关系，

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结构是由 “礼”来规定

的，“礼”规范了处于社会圈子不同位置的社会

成员的行为，从而形成了长幼有序、男女有别

的主从型的社会人际关系 （黄玉兰，２０２１）。基

于财产的 “家”多追求经济目标，而基于血缘

的 “宗”更看重非经济目标 （朱斌，２０１５）。

在讲究血缘亲情的传统乡土社会， “义”大于

“利”，注重家族的利益、集体的利益 （黄玉

兰，２０２１），就此而言，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族涉

入可能出现超越小家族涉入而展现对宗族涉入

的现象，常见的情形包括本土乡镇企业招聘同

宗族的员工保障他们的生存和生活，还包括在

外地发展具有成就的企业回归宗族进行社会责

任的建设，这些人被当下的媒体形容为中国的

“新乡贤”———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① 上述现

象具有中国当地的特色，值得对其可能产生的

新的概念或它们的社会责任形成过程进行研究。

其次，在 “企业”系统方面，一些本土有

意义的概念值得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借鉴。

这些构念包括国有股份涉入、民营企业党建活

动、改制型家族企业等。其中可能涉及的研究

问题包括拥有国有股东的家族企业是否更具有

社会责任积极性？家族企业中党建活动／派驻党

委书记是否促进了社会责任活动？改制家族企

业究竟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如何？上述问题所涉

及的变量或许将成为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新的

解释变量。此外，目前主流的研究通常以控制

人为自然人或者家族，以及他们的投票权等因

素作为衡量是否为家族企业的评判，本文认为

国内上市家族企业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细分，一

方面可以从家族生命周期的角度，划分为一代

控制和后代控制家族企业；另一方面，可以从

股权的角度划分为国有股权涉入家族企业以及

机构投资者涉入家族企业，最新研究显示上述

不同家族企业特征对企业环保认证产生了差异

性影响 （Ｂｅｒ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３），上述不同上市

① 刘知宜：《对话 新乡贤如何为乡村贡献新力量》，澎湃新闻，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３２２５８４８，２０２３

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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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类型对其他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差异

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家族企业社

会责任的研究。在中国语境下，需要以儒家为

中心的理论来准确理解许多现象 （Ｂｒｕｔ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２），包括社会责任现象。中国社会

自古就有 “儒商”一词，儒商是指在从事商

品经营实践过程中能自觉地以儒家思想和价值

追求作为经营管理的哲学指导的企业家 （李军

和张运毅，２０１８）。针对儒商与家族企业社会

责任的研究，既可以使用当地语言，也可以运

用当地现象进行相关研究。在使用当地语言方

面，不仅在研究中可能涉及一些儒家经典 （如

四书五经）中关于儒家与社会责任的表现

（如 “大商之道，在明明德，在兴业，在止于

至善”），也可能涉及儒家与中国当代社会主

义语言的论述，典型的结合如 “和谐社会”

等 （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８），就此而言，中国家族企业

的学者进行社会责任研究，可以借鉴经济历史

学派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特别是儒家政治理论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进行相应的家族企

业社会责任研究 （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８），这将有助于

理解中国家族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方

式，或者能成为学者未来进行中国家族企业研

究本土理论拓展的重要方面。在运用当地现象

进行研究方面，中国古代的晋商股份构成中，

除出资人的银股外，还有掌柜阶层和资深伙计

持有的人身股。顶身股不用出资，而是凭自己

的劳动。晋商的这种制度设计避免了任人唯

亲，通过与社区的嵌入 （地缘文化共同体）

而做到了举贤与能，也体现了对员工的关怀

（胡国栋和王天娇，２０２２）。这种历史现象对

于现代中国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

特别是在内部社会责任的员工福利方面具有哪

些启示？上述问题的探索，一方面借助案例研

究和历史研究可以扩展社区社会情感财富视角

乃至提出更具解释力的家族企业构念；另一方

面，上述研究成果将对当下家族企业助力共同

富裕产生启示。

（二）基于理论发展的开拓与展望

１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依据解构 “家

族”系统

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无论个体层面抑

或企业层面都使用最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其所

包含的五个维度为：家族权力与控制、家族身

份、社会纽带、情感依恋、家族跨代传承

（Ｂｅｒ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然而，目前社会情感

财富使用的一大局限在于维度测量方面，学者

们倾向于使用家族涉入，包括治理、所有权和

管理权等作为 ＳＥＷ 的代理测量 （Ｃｅｎｎａｍ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Ｚｉｅｎｔａｒａ，２０１７），但对于其他维

度包括社会纽带、家族情感依附、跨代传承等

刻画与测量明显不足，事实上每个家族企业所

看重的社会情感财富的维度往往并不一样，同

理，社会情感财富在不同的家族企业中的体现

程度也不尽相同，这是造成家族企业异质性的

来源之一。以此逻辑，未来的研究可以分类讨

论社会情感财富不同维度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

任的影响情况，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讨论家族

权力与控制的研究已经过剩，以社会情感财富

理论讨论家族跨代传承与社会责任的研究刚刚

起步。这方面还有较大研究空间，例如，第一

代通常具有保护ＳＥＷ的强烈动机，由此家族企

业会积极主动地参与环保行动 （Ｃｅｎｎａｍｏ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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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１２）。然而，随着代际参与，第二代对

ＳＥＷ的追求与第一代有所不同。一些学者提

出，第二代对 ＳＥＷ的追求会增加 （Ｚｅｌｌｗｅｇ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会减少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基于此一些学者发现，

第二 代 的 参 与 对 环 境 绩 效 有 积 极 影 响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Ｍéｎｄｅｚ＆Ａｒｒｏｎｄｏ－Ｇａｒｃíａ，２０２１），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第二代的参与对环境绩

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Ｆｅｈｒｅ＆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９）。

此方面的理论开拓，既可以从二代异质性角度

进行分析，也可以从家族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进

行分析，从而挖掘有意义的中介和／或调节

机制。

２促进 “家族”系统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

任的理论融合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与非家族企

业相比，最大的区别来自 “家族”系统的影响。

家族成员和家族涉入形成了 “家族”系统，家

族成员特征一定程度影响着家族涉入。例如没

有接班意愿的家族成员往往会导致家族所有权

涉入减弱。具有高人力资本的家族成员会减少

对于非家族经理的雇用依赖，进而加强家族管

理权的涉入，最终展示出高企业绩效 （Ｆ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２２）。家族成员特征与家族涉入的理

论融合框架常常能形成研究创新剖析家族企业

行为。例如，Ｄｏｕ等 （２０１９）提出家族企业主

动环保行为受到战略控制点 （长期导向）的影

响，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则让家族企业能有合

法性去追求长期导向，家族成员的承诺促进了

长期导向的追求，由此通过理论融合发现了家

族所有权与企业主动环保战略存在被调节中介

的关系。Ｃｒｕｚ等 （２０１４）把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解构了 ＳＥＷ的 “情感

依恋”和 “家族控制与影响”维度，导致家族

企业会区别对待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不利

于内部利益相关者；同时家族企业追求 ＳＥＷ中

的 “企业形象与声誉”维度，会在企业外部从

事提升其形象和合法性的社会活动，从而有利

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活动。由此，基于现象和研

究结论的冲突进行揭露、选择、重构、结合和

综合现存的事实、观点、理论和技巧 （Ｋｏｅｓｔ

ｌｅｒ，１９６４），从解构理论中关键构念或维度入

手，诸如解构出不同类别利益相关者，解构出

第一类 （股东与高管）与第二类 （大股东与小

股东）不同的代理问题等，分类探析它们对家

族企业社会责任所发挥的作用，是融合现存理

论，让得出的结论更具有理论解释力，形成理

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式。

３基于中国情境发掘更多家族企业特征的

情境变量进行本土理论边界的探索

对现有理论添加新边际贡献的方法之一是

找到理论的适用边界，找到理论边界的重要手

段在于发掘更多的调节或中介变量。例如，针

对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识别家族企业的情境

因素对于统一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将有指导意

义，情境因素包括所有者的管理哲学、家族企

业文化背景、权力距离 （张辉华等，２００５），这

些情境因素不仅影响着家族企业所有者—管理

者关系，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也可能产生直

接影响。从国内外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关键词时

间线图谱①来看，当下国外前沿的家族企业社会

①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将图展示于正文，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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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研究主题关键词包括 “公司政治活动”

“董事会独立性” “连锁董事”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ｒ

ｌｏｃｋ）“女性”等。当下国内前沿的家族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主题关键词包括 “家族老字号传

承” “精准扶贫” “二代交接” “社会地位”

“行为偏好”等。需要指出的是从企业特征发

掘更多家族企业特征的情境变量并非难事，难

点在于如何将情境变量切实以本土理论的视角

展开剖析，即发掘当地具有意义的构念，找出

其对于理论边界的贡献乃至创立本土理论，换

言之，通过将现象、研究问题、理论和研究发

现置于客观情境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中，以情境

化促进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创造性地分析和

解释，在推进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创新的同

时将有利于开拓本土理论或产生相关理论的边

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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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ｓｍａｋｅＣＳ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ｒｏｕｐ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６４］Ｐａｎｗａｒ，Ｒ，Ｐａｕｌ，Ｋ，Ｎｙｂａｋｋ，Ｅ，Ｈａｎ

ｓｅｎ，Ｅ，＆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Ｄ２０１４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ｆＣＳＲ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 １２０　　 —

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ｔｒａｄ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ｖｅｒｓｕｓｆａｍｉｌｙ－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１２５：４８１－４９６

［６５］ Ｐｅａｋｅ， ＷＯ， Ｃｏｏｐｅｒ， Ｄ，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ＭＡ，＆Ｍｕｓｋｅ，Ｇ２０１７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１４２：３２５－３４３

［６６］Ｒａｍａｄａｎｉ，Ｖ，＆Ｈｏｙ，Ｆ２０１５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ＩｎＤａｎａ，ＬＰ，＆ Ｒａ

ｍａｄａｎｉ，Ｖ（Ｅｄｓ）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Ｅｃｏｎ

ｏｍ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６７］Ｒｏｆｆｉａ，Ｐ，Ｍｏｒａｃｃｈｉａｔｏ，Ｓ，Ｌｉｇｕｏｒｉ，Ｅ，

＆Ｋｒａｕｓ，Ｓ２０２１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ＳＭＥ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８：２２９－２６０

［６８］ Ｓａｍａｒａ，Ｇ，Ｊａｍａｌｉ，Ｄ，Ｓｉｅｒｒａ，Ｖ，＆

Ｐａｒａｄａ，ＭＪ２０１８Ｗｈｏａｒ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Ｔｈ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９：３３－４３

［６９］ Ｓｔａｖｒｏｕ，Ｅ，Ｋａｓｓｉｎｉｓ，Ｇ，＆ Ｆｉｌｏｔｈｅｏｕ，

Ａ２００７Ｄｏｗｎｓ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５００：Ｄｏｅｓｆａｍｉｌｙ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ａｔ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７２：１４９－１６２

［７０］Ｔｅｒｌａａｋ，Ａ，Ｋｉｍ，Ｓ，＆Ｒｏｈ，Ｔ２０１８Ｎｏｔ

ｇｏｏｄ，ｎｏｔｂａ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ｂ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ｒｏｕｐｆｉ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１５３：９７７－９９６

［７１］ Ｕｈｌａｎｅｒ，ＬＭ，Ｂｅｒｅｎｔ－Ｂｒａｕｎ，ＭＭ，

Ｊｅｕｒｉｓｓｅｎ，ＲＪ，＆ＤｅＷｉｔ，Ｇ２０１２Ｂｅｙｏｎｄｓｉｚｅ：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ｎｇ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ＤｕｔｃｈＳＭ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１０９：４１１－４２９

［７２］Ｚｅｌｌｗｅｇｅｒ，ＴＭ，Ｋｅｌｌｅｒｍａｎｎｓ，ＦＷ，Ｃｈｒｉｓ

ｍａｎ，ＪＪ，＆Ｃｈｕａ，ＪＨ２０１２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ｙｆａｍｉｌｙＣＥＯ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３：

８５１－８６８

［７３］Ｚｉｅｎｔａｒａ，Ｐ２０１７Ｓｏｃｉ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１４４：１８５－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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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　　 —

Ｔｈｅｏｒｙ－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ｕｎＸ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ａｔＤａｌｌａ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Ｇｏｏ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ｌｌｏｗｕｓｔｏ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ｈａ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ｏｆｇｕｅｓｓａｎｄ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ｉｒ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ｏｔｅｓｔｃａｓｕａｌ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ｆｒｏｍ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ｔｒｕｔｈ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ｋｎｏｗ，

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ｕｔｈＡ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ｇｏｏｄｔｈｅｏｒ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ｏｍｅｅｘ

ｉｓｔｉｎｇ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ｇｏｏ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ｍｕｓｔｂ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ｂｌ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ｏｎｅ

ｈａｎｄ，ｇｏｏｄ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ｈｉｃ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ｃａｎｂｅｄｅｅｐｌ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ｓｏ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ｃｌｅａ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ｉｄｅａｆｌｏｗ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ｄｒｉｖ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１２２　　 —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ＹｕｎｔａｏＤ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Ｇｕａｎｇｈｕ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ａｒｅｂｏｔｈ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Ｕｓ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ｔ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ｈｏｗ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ａｎｄｄｅｅｐｅｎｓ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

ｅｎａ，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ｈｕｓｅｍ

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

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ｙ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ｔｗｏｅｘａｍ

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ｉ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ｎｏ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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